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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 鱼 风 细 送 归 船 ，

笠 泽 思 营 屋 数 椽 。

鸥 馆 不 妨 依 白 水 ，

鹤 粮 犹 待 觅 青 田 。

交 游 眷 恋 怀 前 日 ，

门 祚 萧 条 感 晚 年 。

多 谢 临 歧 劳 祖 帐 ，

骊 歌 唱 罢 嬾 扬 鞭 。

—— 沈 毓 桂 ， 《 九 十 自 述 六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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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率团以祝寿名义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目睹金碧

辉煌、穷极华丽的皇家气派，这位伯爵不由想到全盛时期的所罗门王国。乾

隆皇帝以“不合天朝体制”、天朝“无所不有”，“不贵奇巧”为由，拒绝

英国派驻使节和扩展商务的建议，并且敕谕“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

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1〉 尽管这次寻求平等外

交的努力一无所得，铩羽而归，马戛尔尼还是有机会亲眼观察这个东方帝国

的方方面面。他从清廷朝野上下的封闭守旧和骄傲自大中，判断中国的前景

犹如一艘陈旧而古怪的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多亏能干和机警的官员

设法维持不坠，然而一旦才不敷用的人掌舵，这艘战舰便失去纪律和安全，

即便不会立即沉没，也终将撞在海岸上粉身碎骨。〈2〉

马戛尔尼能透过“康乾盛世”后期表面的繁荣看出内在的衰败端

倪，其观察和判断可谓敏锐。其实不独乾隆，嘉道两朝昧于近代工业文

明孕育的国际大势和世界变局，继续活在“天下共主”的迷梦中。直到

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以及清廷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中外关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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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朝”时代转入条约时代，从而开启了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

局”。〈3〉 在这个意义上，晚清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认识自身所处的国际

地位及对中西关系的理解，是被动的，而且是以西方近代文明为参照的。

19世纪中国士大夫对时代变局的体认、对中西关系的认识和理解，随

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逐渐深入，其应变之道及思想观念的总趋势是逐渐西

化，核心目的则在求国家富强。按照梁启超（1873—1929）的概括，近代

中国人学习西方可分为三期，内容由鸦片战争后的“器物”到甲午战争后

的“制度”，再到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化”。〈4〉 可见，学习“西学”

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且在与中学的对比中自然出现从文化上进行辨别、选

择乃至调和的态度，比如甲午前后盛行的中体西用论。作为一种分判中西

学术的概念，中体西用论旨在调和，对中西学问作道器、本末、主辅、内

外、存我等价值判断，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士大夫接受西方知识的原则，也

成为晚清更改学制的思想基础。〈5〉

来华宣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扮演不容忽视的角色。这一点与明末

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将西方科学文化引入中国类似。可以说，晚清士人学

习西学，无论是为了了解世界、求富求强、救亡图存，还是进行民主革

命和科学启蒙，受益于宣教士的译书办报等文化事业可谓班班可考。〈6〉 

于是乎，人们往往称誉外来宣教士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却往往忽视

伴其左右充当翻译和“记室”的华人助手。殊不知，恰恰是后者所属的

群体因与宣教士的紧密关系，比大多数中国人更早接触和直接面对西方

文化的冲击，有条件参照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特点，而且有可能因为

不必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故而广泛而深入地了解西方文明源流，也比较能

够以持平理性的心态对待中西文化。比如这个群体中的晚清基督徒文人

沈毓桂（1807—1907）。

本期主题文章《“欲为中西通学术”——晚清基督徒文人沈毓桂》通



过考察这位百岁老人的成长环境和信主经历，及其一生襄助来华宣教士开

展办报和办学等文教活动，试图表明沈毓桂承自来华宣教士的含括宗教、

道德和科学的基督教教义，非但不构成其文化活动的局限，反而提升了其

“会通中西”的层次，也就是在认定普世真理的前提下，以平等、理性的

态度来看待中西思想文化，由此为追求现代化变革以应对时代危局的晚清

中国，提供了基于信仰立场、不为中西之别所缚的现代化方案。尽管这一

方案的信仰立场因与传统中国政教关系的结构发生龃龉而不被采纳，〈7〉 

其原初的中体西用教育原则也被流行的版本口号所遮掩不彰，但它在普世

主义的框架下立足本土，对中西文明取融会贯通和开放互鉴的态度，对当

下依然有现实意义。

如同明末奉教士人徐光启（1562—1633）一样，沈毓桂从儒家传统的

“东西理同”普世主义来接引基督信仰，并且又以这种融合宗教、道德和

科学的信仰来积极参与西学东渐的文化浪潮，从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

上留下不容忽视的印记。二者皆以整体的基督教世界观来回应各自时代的

需要，其言其行给关注信仰与文化、教会与社会之关系的后来者以启迪，

这正是本刊今年头两期主题文章关注二者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

〈1〉 Helen H. 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An Ac-

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08), 30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第 165—166 页。

〈2〉 乔治 · 马戛尔尼、约翰 · 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

高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63 页 ; Helen H. 

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386.



〈3〉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2005 年，第 483—497 页 ；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

局”，《清华学报》第 9 卷第 4 期，1934 年，第 783—827 页。

〈4〉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 年，

第 1—94 页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

集 · 文集 14》，北京 ：中华书局，2015 年，第 43—45 页。

〈5〉 王尔敏，“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见氏著，《晚清政治

思想史论》，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9—

56 页。

〈6〉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5—17 页。

〈7〉 参见李欣然，“‘政’在体、用之间——‘西政’对晚清‘中体西用’

典范的冲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

第 5 期，第 50—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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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中西通学术”
——晚清基督徒文人沈毓桂

文 / 丁祖潘

1807年 9月 11日，清仁宗嘉庆丁卯年八月十日，江苏省吴江县一个

破落的“世胄”沈姓之家降生了一个男孩。时值江南水乡桂花飘香，家人

给他取名毓桂，字寿康，寄寓着对孩子美好的祝福。〈1〉 这一年也是伦敦布

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

son, 1782—1834）来华开启新教入华布道事业的第一年。无论就“家世业

儒”的成长背景，还是“中西隔阂”的生活环境，当时大概没有人会把这

个孩子的出生与马礼逊来华联系在一起。即便是这个孩子活了半个世纪，

也不曾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会偏离传统社会既定的轨道，更没有料到自己

会如此长寿，于期颐之年竟然获邀参加新教入华百周年纪念大会并拟发表

演讲。〈2〉 当时享此殊荣的华人基督徒可谓凤毛麟角。在他晚年，与之结交

的官僚士大夫对其“会通中西”的学问和施教交相称赞，清廷著赏他二品

封典，表彰其掌教中西书院、翻译西学书籍、“创设”《万国公报》译登中

外新闻有功：“当咸丰同治之际，中西隔阂，民智未开，该员已能烛理研几，

以知觉为己任，五十年来不求闻达”〈3〉。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西方世界均享盛誉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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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老者，在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书写上，特别是在侧重叙介华人基督徒群体的

历史著作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重视。〈4〉 一般探讨 19世纪西学东渐文

化传播的文章著作，固然承认以沈毓桂为代表的华人编辑助手在《万国公报》

中的重要地位，肯定其作为中西文化桥梁的身份，但对其所结交的西方宣教

士及所认信的基督信仰或多或少存在成见，或者说未能充分肯定沈毓桂的宗

教信仰于其文化事业的积极意义，反而以为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局限。〈5〉 本文

通过考察沈毓桂的成长环境和信主经历，及其在《万国公报》和中西书院的

文化教育活动，试图表明，沈毓桂含括宗教（人与上帝的关系）、道德（人

与人的关系）和科学（人与物的关系） 的基督教教义观，非但不构成其文化

活动的局限，反而提升了其“会通中西”的层次，也即在认定普世真理的前

提下，以平等、理性和互鉴的态度来看待中西思想文化，由此为追求现代化

变革以应对时代危机的晚清中国，提供了基于信仰立场、不设中西畛域的现

代化方案。这一方案突破了狭隘的中西古今论争的框架，值得今人回顾省思。

一、“曾经沧海多磨折”

清朝进入嘉庆时期，“康乾盛世”的衰败与危机已经显露出来。人口增

长超过耕地面积的增加，造成一般生活水平下降。而传统商业的萎缩降低了

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人口问题带来“人才过剩”，参加科举考试博击功

名的士子人数大增，而官僚体系能提供的官位数量又远远落后于取得功名的

人数，再加上买官卖官的政策对本就有限的功名资源的削夺，无疑大为加剧

了科举考场竞争的激烈残酷。人口问题与土地生产力下降产生的经济压力，

当面临与传统王朝循坏衰落相关的官僚腐败、行政失效、税收减少，酿成了

1769—1804年中国北方的白莲教起事。清朝为了镇压这场叛乱耗尽了国库，

此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6〉 沈毓桂的出生地吴江县所属的苏州府，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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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毓桂（1807—1907）晚年肖像（1906 年）。
图片来自林乐知著、范祎述，“褒扬耆儒奏折书后”，

《万国公报》复刊第 215 期，190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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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来就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进入嘉道年间，因水灾和旱灾频发，

太湖水利失修，导致农业歉收，波及商业，苏州社会经济由盛转衰。〈7〉

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沈毓桂的成长道路不可避免将会经历许多艰辛。

虽说沈家在吴江当地也算“巨姓名门”，时人称毓桂系“吴江世胄”、“吴江

名宿”，但他幼年时父亲早逝，全靠祖母抚育成人，“家贫好读书”。沈毓桂“家

世业儒”，可谓书香门第，自幼聪慧（沈晚年所作《偶感二首》有“童鸟聪

慧记依稀”之语），饱读圣贤诗书，循规蹈矩，“平居一言一动必准于礼法

而不敢稍纵焉”。〈8〉 此种以圣贤自励，合于礼法的生活方式，大概受到沈

毓桂师事十余年的同乡老师张渊甫的影响。沈毓桂后来著述立说、阐发基

督教义、教诲学生，都多少带有理学色彩。〈9〉 此外，毓桂还写得一手好字，“少

负才名”，著有《梅竹双清馆诗集》，惜未传世。不过，这位少年才子却在

科举考试中长期困守场屋，屡受挫败，参加八次省级考试（秋闱乡试）均

荐而未售，取得的最高功名也只是附贡生。沈毓桂对这段漫长的科考经历

充满苦涩的回忆，在其《九十自述》中写道：“八回场屋休回首，憎命文章

奈若何？”〈10〉 他在后来撰文批判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时对落第士子生活窘

迫的描绘，未尝不是自己当年个人境遇的写照：

“国家有定额，而读书之人日益多，得售者不过百中之一二。余皆不

得志，退而舌耕，馆地亦有限。上馆少而下馆多，有终岁之修脯不满数十，

足衣而不足食。妻则号寒，儿则啼饥，况有中辍，非连年可歌。适馆之诗，

寒士酸味亦大可哀矣。故有变而为医、为卜、为星相、为堪舆者。夫医不

三世，不服其药，必自少时服习可精其业。乃少则业儒，老则业医，无怪

庸医多而良医少。若卜筮星相诸术数，皆为民之蟊贼。彼为之者亦自知其妄，

为饥寒所迫，有所弗顾。此等术数之徒，类多聪明之士，不过为场屋所困

而隐于此。”〈11〉



14 κόσμος  

有可能因生活所迫，除了“舌耕馆地”取得微薄收入外，沈毓桂兼习

医道，“略谙医理”（曾著有《医学略述》〈12〉）。虽曾入幕游历过浙直东省，“燕

雪齐烟策骑行”、“北马南船快所之”〈13〉，但沈毓桂的思想世界依然是传统儒

生的“内圣外王”。早年丧父、科场久不得志、生活困顿，加之幼子早殇，

对世态炎凉和生活艰辛的过早体验，塑造了后来沈毓桂个性中况郁、孤清、

淡泊和拘谨的一面。特别是过了不惑之年，“家徒壁立”、“年年冯煖”的沈

毓桂早已脱去曾经“少年豪气压三吴，醉后高歌碎唾壶”〈14〉的踪影，直是“两

鬓已雪，百念皆冰”。〈15〉 如果不是外部环境的冲击打断了他乡村塾师的封

闭生活，像他这样落迫的传统儒生，大概会以开馆授徒、卖字作文终了此生。

然而，命运之手将已届不惑之年的沈毓桂推向了另一条生活轨道。

1849年冬（道光己酉年），沈的家乡吴江震泽县发大水，“饥民死者无算”。〈16〉 

沈侨寓吴城盘溪，设帐授徒，于上海茶寮与同样避水灾来沪谋生的同乡王

韬（1828—1897）相遇，二人订交。〈17〉 王韬不久前因父亲去世而结束了自

己虽不富裕、尚能衣食无忧的生活，勉强接受英国来华宣教士麦都思（Dr 

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聘请，在上海伦敦布道会墨海书馆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协助“委办本”中文圣经的翻

译校订（即担任“校理秘文”）。〈18〉 在王韬眼中，沈毓桂“性情纯挚，蔼然

可亲，出一言如恐伤人”。二人“诗酒之会，无役不与，以此徜徉海上，颇

得狂名”。〈19〉 然而，这段游沪经历对于信守儒家圣贤礼教、循规蹈矩的沈

毓桂来说，不过是暂时偏离生活常轨的放浪形骸。

由于王韬引荐，沈毓桂结识了麦都思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后者聘请他为翻译，英商汉璧礼（Sir Thomas Han-

bury,1832—1907）延其教读。西人待人接物真诚有礼，处事公正，给沈毓

桂留下良好印象。〈20〉 但这还不足以吸引沈毓桂像王韬和他的朋友蒋敦復

（1808—1867）、李善兰（1810—1882）⸺�时人目为“三异民”、“海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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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21〉⸺那样留在上海，靠给外国人“卖文”为生。毕竟，19世纪 50年

代的上海，还没有像后来因为大量外国人定居而产生一种中外交汇的新文

化，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可以不失尊严地与当时所谓“夷人”一起密切合

作。以“海天三友”为代表的于条约口岸新出现的知识群体，尽管才华横溢，

也难免被时人视为异类，遭到同胞怀疑和鄙视。〈22〉 个性拘谨的沈毓桂此时

也未能冲破传统社会的偏见和压力，游沪未及一年便于次年秋不辞而别，

回到故乡吴江重操就业。然而好景不长，1859年五月，因躲避太平天国攻

打苏州，沈毓桂再次逃难来沪谋食，可谓“沙虫万里逃兵劫，风鹤千山感

乱离”，一路“风餐露宿、苦楚备尝”，抵沪时已是“须发略苍”。〈23〉 此行

除了因病返乡一次，再回沪上沈已决定长住上海，次年四月，家乡苏州沦

王韬（1828—1897）。
图片来自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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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24〉 沈毓桂这次逃难来沪可以说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因为除了“卖文

卖字，并授生徒，聊资日给”〈25〉之外，他重回墨海书馆，帮助西方宣教士翻

译圣经，编译其他西方著作，生活也逐渐安定下来。真是“曾经沧海多磨折，

跡类飞蓬去擢迟”。〈26〉 更重要的是，52岁的沈毓桂经过详细考察和认真思

索，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27〉

二、“赠缟人从海外来”

沈毓桂重返上海所供职的墨海书馆，系伦敦传道会宣教士麦都思和雒

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早在 1844年来上海时建立的印刷所，

主要采用活字印刷技术大量出版基督教读物，承担基督教在中国广传的角

色，以弥补宣教士人手之不足。〈28〉 此时活跃于书馆的伦敦会宣教士包括接

替麦都思主持印所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艾约瑟等人。他们长于研究和写作，

属于 19世纪英国海外宣教事业中的学者型宣教士群体，传道之余留心中国

的文学经典、语言文字、宗教、社会风俗，用中文撰写了不少相关研究著作，

同时又向中国介绍西方现代各种世俗知识学问，扮演某种所谓“文化掮客”

（cultural brokers）的角色。〈29〉 

虽然受洗于艾约瑟，称其“禀性仁慈，学问渊博，与余交最契”，但沈

毓桂的信仰启蒙老师则是慕维廉。据沈毓桂晚年自述信仰经历的《自历明证》

一文交代，沈重回墨海书馆后受西教士邀请参加主日聚会，听慕维廉讲道。

慕氏引古证今，解明圣道，使沈毓桂大为倾倒，此后他便常去听慕氏讲道，

与之结交，蒙其指教。经过详细研究，沈毓桂认识到，儒书提到的道与西

教士讲的道其实并无不同，“中外既同一天地，就自然出于同一的神，归于

同一的道”。然而这不意味着中国人可以不需要基督教就能认识这“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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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因为儒家或者“圣贤之教”虽然纯正，但毕竟为人所创，难免有诸多

不完备之处，对这“同一的道”发明解释不详，令人疑信参半。沈毓桂越

是了解基督教义，求道之心越切。慕氏不失时机劝其受洗，加入教会。〈30〉 

对于年过半百，阅世颇多，半生涵育于儒家文化的沈毓桂来说，“大无

不举、细无或遗”的基督信仰，不仅让他看到并承认过去自己力求待人接物、

与世周旋合乎规范的种种努力（比如“不欲矜才”、“不敢使气”、言不夸己、

事不恃己等等）皆是徒然，“身虽在于榘矱之中，心已驰乎范围之外”，而且

让他的心灵变得敏锐，警觉种种轻人重己、饰智惊愚之行，于是“骄心不

敢不除，侈意不敢不敛”。此外，“上帝之赋我以性灵，基督之与我以智慧”，

还让沈毓桂独善而兼善。沈将此前后言行和气质的巨大变化，归于“神之默

祐”。〈31〉 可以说，在沈毓桂身上，基督信仰成全了儒家“独善其身”的理想。

不过，无论是受洗加入教会，还是言行气质的变化，都不仅仅是个

人探求的结果。沈毓桂多次提到寓华西人给他信仰方面的启迪和帮助。这

些人大多数是宣教士，也有商人和外国领事，其中为沈毓桂所熟识或偶尔

晤谈过、且有名有姓者不下 20人。〈32〉 沈毓桂信主后短暂担任过艾约瑟的

教务助手，随其到山东烟台莱州一带游历传道，期间接受英国领事马礼逊

（Martin C. Morrison，1826—1870）聘请办理通商事务，婉拒济南、蓬

莱、福山、棲霞诸知县招聘，后又偕艾至京师三年，在京时与同文馆总教

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医生宣教

士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时相往来，叨益良深”，〈33〉 但他

最主要的身份还是非教务助手，即为西教士和商人充当中文教师（如汉璧

礼）、圣经和西学著作的翻译（如艾约瑟、伟烈亚力、慕维廉、孙罗伯 [Rev. 

Robert Nelson, 1819—1886]、 施 约 瑟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

schewsky,1831—1906]）、报刊编辑（“记室”〈34〉）和教会学校教师（如林乐

知 [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与西教士的交往中，沈毓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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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他们身上的一言一行看出信仰的美好见证，也折服于其治学的求实严

谨。“西儒实事求是，凡一字之偶有疑义，一言之或待端详，尤必精求古训，

博考方言，折衷于当止而后止。”〈35〉 而西教士“不以贫贱而轻弃之、不以富

贵而尊重之”的接纳，也让逃难来沪本就“青眼难逢、知己不易”的沈毓

桂心生感激。真可谓“赠缟人从海外来”。〈36〉 与西教士游历北方各省，参

与各种西学传播活动，不但开阔了沈毓桂的眼界，也为他由乡村塾师转变

为熟悉西方文化制度的口岸知识文人打下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沈毓桂曾在《信道明镜》中自述信仰历程，云其在

52岁（1859年）信主，“初虽欲洗濯其心，以祈昭事上帝，而此心尚或若

即而若离”。这似乎可以解释沈在信主后近 10年的游历生涯中的一段插曲，

即继续参加科举（“北应京兆试”〈37〉），取得附贡生功名，被清廷除任云南

通判。沈于 1866年秋（同治丙寅秋）由京师赴任滇南，不意云南回民叛乱，

只好弃官而归。〈38〉 此时太平天国已经覆亡，一度被太平军占据的家乡苏

州如今光复，沈毓桂得以短暂回乡养病。“浪迹频年事事惊”的六十老翁，

眼看故里隆冬的冷雁寒云、高松孤月，直叹“景光犹未改，世事又添新”，

与此同时，养病期间的他虽自道“老喜课耘耕”，似乎打算归耕垄亩，避

世清居，但他毕竟已“历远程”，眼界、格局、学识均非十年之前的乡村

塾师可比。故乡的山水云树留给他美好的回忆，终生难忘，然而中西际会

之下逐渐形成的近代化城市上海，才是他人生下半场迸发惊人生命活力的

舞台。〈39〉

三、“敢期著述垂千古”

回到上海的沈毓桂广泛参与了寓华宣教士的文化传播活动，如前所述，

先后蒙伟力亚烈、慕维廉、孙罗伯等西教士聘请，“编译诸书，如新旧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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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苏州。
图片来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iping_Rebellion

刻本、英国志、释教正谬、天道实义、格致化学、天文、算学、医理、性

理等书，约有三十余种”。〈40〉 经过此种双方皆需一丝不苟、力求理解消化

文本方能落笔为文的合作翻译模式，〈41〉 不懂外文的沈毓桂对所译诸书的内

容基本上都能深入理解，无怪乎其能声称对“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

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是皆翻译西书而得”。〈42〉 然而，若以与沈相知

最深、相交最久论，西士中当推美国监理会来华宣教士林乐知；而他与西

教士合作从事的西学传播事业中，又当以《万国公报》最为重要。

沈毓桂是在北应京兆试，继复返沪后与林乐知订交的，时间当在 1867

年以后。〈43〉 林乐知则早在 1859年 12月 18日受美国监理会差派，携妻女

启程赴华，于次年 7月 13日抵沪。他后来特别提到沈毓桂于马礼逊初入中

国传道的 1807年出生，又于他启程赴华的 1859年信道受洗，颇有自比马

礼逊第二之意。〈44〉 由于美国内战爆发，美国南方监理会对上海宣教团的经

济援助中断。为了养活妻儿，维持监理会上海宣教站的运营，林乐知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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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
图片来自 https://youngjohnallen.digitalscholarship.emor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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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典卖和租售教会物资生活，后来不得不在布道之余，充当中英商人之间

的经纪人，靠买卖煤、大米和棉花获利，直到 1864年 3月受雇于上海广

方言馆教授英语，情况才有些许好转。林后来于布道之外出任商业性报纸

《上海新报》的编辑，受雇于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很大程度上是因母会援

助断绝，不得不自谋生计使然。

正因受雇于官方机构，林乐知有机会接触中国官僚和文人，遂萌生“自

上而下”和“以学辅教”的宣教策略，也即宣教对象先由官吏士绅再到平

头百姓，并借助讨论儒学和提倡西方科学知识来传播基督信仰。〈45〉 这种宣

教策略与明末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策略相近，走上层宣教路线，采取灵

活的宣教方式，对中国传统习俗如祭祖祀孔较为宽容。晚清在华西教士中

持此立场者除林乐知外，尚有李提摩太、丁韪良等人，与相较而言更为关

心普通中国人灵魂得救而致力于福音布道的内地会宣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有别。〈46〉 显然，出版中文刊物无疑是实现此种宣教

策略，影响中国知识阶层的上佳方式。   

1868年 9月，林乐知创办《教会新报》（以下正文中简称新报），沈

毓桂即为最初聘请的两名华人助手之一。〈47〉 新报最初以传道和联络在华各

地教士和信徒为宗旨，“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48〉 

所登文章以宗教为主，后期有关科学、时评和中外新闻的篇幅增加，宗教

类文章比例反而下降，反映出林乐知对社会政治日益关心。新报于 1874年

7月出版第 300期后改称为《万国公报》（以下正文中简称公报）。公报一

仍新报之旧，每周一刊，只是读者对象不再限于华人信徒，而是中国各阶

层人士，目标宗旨由新报的传道和联络信徒，一变而为传播西学，使中国

官吏、文人绅士、商贾等阶层（无论是否信徒）和寓华西人得益。〈49〉 不过，

在林乐知心目中，相较于新报而显得世俗化的公报，其基本精神和底色仍

然是一份基督教刊物。〈50〉 后来他对公报宗旨的阐述做了修改，反映了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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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对基督教教义的扩展性理解：致力于唤醒中国对有关人类被塑造的三大

关系及其相应要素的主题之认识，也就是宗教、道德和科学。〈51〉 此种基督

教教义观也影响了沈毓桂对基督教教义的认识。

沈毓桂接受林乐知聘请合作办报后，先后任新报一般编辑四年（1868—

1872年）、报馆主笔六年（1872—1878年）、主编兼主笔五年（1878—

1883年），公报于 1883—1888年一度停刊，1889年复刊后由此前的周刊

改为月刊，作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沈续任主编五年（1889—1894年），

前后共有 20年的报刊编辑生涯，其中担任主笔长达 16年。〈52〉 他在 1878

年担任主编兼主笔后发表的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批判中国吏治黑暗等

社会弊端；批判科举制度，提倡新式教育；鼓吹中西正常外交及兴办洋务

事业和社会变革，以及宣传基督教义。〈53〉 沈毓桂之所以得到林信任，与之

长期共事并被委以主编要职，自然是沈“外和而内介、谨小而慎微，文亦

如其为人，不欲为放言高论而曲尽事理，约而要简”〈54〉的才学品格为林所

看重，而沈本身阅历丰富，熟悉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

自述 63岁后“实知道之至善，终身用之有不能尽，更不敢复有他嗜以分信

心”〈55〉，这满足了林聘用华人助手的标准。沈毓桂也不负所托，谨守公报严

肃“卫道”的取舍标准，自云为公报耗尽心思才力，“区区之心，自谓可告

无罪于当世”。〈56〉 1894年 2月，87岁的沈毓桂以“望九衰翁，心血久竭”〈57〉

为由辞去公报主编一职，虽不再承担杂志经营之责，然仍不时有文见诸报端。

林乐知曾评价沈毓桂主笔公报时“所译中西国政，及叙述一切见闻，

尤能力持大体，不涉偏颇，识者咸推公允……当咸同之际，中西隔阂，民

智未开，先生早以先知先觉为己任，五十年来不变宗旨。”〈58〉 其实，沈毓

桂作为沟通中西文化中间人的身份，不独为林乐知所肯定，也为当时与沈

交往的国内社会名流所承认，时人盛康（1814—1902）就将其与王韬并列，

称二人“欲为中西通学术，苍茫瀛海两奇人”。〈59〉 而沈毓桂在公报中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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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的先知先觉，所论中西事务持大体、不偏颇的态度，最典型的体现大

概莫过于他在公报暂时停刊前连续 7个多月发表的两个专栏系列文章：《近

事要务衍义》和《觉觉言》（1882年 12月 9日公报第 718期至 1883年 7

月 28日公报第 750期）。前者是对署名“中西友”的作者就中国学习西方

以期自强所提部分建议的推衍阐发，主要是除了政治制度改革之外事关国

计民生的举措建议，集中在学习西方科技推动社会生产，以解决社会民生

问题（“养民”），以及通过教育手段（如广设学校）解决社会发展所必需

的人才问题（“教民”）这两个方面，反映了沈毓桂变革中国以期富强的理

想，〈60〉 后者则针对“世道人心浇漓日甚”，征引中国古人大量的“嘉言懿

行”来阐发义理，“首以敬天孝亲为本，继以伦常之大端，而复及行为之

善恶，祸福之报应”，以明道正心，〈61〉 反映作为儒家基督徒的沈毓桂对传

统儒家文化价值的肯定。这两组文章大体代表了沈毓桂的西学和中学思想，

特别是两组文章基本上同时刊登在同期公报上，给人以沈毓桂中西并举，

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印象。至于将两组文章比拟为后来张之洞（1837—

1909）所著《劝学篇》的“外篇”和“内篇”，则无异于将沈毓桂的中西

文化观等同于洋务派官僚提倡的“中体西用”说，这纯属误解。〈62〉 

事实上，沈毓桂批评同时期的洋务派官僚奏拟招考天文算学人才、设

洋学特科，设立同文馆、船政局、炮局，每年官费派遣幼童出洋肄业，乃

至购买外国机器，表面上是学习西方，讲求实学，其实都不过是“暂补于

目前，非治本之长策”，莫如效法西方变通学术教育体系，设置天文、地

理、格致、农政、理学、法学、医学等学科进行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

但与此同时他也提醒人们注意，学术和教育的背后是“道理”，“泰西之学，

全在有耶稣道为之本”。就像林乐知、李提摩太、丁韪良这些与之交接的

19世纪宣教士那样，沈毓桂也认为西方的科学、道德、制度乃至文明均与

基督教不可分割。他对基督教与“学问兴、贤才多，甲兵强”的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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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关系有这样的想象：“泰西惓惓于耶稣道，虽三家之市，必设一福音

堂，以陶淑斯民。先教以治心之道，后教以治生之策。教养兼备，真王者

之政。”中国之所以贫弱不强，皆因“拜偶像、祭鬼神、堪舆卜筮星相等事

相沿成习”，是故他主张“中国欲奋发为雄，先折衷耶稣之道，后参以格致

之学，如是而不富强者未之有也。”〈63〉 

当然，沈毓桂在这里提出的中国富强思路，也给儒教留有一席之地。

不过在他看来，孔子只是圣人，儒教之宗，儒教不明天道，只知人当尽君臣、

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固然为中国所不可或缺；而耶稣则是神人，

圣教之宗，基督教以天道明示于人，不仅知人与人相交之五伦，其上更有

人与上帝相交之首伦，借以治心，更教导人与物相交而明格物之理，赖以

治身，所以总赅天道人道地道的基督教更是中国所不可缺。换言之，基督

教可以补儒教之不足。〈64〉 显然，沈毓桂在这里对基督教教义的阐发⸺�人

与上帝相交、人与人相交和人与物相交，综合了基督信仰、儒家伦理元素

和西方科学文化，其实得自于林乐知来华传道实践中总结基督教教义而提

出的上伦（人与造化主交）、中伦（人与人交）和下伦（人与物交）三伦观。

此种基督教教义观也体现为公报的办刊宗旨，即唤醒中国人对三大关系的

认识：宗教、道德和科学。〈65〉 

沈毓桂的中国富强思路，其宗教色彩即便在 19世纪同时期的“基督

徒改革家”中都是相当鲜明而少见的，更不用说被当时一般的洋务派士大

夫接受了。〈66〉 但恰恰是对道或者天之普世性的坚持，为他提供了平等对待

中西学的基础，使其既可以在《近事要务衍义》中主张学习西方科学知识，

同时“尊上帝以重大本”；在《觉觉言》中阐发孝亲忠君思想，同时又将敬

天畏天至于伦常之首位。〈67〉 在他那里，儒教的“天”和基督教的“上帝”

名异实同，“道”出于“天”，殊途而同归，下学可以上达。正所谓“中西

学始焉一理，中散为万殊，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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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味无穷，皆古学也。”〈68〉 因此，中学有“本”，西学何曾无“本”，中学有

“道”，西学亦有“道”，甚至西学比中学推广或发扬了更多的“真道真学”，

所以才有西国的民富日强。中国如果在学习真道方面奋起直追，有朝一日

也能驾乎西国之上。〈69〉 

沈毓桂之所以能在 19世纪洋务运动的社会风潮中对中西事务“持大

体”、“不偏颇”，乃至跳出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所谓“先知先觉者”）学习

西方时所囿之中西古今的框架，〈70〉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道或者基督信仰

的普世性。他对国人同胞反对宣教士来华传教，蔑称基督教为“洋教”不

以为然，认为传教本于爱人如己之心，是理之所然，万国如是，“传教者仅

知有传道之任而来，即进教者仅知有信道之益而来，又何必别而目之曰西

国教哉。直谓之中国教可耳。犹之枪炮轮舟，既学西国之法以制之，即可

谓中国枪炮、中国轮舟也。”〈71〉 

在发表《近事要务衍义》和《觉觉言》两组专栏文章的同一时期，沈

毓桂襄助林乐知创办中西书院，在培养人才的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总结

他对中西学关系的看法。

四、“喜看习礼鲁诸生”

早在 1881年 5月与林乐知酝酿筹备中西书院之时，沈毓桂就明确提

出，将来书院要培养的人才是中西兼学，不可偏废的全才。“因为中西之政

俗各殊，而中西教泽亦异，揆今之时，度今之势，专西学而废中学不可也，

专中学而废西学亦不可也。”〈72〉 同年 6月，清廷撤回全体官费留学生，原

定 15年的留美幼童计划中途夭折。其中原因固然有管理赴美幼童之肄业局

人事不和、美国排华、清廷财政吃紧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幼童在校

多习英文疏于中文，生活方式又渐染西俗，随当地人祈祷礼拜，加入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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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剪去辫子，引起清廷不满。这群留学生回国后更是遭到朝野上下冷遇，

视之如罪犯。〈73〉 

林乐知从这件中国留学史上的憾事中吸取的经验是，中西书院培养的

中国子弟，要“精通西学而仍得兼习汉文，既不致少碍科名，并可以熟谙

洋务”，至于在书院信教与否，“各随己见，断不勉强”。〈74〉 作为一所教会

学校，中西书院之所以淡化宗教色彩，除了中国留美幼童计划之鉴外，主

要原因在于书院经费有相当一部分筹自中西达官富商、乡绅买办（如李鸿章、

唐景星），不全为教会提供，加之书院又以培养洋务人才为主，自然有别于

以为教会培养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教会学校，比如同时期美北长老会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登州创办的文会馆。〈75〉

中国留美幼童回国途中于美国旧金山留影（1881 年）。
图片来自 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

den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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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书院先于 1882年设两分院，沈毓桂作为书院掌教，与林乐知共

同拟定书院章程课规。〈76〉 考其课规，学制八年，学生按中学程度分为四班，

中学程度好的班次半天或专究西学，或专读儒书，而中学程度欠佳的两班

则全天专读儒书，打好中学基础后再学西学。由于学生要参加科举考试，

中学课程自然包括四书五经、时文试帖之类，至于西学课程，则包括天文、

地理、格致、理学、化学、重学、数学等，其中尤重西语翻译和数学，较

少社会科学，实与京师同文馆课程设置大同小异。〈77〉 对于中西兼修不可偏

废，沈毓桂的解释足见其识见之融通开放：

“况国则判乎中西，人则别乎中西。而学问之道，天下皆通，又何分

乎中西耶？中学而西人习之，即谓之西学也可。西学而中人习之，则谓之

中学也可。择善而从，奚容歧视？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谓此。”〈78〉

书院两分院原计划招生 340人，实际肄业人数 400余人，以致不得不

扩建校舍。如此规模超过同时期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主要得益

于书院创办之初“不循资格”，不设经济门槛。〈79〉 然而，入读学生中有不

少人只求粗通西国语言文字，好在将来谋一份与洋务有关的差事，所以要

么嫌西学讲授进度缓慢，要么荒废中学课业，很少有人按规定的八年学制

学习，辍学就业现象相当普遍。林乐知批评此种急功近利、半途而废的求

学态度，鼓励学生当中西学并进，自期远大。他重申书院中西并重的教学

宗旨，指出西学固然为当务之急，但若不懂“中国之书理，熟于中国之文法，

则西学要不过得其糟粕”。“中学不能精熟，西学必不能通达。”他辩称书院

西学教学进度迟缓，是为了讲解清楚西学的原委本末，打好西学基础，等

将来学成之后，可以为清廷效力，诸如膺任外交使节，任职总理衙门、通

商衙署、海关及机器局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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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林乐知的这番勉励并没有改变中西书院学生偏重西学、急功近

利的风气，他自己也不得不适应形势，调整培养计划和教学计划，将学制

修订为两种：原先培养高层次通才的八年学制和适应就业市场的速成学制

（三四年）。〈81〉 尽管如此，书院开办七年之后，沈毓桂仍然坚持书院原先的

培养目标，即培养学生不是为了使其粗谙西语以供西人役使，而是要为国

家培养精通洋务足以和西人周旋，又能“以诗书之气作其义烈之心”，忠君

爱国“为中朝效臂指之助”的人才。然而，沈毓桂并没有停留在中西学各

自功用的层次，他虽然承认科举考试下中学之必需，但从治学本身的角度说，

中西学的关系则是“假西学为中学之助，即以中学穷西学之源”。也就是说，

广泛学习西学，博览详观，增长见识和学问，同时又能从中学触类旁通，

深入了解西学本末源流。这里的前提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此心性，同

此知能，即同此觉悟。百川皆可学海，一月足印千潭”。中学和西学可以互

相发明。对于中国人而言，学西学更当以自己本身的文化、传统和环境出发，

在参照比较中获得对西学的深刻理解，若缺少这个“本”，那么“纵有所得，

浮光掠影而已，一知半解而已，乌足语于西学哉？”这大概就是林乐知所

说“中学不能精熟，西学必不能通达”，不过得西学糟粕的原因。沈毓桂以

自己为例来说明西学必以中学为本：他虽不懂西文，却仍能于西方古今典籍、

政令风俗洞悉源流，深明本末，靠的是翻译西书的过程中，有良好的中学

为基础来深刻理解和把握西学知识。〈82〉

如果说倡导西学必以中学为本，是对书院学生偏重西学忽视中学这一

现象的纠偏，那么提出西学为当务之急，则反映沈毓桂此一时期对洋务运

动三十年来追求富国强兵而积极学习西方的肯定。在事关国家富强这一更

宏大的层面，这种对西学功用的认同又伴以对中学功用的承认，也即中学

能“錬其才识，生其尊君亲上之心”，换句话说，肯定中学能帮助培养新式

人才的品行，以及国家、民族观念，也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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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这个层面上，中学西学虽有缓急之分，却应无轻重之别。

因为二者在培养人才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到为国家造就英才的中

西书院，沈毓桂将两者的作用概括为“习中学以陪其体，通西学以达诸用”。

这是沈毓桂首次以体用说来总结中西书院培养人才的原则，也是他在洋务

运动寻求国家富强的时代背景下对中西学各自功用的提炼。沈毓桂对这一

原则之下中西书院的办学成就大体是满意的，他也期待中西书院能在将来

成为全国各省办学的典范。〈83〉 然而，要到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惨败，救时变

法成为时代主旋律之后，沈毓桂所提炼的这一培养人才原则及其变体“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才随着《万国公报》发行量的激增而流行开来。

五、“苍茫俯视此尘寰”

1894年 8月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次年 4月清廷被迫签订《马关

条约》、割地赔款而结束。这场战争显示了日本明治维新后陆海军现代化取

得的巨大成就，也暴露了清军的虚弱和无能。经此一役，日本取代中国在

东亚的传统霸主地位，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积极向海外扩张，而等待中国

的则是被列强瓜分的“狂潮”。〈84〉 林乐知对这场战争十分关注，在公报连

续撰文介绍战事进展、编译各国有关战争的来往电文、发表不少评论。他

在战争初期介绍两国交战原因，又在日军占领平壤、大败北洋舰队、占领

大连湾、攻陷旅顺口之后，比较中日两国三十年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学

习西法的得失，其中特别指出两国在培养新式人才方面的不同表现带来不

同国运。他将国家育才比作种树，中国自负其果，不知其华而不实，以为

无待外求，一旦饥馑，方悔移根不早；而日本三十年来早已移他邦嘉种为

本国良材，“迄于今柢固根深，果实已垂垂熟矣。用兵一事，略见端倪。”〈85〉 

他将清军失利战败的原因归结为官兵不忠而非炮舰不利，其根源在于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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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自大，临阵则怯敌自保。改革之法除了整顿选官之法、革除旧制外，

林乐知特别提到中国当务之急是“崇正辟邪”，扫除“昔日所泥之风水等类”，

接纳西教士在中国传播福音。他用基督教神学对这场战争的胜败作了如下

解释：

中日之战，人皆曰中国败而日本胜，是天之败中国也。余以为此正天

之所以福中国。如入塾之蒙童，不肯勤学，天特借日本为之夏楚也。中国

诚寅承天眷，敬畏天怒，事事与天心相契，则苦尽甘来，大有玉成之一日。

即在于斯，而所谓满招损谦受益之天道，庶乎其不差矣。〈86〉

相比林乐知作为局外人对甲午战争“客观冷静”的报道和评论，时年

87岁的老翁沈毓桂对中国惨败则有切肤之痛。他以汉文帝时期的儒生贾谊

（前 200年—前 168年）自况，悲叹战败后的中国之积弱受困无以复加，从

数千年来为万国向慕的文物之邦，“渐以凌夷至于此极也”，只有革除旧习、

大兴新法，中国才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沈毓桂提出的新法与林乐知大体

相似，着眼于培养人才一途，主张以西方专业教育为参照，改革陈旧的以

科举制为导向的学校教育、考试内容和人才选拔方式。〈87〉 在《救时策》一

文中，沈毓桂批评洋务运动的富强之术仅限于采用西洋机器和技术，以西

法练兵而以为足，却不知“振兴中国之大纲，宜以崇天道为首领，而兴学校、

广新法二者相辅而行”。

如果说林乐知比较中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成败，总结出的经验教

训是在学习西法方面中国不如日本彻底，言下之意似乎是中国的“西化”

还不够，〈88〉 那么沈毓桂的救时方案则在提倡学习西法的同时，也肯定了中

学传统中的某些价值。比如他明确指出所谓“天道”，就是基督教中上帝启

示的真理，是天下万世人人可行之公道，既是泰西诸国君民上下所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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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也是儒家四书五经所记载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莫不昭事”的上帝。

中国过往的强盛与儒家诸圣贤昭事上帝不无关系。所谓“兴学校”，其实就

是以中西书院为模本改革中国的传统书院，推行专业分科教育、中西学并

重。沈毓桂在此根据中西书院的办学经验，率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人才培养原则：

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目前中外使聘往来交涉等事，西学固为当务之急，然专讲西学者，往往见

异思迁，食用起居，渐染西习，遂至见弃士林，皆由鲜中学以为根柢之故。

凡为弟子，幼学壮行，皆当深明此义。凡于西学，又皆宜剥肤存液，师其所长，

慎勿窃取皮毛。不特为我华人鄙，更为彼西人笑也。〈89〉

正如前文提及，沈毓桂从根本上并不赞同将“天下相通”的学问之

道分为中西。既然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此心性，同此知能，同此觉悟”，

那么中西学就可以互相参照发明，中国人当以自身的传统、文化和环境为

“本”，触类旁通，深入了解西学的本末源流。若以为国家造就英才、实

现富强振兴而论，中西学虽有缓急，却无轻重之分。明乎此，就不难理解

沈毓桂在这里提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非但没有为中西学作道器、

高低、主辅或本末的价值区分，反而是重申中学的“根柢”地位，以矫华

人学习西学只取皮毛，急功近利，西化而丧失民族特性之弊，如此西化而

无“根”的华人，不但为士林弃，也为西人笑。沈毓桂在对传统书院的改

革理想中，提出大书院专以西学教举人进士，就是看重举人进士良好的中

学根柢。〈90〉 

与林乐知一样，沈毓桂也批评清军因循守旧，苟且偷安是甲午战败的

直接原因。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欲变新法，必先有实心，然后可行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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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实行新法的前提在于人心愿意振兴。所谓“广新法”，就是“朝

野上下，君民一心，志切振兴，力图后效”。士农工商各阶层都积极行动起

来，各修其职，各竭其才，以期民富国强。

其实，在沈毓桂的整体思想中，这一救时方案无论是“兴学校”还是“广

新法”，都与“崇天道”密切相关。正如前文所述，早在 80年代初，沈毓

桂就已提出晚清中国的富强思路，即“中国欲奋发为雄，先折衷耶稣之道，

后参以格致之学，如是而不富强者未之有也。”〈91〉 他根据林乐知的基督教

三伦观提出自己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也即基督教总赅天道地道人道，将

宗教、道德和科学作一整体性理解，三者不可分割，所谓“泰西之学，全

在有耶稣道为之本”。也即“兴学校”方案中诸如天文、地理、算法、治

河、医药、律例等格致学科，被纳入基督教教义中的“地道”或者“物伦”。

而“广新法”的前提“实心”，也可以借助基督信仰来达成，因为耶稣道

是“治心之道”。《救时策》虽然没有申论沈毓桂的这一基督教教义观，〈92〉 

却也以信仰视角表达了沈毓桂对这场战争以及中国人于战败后当如何自处

的看法：

然则谓国运之兴衰，人事之得失，无不由上帝主之。在我者惟尽其所

当然，而不当存责报于天之意。然自古迄今，未闻有修德之国，而不为天

所与者也。所虑者中国于圣道，尚未深信，虽知有上帝，而不能专一以事之。

此淫祠遍中国，而曾不能默佑其国，使之日盛也。呜呼，由此观之，欲效西法，

可不先崇天道哉！〈93〉

沈林二人对甲午战争的神学解释都强调上帝的主权，期待中国日后能

敬畏上帝，转弱为强。林乐知对《救时策》相当赞赏，为其作跋并赠诗，

其中有“一叟高登万仞山，苍茫俯视此尘寰”一句，表明他对沈基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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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而提出的救时方案是认同的。〈94〉 林后来将他对甲午战争的报道和评

论，集结为《中东战纪本末》一书，该书将《救时策》更名为《匡时策》

收录在内。沈毓桂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呼吁中国卧薪尝胆、革故鼎新、兴

利除弊以雪前耻。〈95〉 他所提出的救时方案，包括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

的变法建议，随着公报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行量大增而广泛流传，也在康

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领导的维新运动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响应。〈96〉 沈毓

桂最先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遂成为甲午之后晚清士人调

和中西学术、改革传统学制的流行口号，主张者中又以晚清重臣张之洞最

具代表性。〈97〉 

然而，张之洞主张的“中体西用”⸺�准确说是在设立学堂、进行课

程分配中提出的原则“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 ·外篇》

设学第三）〈98〉⸺表面上是中西并重，其实是以中学为内为主、西学为外为

辅，“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劝学篇 ·外

篇》循序第七）。他所谓的“西学必先由中学”，实际含义不是以中学为参照，

发明或者旁通西学，而是突出中学，将儒家的三纲五常、孔孟经典置于根

本乃至与西教等同的地位（“圣教”），通过儒家教育来坚定国人对传统文化

和君主专制制度的信心，养成忠君爱国的情操，然后辅以西学培养致用的

专业人才，使得国家富强（“保国”）、文化不灭（“保教”）与民族长存（“保

种”），从而克服中国当时面临的被瓜分的危机。〈99〉

张之洞所要保的“圣教”，是政教合一的儒教（“以君兼师”、“以教为

政”[《劝学篇 ·内篇》同心第一 ]）⸺�是故“保国”，也即维护清廷统治，

在“保教”“保种”之先⸺�，这与持政教分立立场的新教判然有别。显然，

张之洞不会赞同沈毓桂所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莫不昭事”的上帝与

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回事。而恰恰是认信这位普世超越的上帝，才赋予沈毓

桂以平等、包容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西学问，相反，赋予为现实政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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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儒教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圣性，就会既对中学缺乏批判意识，

对西学的吸收采纳也会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比如坚持三纲而黜民权之说（《劝

学篇 ·内篇》明纲第三）则显示张之洞作为官僚显宦维护现有政权的守旧

一面。事实上，张之洞的思想常常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摆荡于“卫道”（维

护纲常名教）与“实用”（采西法以求富强）之间，他在湖南维新运动争论

日益激烈的氛围中，于《劝学篇》提出“旧体新用”（也即中体西用），其

真正的目标在于反对激进的维新派，捍卫中国传统的价值和制度。〈100〉 “百

日新政”期间（1898年 6月 11日至 9月 21日），光绪帝下令全国督抚学

政刊印《劝学篇》，张之洞版本的中体西用论遂流行全国。

张之洞（1837—1909）和他的《劝学篇·序》。
图片来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BC%A0%E4%B9%8B%E6%B4%9E 以

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辑之《劝学篇》，台北 ：文海出版社，2002 年。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BC%A0%E4%B9%8B%E6%B4%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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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岁为旅万年家

1896年底，沈毓桂以“院中诸事大有更张”、年高染病为由，追随林

乐知辞去中西书院掌教一职。〈101〉 或许是对戊戌变法流产感到失望，沈毓

桂将中国救亡图存的希望，更多寄托在国人归信上帝之上：

方今中国之孱弱甚矣。内几有土崩瓦解之形，外复有豆剖瓜分之祸。

以是言保，不綦难欤。然而无难也。盖中国惟不知信从上帝。故在上者罔

不以贪婪从事，在下者无不以狡诈存心。上下相蒙，而期国势之有强无弱，

不可得也。一旦归命上帝，以期天诱其衷，悉举向之贪婪者而返之廉洁，

狡诈者而返之朴诚，由是上为下保其生聚，下为上保其井疆，两相谋更两

相保，而谓弱之不足以自强，亦不可得也。然其转移之关键，端自信从上

帝之真道始。〈102〉

带着这份盼望和传道的热切，沈毓桂经历了庚子拳乱和清末废科举、

兴学堂，来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也是马礼逊来华宣教的 100周年。

在上海召开的新教入华百年大会委托林乐知、丁韪良和李提摩太邀请沈毓

桂莅会演讲，然而这位百岁老人因前一年重阳节跌伤卧床而无法成行，只

能草拟演讲辞，请人于大会代为宣读。沈毓桂在这篇演讲辞中，阐发基督

教三位一体、赦罪救赎的道理，并且重申耶儒调和的主张：

顾或谓耶教似与中国国教不同，欲人之悦服而信从也难。不知无难也。

西方有圣人，其心同，其理同，则人之信从也必同。东方有圣人，其心同，

其理同，则人之信从也亦同。推之南方北方，莫不若是。无他，人非异人，

道非异道，即教非异教。讵致格格不入？而况耶教本天上来。······ 至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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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救主，即人即天，圣父圣子，䜣合无间，赫濯如临。既具纯备之知能，

兼有鉴观之灵爽，陶甄万彚，鼓舞群伦，神功妙用，不将驾乎上世先圣先

贤而上之也哉！〈103〉

可能是考虑到与会者来自不同宗派，沈毓桂对基督教教义的阐发没有

提到三伦说，仅是对基本的救赎教义做了阐发，但他引用宋儒陆九渊“东

沈毓桂原拟在 1907 年上海新教来华宣教士百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词。
图片来自《万国公报》复刊第 219 期，190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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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话来调和耶儒，除了反映他自早年起就受到理学影

响之外，也不禁让人想到明末奉教士人徐光启（1562—1633）等人的类似

作法。在这群生活在晚明大变局而接受基督信仰的文人士大夫身上，一方

面他们在各自的不同境遇因着结识西教士而归信基督，以基督教世界观来

统合信仰、道德和科学，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援引宋儒的普世主义来缓解耶

稣之间的张力，在接受和倡导西学的同时仍秉持着自身浸淫其中的圣贤传

统。〈104〉 不过，对于生活在西力东渐、中国屡遭列强“欺凌”这一时代变

局的沈毓桂来说，对外来信仰和知识的接受与提倡，比起明末奉教士人来说，

还需要克服思想上更多的传统羁绊和民族主义心理。在这方面，作为社会“边

缘人”，游离于仕途官场之外的沈毓桂有接受域外新知和信仰、不为传统条

条框框所限的优势，比如深处底层而对传统社会的现实有深刻认识和体会，

一般来说比“体制中人”面对外来文化时心态较为开放，愿意探究学习，

而他普世主义的基督信仰则为他提供了一架天平，衡量追寻现代化的晚清

中国高举传统以标明身份认同的一端，是否已大为倾斜。比如和同时期与

西教士交往且一生从事文教事业的王韬相比，二人经历颇为相似，但沈毓

桂无论在内心还是行动上对传统社会约束的突破要更为彻底，他对基督信

仰的委身和公开认信，与西教士长期不间断地合作译书、办刊办学，皆为

明证；而沈毓桂对中学西学各自价值本身的肯定以及不可偏废的态度，则

超越了王韬（可能也包括同时期的冯桂芬 [1809—1874]、张之洞）为了维

护传统价值对中西学所做的道器本末之分。〈105〉 

沈毓桂的一生横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见证了由盛

转衰的晚清中国追寻现代化的坎坷曲折，以及基督新教在华宣教事业的初

创、耕耘和扎根。如果说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官方的褒奖是对他沟通中西、

开启民智方面成就的肯定与称赞，那么时值新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委托

林乐知、丁韪良和范约翰授予他的附有金字的彩绸，则表达了全体新教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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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对这位基督老仆的问候与敬意，无疑也给这位半生“欲为中西通学术”

如今卧病难行的百岁衰翁带来生命最后的安慰。这副彩绸有两块，均题有

金字，一块用中文写着：

百岁为旅

万年为家

另一块用英文写着：

A pilgrim for a hundred years

The wilderness you’ve trod,

You’ll soon forsake this vale of tears

To be at home with God.〈106〉

沈毓桂去世之后的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主流没有接受沈毓桂

具有宗教背景的变革方案，但据此判定这是沈晚年思想发展的悲剧则言之

过早。今天的中国仍然行进在追求富国强兵的现代化之路，知识界不乏有

人探讨基督信仰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并且承认当下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复

杂关系时，沈毓桂最早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可以带来有益

启示。〈107〉 这恰恰说明沈毓桂“会通中西”的观点并未过时，而支撑这一

观点背后的信仰元素也应呈现出来，这样才能完整理解这位基督徒文人百

多年前提出的现代化变革方案对当下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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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易惠莉，《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沈毓桂个案研究》

（以下简称《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沈阳 ：吉林人

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4 页。关于沈毓桂的出生年月，易

著为 1807 年 9 月 28 日，未见所本。另有 9 月 11 日之说，见

刘乐义撰、任保罗译，“百龄耆硕沈君毓桂传略”，《万国公

报》复刊第 224 期，1907 年 9 月 ；“Editorial Comment.”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38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517; “Obituary.” i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Vol.84 (Aug.9,1907): 328. 

〈2〉 沈毓桂，“拟玛礼逊纪念百年大会记并颂”，《万国公报》复刊

第 219 期，1907 年 4 月。

〈3〉 见沈毓桂，《匏隐庐文稿》之“吴炳序”、“龚心铭序”、“盛康序”，

光绪丙申（1896 年），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林乐知著、范祎述，

“褒扬耆儒奏折书后”，《万国公报》复刊第215期，1906年12月。

〈4〉 有意识地关注外国教士的华人助手在中西文化沟通上之重要角

色，从而最先系统论述沈毓桂的生平和思想的著作，可能要属

台湾学者魏外扬的硕士论文，“沈毓桂之生平与思想”，台湾师

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76 年。查时杰 1983 年由中华福音神学

院出版的《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开列了包括吴雷川、

张文开在内的基督徒文人之生平传记，却不载沈毓桂。邢福增、

林荣洪均引用过沈毓桂的相关言论，来分别阐述晚清基督徒如

何协调基督教与儒家传统、如何回应维新变法并将天道与富强

关联起来，但并未给予沈在晚清基督徒群体中以格外关注。见

邢福增，《文化适应与中国基督徒（1860 至 1911 年）》，香港 ：

建道神学院，1995 年，第 131、133—136 页 ；林荣洪，《中华

神学五十年（1900—1949）》，香港 ：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

年，第 42—43 页。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和毕乐思

（Stacey Bieler）于 2009—2011 年分三卷出版的 Salt and Light: 

More Lives of Faith that Shaped Modern China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介绍了 35 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基督徒，

其中有邢福增撰写的沈毓桂的同乡范子美（[ 第一卷 ]，此人进

入《万国公报》担任编辑时 [1902 年 ] 沈毓桂已于八年前辞去《万

国公报》主编一职。）而未列沈毓桂。另外，裴士丹的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iley-Blackwell, 2012)、R. G. 

Tiedemann 编辑的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1800-present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0) 对于 19 世纪杰出

的华人基督徒或者西教士的华人助手均有介绍，比如颜永京、

容闳、席胜魔、王韬等人，也未提及沈毓桂。

〈5〉 于醒民认为沈毓桂与林乐知相交甚浅，林是“资本主义侵略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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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开拓东方的骑士和在基督教圣坛前扩大福音的教士”，其开

办中西书院是“传教士的文化侵略”，沈参与其中是“不应被

疏忽的悲剧”。又说沈以信仰升华道德，林则借传教实施征服 ；

沈力求调和耶儒而林力求战胜儒教；沈内心为爱国的儒家学者，

而林内心则是殖民者等等。于基本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将沈定义为“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或其他阶层中直接、间

接与西学有较多接触的部分改革派人士”，这个群体在提倡西

学时不能切断与旧制度旧传统的联系，所以在维新变法的求索

中彷徨多于希望，逃不脱“历史悲剧”。见于醒民，“沈毓桂与

林乐知”，收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 ：复旦大

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73—300 页。摆脱此种“悲剧论”观

点而详述《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群体（其中包括沈毓桂）言论

活动的文章，可参见杨代春，“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湖

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第 6 期，2008 年 11 月，

第 21—26 页。于醒民的同门易惠莉所著《西学东渐与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一书，大概是迄今为止全面系统研究沈毓桂思想

生平最为细致深入的专著。该著没有像于那样将宣教士斥为文

化侵略者和殖民者，而是将其和华人助手均看作沟通中西文化

的两种桥梁和媒介。易对沈毓桂的基督信仰有过细致分析，但

得出结论说沈的虔诚信仰给其思想带来很大局限乃至悲剧则值

得商榷，比如“他神化了基督教的力量，认为它能够超越政

治、经济、教育等各种制度和政策 ；并能取代它们的功能和作

用，完全忽视了物质力量在变革社会中的作用，因此他最终把

改变中国的命运寄托在皈依基督教上，这是极不现实的。当

然，这种局限直接来自他后半生始终生活在传教士的圈子中所

造成。”见其 1991 年博士论文《西学东渐的中介——沈毓桂评

传》，第 240—241 页，以该论文为基础修订出版的《西学东渐

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书，删除了这段话，改为“带着宗教

背景宣传中国社会变革理想的沈毓桂，自甲午战后就与中国知

识分子的改革潮流越离越远，完全游离于中国近代化运动主流

的外面，这是沈毓桂晚期思想发展的一个悲剧，也是他的西学

道路在中国难以避免的悲剧结束”。见前引书，第 235 页。以

笔者目力所及，易著之后中文学界全面检讨沈毓桂的思想特别

是其基督信仰与中西学、变法关系的著作尚付阙如。许宏的英

文文章 The Two Versions of “Chinese learning as substance, 

Western learning as function”: Shen Yugui, Zhang Zhidong, 

and Chinese Response to Western Intrusion in 1839-1898（未

刊稿）指出沈毓桂和张之洞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不同

理解，关键在于对儒教（Confucianism）的不同诠释。前者较

为模糊的儒教观允许借用基督教来复兴超越属世权力的古代信

仰，而后者的儒教观即便整合了西学，则旨在维护清廷统治。

许文还分析了以沈毓桂为代表的晚清基督徒知识人长期以来受

中英文学界忽略的原因，认为要理解晚清变革及思想观念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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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不能绕过沈毓桂这样的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基督徒文人，

尤应关注其所理解的儒教观、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许文启发良多，并蒙许宏赠阅参考资料。

谨此致谢。

〈6〉 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

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

sity Press, 2009), 149-157;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Science Editions, 1964), 147-153 ；宫崎市定，《科举》，宋宇

航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35、140-141 页；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

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7-50.

〈7〉 王国平、唐力行主编，《苏州通史 · 清代卷》，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第 83—86 页 ；震泽镇、吴江市档案局编，《震泽镇

志续稿》，扬州 ：广陵书局，2009 年，第 67-70 页。

〈8〉 参见《匏隐庐文稿》、《匏隐庐诗稿》，光绪丙申（1896 年），哈

佛大学图书馆藏 ；林乐知，“沈觉斋先生自历明证序”，《万国

公报》复刊第 128 期，1899 年 9 月；悟道居士，“析疑论”，《万

国公报》复刊第 74 期，1895 年 3 月。

〈9〉 张渊甫，“性说上下并跋”，《万国公报》复刊第 46 期，1892

年 11 月。沈毓桂对基督教的阐释带有理学色彩，比如在其去

世当年致新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的颂词中，引用宋儒陆九渊

（1139—1193）“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来说明耶儒相通。见前

引沈毓桂，“拟玛礼逊纪念百年大会记并颂”。沈毓桂的受业弟

子张书绅给沈的诗集《匏隐庐诗稿》题词，其中有诗云 ：“朝

夕追随讲席前，所闻不外性与天”，可资参证。见“张书绅题词”，

《匏隐庐诗稿》，第四页。

〈10〉 “九十自述六律”，《匏隐庐诗稿》，第二十一页。

〈11〉 “续养贤能论”，《万国公报》第 555 期，1879 年 9 月。

〈12〉 “霍鹭章题词”，《匏隐庐诗稿》，第三页。

〈13〉 “自述二首”、“九十自述六律”，《匏隐庐诗稿》，第十九、

二十一页。

〈14〉 “霍鹭章题词”，《匏隐庐诗稿》，第三页。

〈15〉 古吴志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万国公报》第 649 期，

1881 年 7 月。

〈16〉 震泽镇、吴江市档案局编，《震泽镇志续稿》，第 70 页。

〈17〉 “凌贞镛叙”，《匏隐庐诗稿》，第一页；“王韬序”，《匏隐庐文稿》，

第五—六页。

〈18〉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2-13 ；王尔敏，“王韬早年从教

活动及其与西洋教士之交游”，收入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

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 年，第 277—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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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韬序”，《匏隐庐文稿》，第五页。

〈20〉 前引古吴志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

〈21〉 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光明书局，1934 年，第 1692、

1714 页。

〈22〉 据 Rhoads Murphey 统计，从 1843 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到

1860 年，在上海的外国人不足 1000 人，直到 19 世纪末这一

数字增长均很缓慢。而 1860 年代中期，上海城区的总人口已

超过 50 万人。1860—1865 年间因躲避太平天国兵燹，大量中

国人涌入上海外国租界，使得租界内的中国人人数一度逼近 50

万，内乱平定后这一数字又急剧跌落。这可能是近代上海开

埠以来因国内战乱导致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增长。见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20-23;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

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13-18。

〈23〉 王韬在咸丰九年（1859 年）五月六日记有“沈儆之（镛）从

吴门来访”，追忆与沈交往经历，颇与《匏隐庐文稿》王韬

序所记相合。沈儆之很可能就是沈毓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汤志钧等校订，《王韬日记》（增订本），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年，第 303、306 页 ；前引“王韬序”、“九十自述六律”。

〈24〉 王国平、唐力行主编，《苏州通史·清代卷》，第 103—105 页 ；

震泽镇、吴江市档案局编，《震泽镇志续稿》，第 71 页；前引“凌

贞镛叙”。

〈25〉 前引“褒扬耆儒奏折书后”。

〈26〉 前引“自述二首”。

〈27〉 慕道老人，“信道明镜”，《万国公报》复刊第 1 期，1889 年 2 月；

前引“百龄耆硕沈君毓桂传略”。

〈28〉 苏精，《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第 161—183 页。

〈29〉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 ：道声出版社，2009 年，

第 174—175 页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

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247; Andrew F.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

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6), 187-19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78.

〈30〉 沈觉斋，“自历明证”（节译），《时兆月报》第 17 卷第 3 期，

1922 年。按林乐知“沈觉斋先生自历明证序”可知，沈《自

历明证》当在林乐知编译的《自历明证》十二卷之后。林读到

沈这篇信仰自述时大为激赏，将之收入《自历明证》第十三卷，

可惜今已难见全文。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沈文曾被翻译为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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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有沈文的节译。参见林乐知，“沈觉斋先生自历明证序”，

《万国公报》复刊第 128 期，1899 年 9 月；周伟驰，“林乐知《自

历明证》来源考”，《基督教文化评论》第 49 期，香港：道风书社，

2018 年，第 270 页。

〈31〉 前引慕道老人，“信道明镜”。

〈32〉 此据前引古吴志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统计，不包括沈发

表此文后结交的西方人士。

〈33〉 前引古吴志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凌贞镛叙”，《匏隐庐诗

稿》；沈毓桂，“辛酉岁余客山左莱州汪秋潭太守澄之署斋抚序

书怀四章”，《匏隐庐诗稿》，第四页。

〈34〉 蔡尔康，“送林荣章先生暂归美国序”，《万国公报》复刊第 109

期，1898 年 2 月。

〈35〉 前引慕道老人，“信道明镜”。

〈36〉 前引“九十自述六律”。

〈37〉 沈毓桂，“美进士林乐知先生传”，《万国公报》复刊第 222 期，

1907 年 7 月。

〈38〉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 25 册，商务印书馆，1920 年，第 60 页；

赘翁，“孝子觅父”，《万国公报》第 550 期，1879 年 8 月。

〈39〉 沈毓桂，“同治丙寅秋余以疾由京归里杂感”、“丁卯二月二十

日归里门感赋二律”、“感怀七律四章”，《匏隐庐诗稿》，第一、

二十页 ；前引魏外扬，《沈毓桂之生平与思想》，第 10 页。

〈40〉 前引“褒扬耆儒奏折书后”。

〈41〉 沈毓桂曾描述其与西教士合作翻译的经历 ：“余与诸先生，晦

明风雨，相对一编，或详译其文，或穷究其义，或探其未宣之蕴，

或衍其未竟之端，一时余有疑而诸君力破其扃，诸君有疑而直

发其覆。”（《信道明镜》）林乐知与傅兰雅同在江南制造局翻译

西书，傅兰雅介绍华人助手与西人合作翻译的情形可供参考 ：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

既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

笔述之 ；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 ；若华士有不明

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有数要书，临刊时华人与西人核对 ；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

华士改正。”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 ：

群联出版社，1953 年，第 18 页。

〈42〉 沈毓桂，“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万国公报》复刊第 2 期，

1889 年 3 月。

〈43〉 前引沈毓桂，“美进士林乐知先生传”。

〈44〉 Warren A. Candler, Young J. Allen “The Man Who Seeded Chi-

na” (Nashville, Tenn.: Cokesbury Press, 1931), 54;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Athens,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14; 前引林乐知，“沈觉斋先生自历

明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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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Warren A. Candler, Young J. Allen “The Man Who Seeded China”, 

83;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47-48; 梁元生，《林乐知在

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年，

第 21—23 页。

〈46〉 无独有偶，李提摩太、丁韪良两人都在来华初期遵循西方母会

教堂讲道或街头布道的传统方式开展宣教活动，发现效果不彰

后将注意力转向受过教育的儒生文人和士大夫阶层，采取提

倡西学以辅助传播福音的宣教方式，这与林乐知的经历相似。

参 考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6), 55;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133。丁韪良、

李提摩太与戴德生对于中国人祭祖的公开分歧，见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659-

660; Alvyn Austin, China’s Millions: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

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340-341。

〈47〉 沈于新报创刊之初即受聘于林，此说见易惠莉，“沈毓桂与《万

国公报》”，《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1 期，1992 年，第 69 页。

〈48〉 《中国教会新报》第 1 册第 1 卷，1868 年 9 月 5 日，上海书店

出版社影印，2018 年，第 3 页。

〈49〉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59-63; 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

与〈万国公报〉》，第 73-85 页 ；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

苏世军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第 71、240 页。

〈50〉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44-63.

〈51〉 参考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第 71、240 页。“Devoted 

to the awakening of China on the subject of the three grand 

relations in which man is conditioned, and their Correspond-

ing Essentials, to wit: Religion, Morality and Science.” 引文

有改动。

〈52〉 此处引用易惠莉的统计，见前引易惠莉，“沈毓桂与《万国公

报》”，第 70—71 页。

〈53〉 同上，第 76 页。

〈54〉 林乐知，“藉伸谢悃”，《万国公报》复刊第 30 期，1891 年 7 月。

〈55〉 前引慕道老人，“信道明镜”。

〈56〉 前引林乐知，“藉伸谢悃”。

〈57〉 沈毓桂，“辞万国公报主笔启”，《万国公报》复刊第 61 期，

1894 年 2 月。

〈58〉 前引，“褒扬耆儒奏折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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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盛康题词”，《匏隐庐诗稿》，第二页。

〈60〉 中西友，“近事要务序”，《万国公报》第 664 期，1881 年 11 月；

匏隐氏，“近事要务衍义序”，《万国公报》第 718 期，1882 年

12 月 ；易惠莉，《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第 142—

148 页。

〈61〉 悟道居士，“觉觉言序”，《万国公报》第 718 期，1882 年 12 月。

〈62〉 魏外扬，《沈毓桂之生平与思想》，第59页；易惠莉，“‘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的本意及其演变”，《河北学刊》1993 年第 1 期，第

84—89 页。

〈63〉 前引古吴志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

〈64〉 古吴志道老人，“耶稣圣教中国所不可缺”，连载于《万国公报》

第 651、653 期，1881 年 8 月 ；邢福增，《文化适应与中国基

督徒（1860 至 1911 年）》，第 131—132 页。

〈65〉 沈寿康，“中西关系略论跋”，《万国公报》第703期，1882年8月；

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第592期，1880年6月；

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第 71、240 页。贝内特（Adrian 

A. Bennett）认为，林乐知早在 1875 年就讨论过扩展对基督

教教义的理解这一问题，1880 年后更确信要在宣教士通常关

注的人与上帝、人与人的关系中，加入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个维

度。基督教应由“连接人与上帝的宗教、规范人与人交往的道

德和教人认识万物特性和用途之科学”组成。在林看来，这样

的信仰体系使得“充分发展（西方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成为

可能，这也是中国大地正在等待的基督信仰体系。见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56-57。

〈66〉 Paul A. Cohen, “Littoral and Hinterland in Nineteenth Cen-

tury China: The ‘Christian’ Reformers,” in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97-225.

〈67〉 匏隐氏，“近事要务衍义”之“尊上帝以重大本”，《万国公报》

第 746 期，1883 年 6 月 ；悟道居士，“觉觉言”之“第一篇

论敬天”、“第二篇论孝亲”、“第三篇论忠君”，《万国公报》第

719、720、721 期，1882 年 12 月。

〈68〉 前引匏隐氏，“近事要务衍义”之“尊上帝以重大本”；赘翁，

“道归于一论”，《万国公报》第 645 期，1881 年 6 月 ；前引古

吴志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

〈69〉 西学比中学推广或者发扬更多的“道”，比如沈对西法的论述 ：

“夫一国则有一国之法，万国则有万国之法。独是西国之法最

精也，最深也，最全也，最大也”（“中西相交之益”）。另参

匏隐氏，“近事要务衍义”之“广道学以利朝野”（《万国公报》

第 719 期，1882 年 12 月）云泰西诸国学则崇尚正教，摒绝异端，

广设书院学校，推广真道真学，是以民富国强而雄天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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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这一中西古今的框架比如“西学源出中国说”、“托古改制论”、

“中体西用论”、“贵因论”、“全盘西化论”等等。参见王尔敏，《中

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50—

55 页。

〈71〉 前引古吴志道老人，“耶稣圣教中国所不可缺”。

〈72〉 赘翁，“敏事慎言论”，《万国公报》第 638 卷，1881 年 5 月。

〈73〉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高宗鲁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第 1—5 页；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等译，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01—107 页 ；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0-12.

〈74〉 古瀛扫云居士，“培养人才论”，《万国公报》第 688 期，1882

年 5 月 ；林乐知，“设立中西书院启”，《万国公报》第 657 期，

1881 年 9 月。

〈75〉 王良佐，“中西书院志略”，《万国公报》复刊第 19 期，1890

年 8 月 ；林乐知，“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启”，《万国

公报》第 720 期，1882 年 12 月。中西书院的办学经费来源，

参考张华腾，“1882—1895 年中西书院诸问题的考察”，《史林》

2004年第5期，第88—89页。关于登州文会馆浓厚的宗教氛围，

参见拙文，“‘造就有学之士’ ——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的教育

理念与实践”，《世代》第 18 期，2022 年秋冬合刊号，第 12—

43 页。

〈76〉 沈毓桂，“送中西书院监院林乐知先生回美国序”、“力辞中西

书院掌教暨总司院务启”，分别见《万国公报》复刊第 43、95 期，

1892 年 8 月、1896 年 12 月。

〈77〉 林乐知，“设立中西书院启”、“中西书院课程规条”、“中西书

院课规”，分别见《万国公报》第 657、666、676 期，1881 年

9 月、11 月，1882 年 2 月 ；“续同文馆题名录”，《万国公报》

第 587 期，1880 年 5 月。

〈78〉 古吴居士，“书设立中西书院启后”，《万国公报》第 661 期，

1881 年 10 月。

〈79〉 前引林乐知，“中西书院课规”；赘翁，“创立中西书院论”，《万

国公报》第 681 期，1882 年 3 月。

〈80〉 林乐知，“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启”，《万国公报》第

720 期，1882 年 12 月。前引张华腾，“1882—1895 年中西书

院诸问题的考察”。

〈81〉 林乐知，“中西书院告白”，《申报》1886 年 2 月 11 日，转引

自张华腾，“1882—1895 年中西书院诸问题的考察”。

〈82〉 前引沈毓桂，“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

〈83〉 “本书院自壬午岁迄今十余载，人才之造就为多，遐迩从游之

士不下一二千人。有为海关罗致者，有为商局、电局、南北水师、

武备学堂罗致者，至能文章、工诗赋者，颇不乏人。游庠食餼

破壁飞去者亦多有之。而院中斋舍尚不能容，则惟中西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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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知其有利无弊，有益无损。故源源而来，乐于请业受业业。”

见沈毓桂，“论西学为当务之急”，《万国公报》复刊第 28 期，

1891 年 5 月。笔者按，中西书院 1882 年开馆，至 1891 年沈

作此文时仅隔 9 年，何来“十余载”之说？

〈84〉 S. C. M. Pain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7-244, 36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5, 

edited by Marius B. Jans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1989), 762-76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1, part 2, 106-115, 269-273.

〈85〉 林乐知，“中日朝兵祸推本穷源说”、“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

分别见《万国公报》复刊第 68、71 期，1894 年 9、12 月。

〈86〉 林乐知，“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万国公报》复刊第72期，

1895 年 1 月。

〈87〉 南溪老人，“中国亟宜变通新法论”，《万国公报》复刊第 73 期，

1895 年 2 月。

〈88〉 “其学西法也，中日二国，亦复不相先后。中国则虎头蛇尾，

忽焉中辍。日本则二十余年来，孜孜矻矻，无稍间断，故是时

一代之人，已渐变而为西国有用之人矣。再阅一代，则东西吻

合而无间矣。”见前引林乐知，“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

〈89〉 南溪赘叟，“救时策”，《万国公报》第 75 期，1895 年 4 月。

〈90〉 南溪赘叟，“兴学校以储人才论”，《万国公报》第 83 期，1895

年 12 月。

〈91〉 前引古吴志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

〈92〉 倒是林乐知在《救时策》发表 8 个月后于公报撰文，再次阐述

了他的基督教三伦观。见林乐知，“基督教有益于中国说”，《万

国公报》第 83 册，1895 年 12 月。

〈93〉 前引南溪赘叟，“救时策”。

〈94〉 同上。

〈95〉 沈寿康，“中东战纪本末序”、“匡时策”，见林乐知著译、蔡尔

康纂辑，《中东战纪本末》，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

丛刊续编第七十一辑》，台北 ：文海出版社，1980 年。

〈96〉 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收入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

督教论文集》，第 260 页 ；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

公报〉》，第 137—142 页。

〈9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第 97 页。

〈98〉 张之洞，《劝学篇》，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北京大学图书

馆藏本。

〈99〉 苏云峰，“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收入张灝等，《近代中国思想

人物论——晚清思想》，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 年，

第 403 页。

〈100〉 William Ayers 指出《劝学篇 · 内篇》主要是为了驳斥康梁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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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议会制、兴民权、男女平等等观念，维护儒家纲常名教和

统治制度。见 William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52 ；苏云峰，“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第 389—390 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314.

〈101〉 前引沈毓桂，“力辞中西书院掌教暨总司院务启”。

〈102〉 古吴老人沈赘翁，“书保华全书后”，《万国公报》复刊第 131 期，

1899 年 12 月。

〈103〉 前引沈毓桂，“拟玛礼逊纪念百年大会记并颂”。

〈104〉 参见拙文，“传统与现代之间 ：晚明奉教士人徐光启”，《世代》

第 19 期，2023 年春季号，第 11—40 页。

〈105〉 王韬也引用“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

此心同此理同也”来论证会通中西学，但他将中西学看作道

器之分，并不承认二者的平等地位。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卷一，“原道”，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 1—2 页。柯文

认为王韬接近儒家民族主义者（Confucian nationalist），不同

于排外和守旧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属于中国的早期民族主义，

见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230-235。将王韬对中西学的态

度归为道器层次，参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3—44 页。

〈106〉 “Editorial Comment.”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38 (1907): 517.

〈107〉 参见李灵，曾庆豹主编，《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与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天纲，“向‘中体西用’的本义回归”，

《学术月刊》第 47 卷第 3 期，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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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知主编的《教会新报》扉页。
图片来自《中国教会新报》（1），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



52 κόσμος  

中文习语表达的基督教：
林乐知与早期《教会新报》
1868—1870（节译）
文 / 贝奈特（Adrian A. Bennett）、刘广京

译 / 丁祖潘

历史学家在评估美国来华宣教士留下的有关记录时，需要首先查看他们

的美国源头。然而，由于宣教事工涉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所以更为重要

的是考察接受福音的中国这一方⸺�它决定了基督教信息如何传播，衡量宣

教士对中国人的冲击如何。宣教事工中的两种文化，要么互相冲撞，要么彼

此加强。基督教信息被翻译为中国人的习语，中国人则以言行直接或间接回

应宣教士。

我们应考察多方面的宣教事业⸺�医院、中小学校和大学；引介科学技

术；个人性的交往联系；各种服务和慈善活动。宣教士所传信息的范围和限

制，只能从他与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具体遭遇中作出估量。然而对于历史学家

而言，处理思想层面的课题有其特殊价值。尽管文字通常仅仅是修辞（而且

是形式化的修辞），但文字也能反映价值观念。宣教士及其归信者的著作，

特别是那些专为中国读者而写的著作，揭示了基督教和它所试图转变的中国

人价值体系二者间众多的冲突与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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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著作的一个宝库（特别是其出版的最初几年），正是周刊杂志《教

会新报》（“Church News”）（译按：以下简称“新报”）。该报系由

美国监理会（Methodist Church, South）宣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创刊于1868年。自1830年代以来，在华英美宣教士就创办了一

些小型的中文刊物，登载宗教和世俗内容。〈1〉 不过，新报则是此种类型

的有着长期发行历史的第一份中文刊物，最终发展为著名的《万国公报》

（“Globe magazine”[1875—1883]和“Review of the times”[1889—

1907]）。尽管原先对刊物的设定是报道“教会新闻”的媒介，新报却登载

了类型各异的事实性报道和评论文章，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题材和国内外世

俗新闻。除此以外，特别是在其发刊的最初两年，该报向读者征文，讨论基

督教和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教Confucianism）各自的优长。在该报第一

期，林乐知说希望信徒和非信徒都能读到该报。1875年，新报更名为《万国

公报》，公开吸引了广泛的读者群。

作为杂志编辑，林乐知为刊物定下基调。塑造他世界观的因素，包括他

在美国接受的宗教和文化教育，及其在上海某个受西方影响的华人群体中获

得的新经验。林乐知亲自撰写文章和得体的编者按，阐明公报的主要关怀。

然而，正如林期待的那样，《教会新报》发刊的最初几年，最主要的作者群

来自主流新教差会的华人牧师和教师。因此，该报反映了条约口岸开放后第

一代（华人）基督徒的关切。这些关切并非仅仅是宣教士的关切。中国基督

徒的观念，固然受其所获信仰之启发，亦为中国文化和社会环境所影响。像

其他宣教士那样，林乐知想要教导中国人，但他也能从其中国作者那里学到

东西。因此，林乐知后来提出的广义的基督教信息，就并非仅是其自身成长

背景的产物。相反，它是林自身固有观念和中国基督徒的文化与社会观念二

者间互动的结果。



54 κόσμος  

林乐知的成长背景

林乐知来自佐治亚州斯塔尔斯维尔（Starsville）一处拥有种植园的家

族，他是一名孤儿，深受旧南方最优秀的宗教和文化之影响。他受姨母照

顾，很早就接触到信仰火热的循道宗（Methodism）。林后来回忆说，他

15岁时听了一次布道，心神狂喜，“从教会越窗而出”。然而这个年轻人似

乎（不久就）平静下来，因为三年后他成为埃默里学院（Emory College）

一年级学生，学业出众，大学期间与玛丽·休斯顿（Mary Houston）秘密订

婚，未婚妻即将从佐治亚州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毕业。林乐知充分利用埃默里

提供的均衡课程（balanced curriculum），学习数学、科学、希腊语、拉丁

语和哲学。大学三年级时，他重燃以往的宗教热忱。受詹姆斯·科伊(James 

Caughey,1810—1891)所著《认真的循道宗》（Methodism in Earnest）一书

启发⸺�该书描述了加拿大、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福音复兴聚会，林开始参加

复兴聚会。在成为福音复兴阵营的一员之后，他在一份悔改祷告文中写道：

“从今以后，我要在祷告和圣洁生活中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上帝，并且满

心相信主将成就他所应许的。”〈2〉 

尽管林乐知的基督教无疑属于当时盛行的福音派，然而他有足够的理性

深入思考此类神学问题，比如为何恶会存在、永罚与相信上帝良善之间的调

和。在一篇论文中，林推断“犯罪的能力”或者违背上帝，正是人之为道德

行为人（moral agent）之所在。这就解释了人类犯罪的倾向，因为“若非完

全清除人的才智和责任，将之贬为机器”〈3〉，否则这种犯罪的能力就不会

消失。

尽管具备推理能力，林乐知的信仰仍然带有热情传播信仰和服侍的

特征。他在1857年的日记中提到，爱与美德必然会从基督徒的属灵经历中

流露出来。这一时期他写的一篇论文，考察了“上帝拯救普世所有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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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林乐知在他的房间里举行祷告聚会，为同学祈祷。1858年6月毕业

后，他站在埃默里校园附近的一根旧原木上，一连数周带领复兴聚会。他

后来回忆说，早在1856年，自己就有强烈的愿望“成为一名到远方去的宣

教士”。大学毕业一个月后，林乐知迎娶玛丽·休斯顿，11月，这对新人

参加了佐治亚州南方循道宗大会（the Georgia Conference of the Meth-

odist Church, South）。主教乔治·F·皮尔斯（George F. Pierce）呼吁

向海外宣教。林乐知起身回应道，他已为征召做好预备。站在讲台上的皮

尔斯问道：“你觉得到中国去怎么样？”林乐知同意去中国，尽管这可能

是他第一次想到要去中国。〈4〉 接下来的一年，他为宣教四处募款，然而

几无所获，于是决定出售大部分财产，以资旅费。1859年12月，林乐知

携妻从纽约起航。在这趟异常漫长的航行中，他们一起阅读古伯察（Abbé 

Evariste Huc，1813—1860）的《旅行》（Travels）一书，这可能是林乐

知到那时为止详细阅读过的第一本谈论中国的书。同行的还有同教会中的

另一对宣教士夫妇华美基一家（the Marquis L. Woods），后者来自北卡

罗来纳州。一行人于1860年7月抵达上海。

林乐知在上海这一独特的新环境中的经历，促使其最终决定成为一名

中文杂志的发行人和编辑，以及一名宣教士教育家。尽管在林乐知抵达上

海之前，美南监理会只有三名美国宣教士成员，但该会最初还是计划派林

去杭州开展宣教。然而1860年3月杭州被太平军占领，尽管叛乱者不久撤

离，杭州依然动荡不安。1860年12月，林乐知前往杭州旅行，沿途所见满

目疮痍、百姓遭殃，令他备感伤痛。一个月后，林偕另一位宣教士和一位

翻译到访太平天国首府南京。他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具有奉献精神的运

动······有种种错误和残忍之举，毫无疑问是场叛乱”。返回上海后，林乐

知对在太平天国劝人归主的前景表现出热情，认为“我们越是避开他们，

这对上帝的事业就会越糟糕”。〈5〉 不过由于林乐知还在努力学习基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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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他本人并没有为这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做好准备。此外，由于美国内战

爆发，美国南方给宣教站和林乐知的资助中断，林扩展宣教事工也就无从

谈起。宣教站三位早期成员离沪回国，只剩下林乐知和华美基，仅靠出租

宣教站的房产勉强维持生计。由于难民涌入上海，租房需求旺盛。接下来

两年，林乐知开始专心投入中文学习，到了1863年夏天，他已能在外国租

界附近的城镇小会堂里用中文布道了。〈6〉

尽管只能生活在这个充斥着商人和难民（其中有穷人也有富人）的新

兴口岸城市，林乐知常怀到内地去的想法。1862年初，战乱已蔓延至上海

近郊，不过到了次年夏天，清军打了几场胜仗，江苏东南部大部分地区恢

复了秩序。林乐知经常出城到附近的乡村小镇布道。这一年9月，他用从上

海外国人社区募集到的捐款，为两处重要的乡镇建立了“巡回布道制”。

这两处乡镇，也就是南翔和嘉定，位于上海口岸半径30英里范围内。两地

各租用一间房子，用作礼拜堂，由当地助手照管。林乐知相信巡回布道能

够让他的宣教团“将我们自己与当地人认同，在他们中间安家”，他自己

一个月至少有一次会亲自去南翔和嘉定布道。

然而从上海获得的经验，很快就让他相信，宣教工作的重心应该放

在其他方面。像其他宣教士那样，林乐知渴望“更大范围和更多地收获灵

魂，引人归信”。在1864—1868年四年期间，他确信福音宣讲和巡回布道

并非宣教工作的唯一途径。林乐知仍然相信，正是上帝的爱“借着圣灵引

导我，来到这片异教之地，并且单单是上帝的爱和圣灵，使我能够继续做

主工，或者说顺利做成那些讨主喜悦的事情”。〈7〉 然而，此时他已将科

学和西方与中国的接触，看作上帝启示的一部分，由此主张一种更宽泛的

宣教事工观。

林乐知的新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所从事的世俗工作的激发。

1863—1864年冬，宣教团因为收到的房租锐减而深陷财务困境，原因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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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苏州地区的难民，因清军收复失地而返回故里。为了养家糊口，林乐知

接受了一份只工作半天的教职，在上海广方言馆教英语。该馆是清政府在

上海建立的第一所旨在教授外国语言、数学和科学的官办学校。〈8〉 甚至

在接受这份聘任之前，林乐知就有兴趣更多了解中国人的知识传统。他一

度感到沮丧：布道不见成功，来听他讲道的人愚钝不敏，其中大多数是他

的教堂临街晃悠的闲汉。林乐知发现，谈话只有引入中国谚语格言，才能

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只要用《圣经》来陈述和阐释福音，他们就似乎显

得无精打采，漠不关心，但是如果引入他们熟悉的格言警句，他们似乎就

很高兴，全神贯注地听道。”1864年1月，林乐知重读《三字经》，发现

这本简单的启蒙读物，“其编撰所包含的知识和体系，比我之前承认的更

多”。他后来与上海广方言馆的关系，令他对儒生文人的知识结构更感好

奇。他在1864年4月写道：“通过直接接触中国文人社会中的上流阶级，

可以获得大量有价值的经验和观察。”〈9〉 林乐知开始认真阅读中国经典

和历代史志，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大幅提高了中文水平。

随着时间的流逝，林乐知发现自己的注意力从中国经典著作，转向继

续学习他此前在埃默里学院学到的科学知识。在上海广方言馆任教期间，

林乐知发现他的学生和同事对科学比对英语更感兴趣。因为方言馆还未开

设科学课程，有时候学生会向他请教化学和电学方面的问题。尽管林乐知

与这所官办学堂的第一份合同仅仅在半年后就到期了，但他发现自己即便

在教学工作结束之后，还在家中为中国友人演示化学实验。〈10〉 直到1867

年1月再次任教上海广方言馆之前，林乐知仍然没有收到来自美国母会的汇

款，只能靠做兼职工作勉强维持生计。他一度做过商业公司经纪人，有时

在上海工部局充当翻译。〈11〉 然而，林乐知始终在思考如何以知识理性的

方法来推进拯救中国人，这种方法也就是借由科学和圣经信息的联合来冲

击中国人的思想。到了1866年末，林乐知已做好预备，要向母会宣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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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出有关宣教事工的新建议。

林乐知确信，以往旧式的布道不会争取到大量中国人。“目前我们

只是讨论救恩论。即便我们能够在辩论中取胜，他们仍然安之若素，不

予采信。”将其成功归信的前景“确实暗淡，除非做出一些改变”。比

如，自1860年以来，林乐知仅仅给七名中国人施洗。1866年，监理会

教会共有20名声誉良好的中国基督徒成员，其余则“因恶行、奸淫、吸

鸦片和经常不守安息日而被逐出教会”。然而林乐知也有受激励之处，

“许多上流社会人士乐意利用外来学说，只要这些学说不是排他性的

基督教······他们也接受有用的艺术和科学”。林认为，为了训练优秀的

“本地代理人”，接触到普通中国人，宣教团应开始着手制定一项有力

的教育计划，包括出版文字读物。“我们必须有学校、老师、本地代理

人、书籍、传单，还要提供补助，让宣教士能够翻译有用书籍，使学校

受益。或者用其他办法给这个民族留下印象，在其中扎根。”学校必须

教科学。林乐知研究过中国传统经典，确信中国人中不仅佛教徒和道教

徒，而且包括儒生，“对最简单的自然哲学、化学和天文学定律一无所

知，就如他们含糊的概念、愚昧的迷信和礼仪······完全证明的那样”。对

于“根除和摧毁他们关于世界和自然的观念学说而言”，科学知识尤有

价值。林乐知写道：“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在中国被巧妙阐释的

科学，则几乎所向披靡，令人惊奇。”〈12〉

由于美国监理会长期以来无法向国外宣教团投入大量资源，林乐知这

一“全面且有效的”计划不过是愿景。17年后，林乐知担任监理会在华宣

教团的监督，成功建立起一套学校体系和一所书院。〈13〉 与此同时，1867

年1月，林乐知重返上海广方言馆教授英语，他相信“对于宣教士来说，

自己踏入了可以发挥影响力的有趣且有利之地”。同年3月，宣教团收到母

会自美国内战后寄来的第一笔汇款，总数为297英镑。这笔钱大部分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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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宣教团欠下的债务。剩下的钱，林乐知和同事蓝柏（James W. Lam-

buth）⸺�后者于1866年末回到上海，接替回国的华美基⸺�用来开办两

间小型“走读学校”（day schools），每间学校配有一名中国人助手，教

10个学生。〈14〉

林乐知继续进行他的中国研究。1867年夏，他能够根据从正史中

收集的材料，写了一篇篇幅不大的学术文章，讨论中国棉花种植的历

史。〈15〉 同时他也沉浸于研究化学和电学，家里的小实验室就安置有一

台配备伏打电池的电磁机。林乐知乐意向朋友和学生演示科学设备如何工

作。“我会解释所呈现的现象，努力表明他们许多迷信观念中包含的愚昧

和错误······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扩宽通往他们心灵的真理之路。”林的

方法是先阐述科学原理，然后再试图加以证明。一开始，“就必须对付事

物的基本原理，好让中国人清楚明白这些原理的真实”。但阐释基本原理

必须紧接着提供证据：“仅仅作出肯定却没有证据，这是不够的。”当林

乐知带学生参观给上海提供照明的法国煤气厂时，他发现学生们“惊讶得

目瞪口呆，因为这些设备展现的进步，远超他们已有认知的规模。”在下

午布道的时候，林乐知利用科学知识来支持基督教教义。比如，1867年4

月，林乐知在结束一场为时短暂的天文学讲座后，指出“中国人对月食的

论证，其中有荒谬之处，然后又谈及宇宙等等，以及······造物主上帝的伟

大”。然而，观众似乎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正如讲座结束后林乐知的

本地助手所说：“遗憾的是他们理解不了，如果能理解，他们一定会相信

基督教义，成为基督徒。”在另一个场合，也是面对下方的听众演讲，林

乐知阐述了他的儒教观，这也是他一直在构建的观念。他认为基督教是上

帝的话，“一位全知上帝使之适应它要达至的目标和结果。”相反，儒教

是人构建发展出来的。既然“人无法理解自身，那么他所提出的教义，又

如何能触及生命的主因并使人更新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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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知仍然感到沮丧，因为宣教事工缺乏效率。他看到在上海“无论

富人穷人、身穿长袍的人和衣着褴褛之人、美貌的和丑陋的、庄重的和粗

俗的、有道德的和败坏的，一切可能的对立和多样，彼此混杂起来，一起

敬拜那些可憎的偶像。”回到他关于教育的想法，林乐知看到个人影响力

背后的极大优势，而这种个人影响力是宣教士和教师通过学生及其家庭所

施加的。接触中国妇女的宣教事工进展缓慢，这经常让林乐知感到沮丧。

“妇女比男人会更温柔、由衷诚实地爱真理，因为男人们听了就忘，冷漠

又刚硬。在中国，唯有妇女尚存对真理的好感和亲切体认，缺少这些，她

们就会依赖迷信。”〈17〉

妇女宣教事工是林乐知后期事业的主要关注之一。同时，利用身为

上海广方言馆教师的有利条件，他将注意力放在接触文人群体。尽管常

感沮丧，然而林乐知也在中国士人（至少是在上海的学者文士中）对科

学和技术展现的兴趣中看到了希望。1867年3月，他兴奋地听说恭亲王支

持一项重要改革，大意是鼓励包括翰林院成员在内的科举考试高阶功名的

获得者，入读北京同文馆即将开设的“天文算学”馆。林乐知让他的学

生们研究有关这项提案的布告和奏折，将其看作“中国好日子到来的征

兆”。尽管恭亲王的计划遭到朝廷官僚士大夫的坚决反对，林乐知在当年

年底还是颇受激励，因为清廷决定派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

1870）⸺�这位已退休的美国驻华公使⸺�为使节，代表自己出访西方

各国。林乐知把蒲安臣使团看作中国“朝着承认各国兄弟情谊迈出的第

一步”，他期待这一承认不仅会使贸易扩大，还会让清政府更多了解世

界。他写道：“知识就是力量。它最终会以悄无声息的方式改变皇帝的思

想。”〈18〉

蒲安臣使团，连同上海新闻界关于即将举行的中英条约修订的讨论，

促使林乐知思考中西之间的一般关系。自打来到上海，他常为许多西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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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冒险家的不光彩之举感到苦恼，对此类行为给宣教事工带来的有害影

响深感遗憾：“最卑鄙的行为对所有人都有影响，并且严重贬低了我们的

影响力和声誉。”林乐知希望中西条约得以修订，以便在中国人看来，宣

教士的权利和商人的权利没有关系，也就是说，福音传播的历史和“商业

的历史能够分开”。然而，他也认识到，借助西方国家主要出于贸易目的

缔结的条约，在华宣教事工才有可能开展，而且商业本身也有益于中国

人，因为它“增加从事商业的国家之物质资源，使其民众的思想得到更

新、活跃和启迪”。〈19〉 秉此态度，林乐知于1868年5月受雇担任《上海新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和他带领的中国使团（1868年）。
图片来自https://www.meridian.org/pathtoharmony/galler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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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编辑。这份报纸每周出三期，是上海外国人中的一份主要报纸《字

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的中文版。《上海新报》第一任主编为

林乐知的同事华美德，继任者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后

者于1868年5月去职，到江南制造局任翻译。考虑到不断壮大的家庭需要额

外收入，林乐知同意接替傅兰雅的职位。〈20〉 他将之前计划每周福音布道

的次数减为隔天一次，然后一周用三个下午投入报纸编辑。这份报纸发行

量仅为350份，主要在当地华商中间流通。在华人助手的协助下，林乐知在

这份报纸上刊登了国内外新闻简报，不时还有社论。他后来评述说这些文

字“完全不偏不倚，不站在西方人一边，也不鄙薄中国友人”。〈21〉

创办《教会新报》

为这家商业性报纸工作了四个月之后，林乐知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教

会新报》，直到1871年1月，他才退出《上海新报》。林后来回忆，1867

年的某个时候，在上海某次有几个新教团体参加的宣教士会议上，他谈到

创办一份宗教性质刊物的想法，而且这份刊物可以被“我们通常影响所及

之外”的中国人读到。〈22〉 担任《上海新报》编辑的经历，让林乐知将

这一想法落实下来。《教会新报》第一期于1868年9月5日问世，由美华

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活字排印。林乐知的这项

冒险事业得到其他差会团体的鼓励，几个城市中主要宗派的宣教士帮助刊

物约稿和订阅。然而从一开始，他就独自负责杂志的编辑和运营。杂志以

“林华书院”（Lin-hua Academy）⸺�林乐知新造的带有学术色彩的词

汇⸺�的名义出版，后者位于林乐知的住宅。艾伦（Allen）以“林乐知”

为中文笔名，雇用了两名华人助手专任其事。他亲自担起杂志的财务责

任。杂志创刊第一年年末，发行量从最初的200份增加到700份，订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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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每年墨西哥银元1元）仍不足支付编辑和制作成本。〈23〉

因为想让大多数文人和基督徒都能读到这份刊物，林乐知所面临的问

题，就是如何接近有学问的中国人。他向文盲和半文盲布道时，经常援引

中国谚语。现在，他想从一个更为精巧复杂的中国人参照点（point of ref-

erence），来向他的读者们呈现基督教。

林乐知为新报拟定的计划，反映出他自己的信念，也即科学和与西方

连接有利于推动在华基督教事业。他试图用一些有趣之物（比如蝎子、短

吻鳄、飞鱼）的插图来激发读者的兴趣，每幅图后面间接提及中国文学，

并且通常配有简单的科学说明。〈24〉 杂志登载有关科学仪器的文章（其中

包括电报、显微镜和望眼镜），以及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文章。从第四

期开始，丁韪良（W. A. P. Martin）编写的化学教材（已于1867年在北

京出版）其中部分内容在杂志刊出。《教会新报》有时也会报道在华主要

新教宣教团的活动。〈25〉 在现场的宣教士和信徒报道了反对宣教士的重大

教案。新报经常全文转载中国有关宣教士的官方公告。此外，该刊从一开

始就定期刊登国内外的世俗新闻，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

和西方国家的技术进步。该报还密切关注蒲安臣使团在美国和欧洲受到的

接待。关于西方科技进步的报道连篇累牍，其中一些话题包括美国铁路里

程、苏伊士运河，以及连接欧洲和美国、非洲、印度的电报电缆。中国出

现的改革标志受到称赞，比如江南制造局成功建造一艘轮船，或者总理衙

门授予上海广方言馆的毕业生官阶。

林乐知深信，让这些信息激发中国人思考自然界以及中国在万国中

的位置，会搅动中国人的思想，从而使其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教义。但他

也认识到，这些教义本身也需要以某种形式呈现，好让文人读者能够理解

吸收。要达此目的，林乐知主要依靠新教宣教团中的华人布道者和教师。

1860年代末，这类华人布道者和教师居住在中国16个港口和城市，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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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数超过300名。〈26〉 在《教会新报》第一期，林乐知邀请中国基

督徒撰文交流关于解释圣经的看法，回答非信徒提出的问题，比如“人点

灯，不放在斗底下”（太5:15）。〈27〉 事实上，该刊头两年（从1868年9

月到1870年8月），差不多有12名宣教士撰写宗教性文章，但并非每个宣

教士都踊跃投稿，林乐知和丁韪良除外。二人创作的关于爱、感恩和其他

美德的系列寓言故事，在1870年4月初的《教会新报》上重载。该报刊登

的基督教文章，大部分至少在头两年出自华人基督徒笔下，他们回应了林

乐知撰写文章和评论的邀请。

中国基督徒所写的文章，包括个人宗教经验的描述、用规范的中文

风格撰写的圣诗、最近离世的华人信徒的传记，以及写给离世或回国的西

方宣教士的颂词。不过，林乐知的策略是，鼓励创作讨论基督教思想的文

章，这类文章的语言不限于圣经术语，要使用中国哲学概念。新报早期

很少刊登有关佛教和道教理论探讨的文章，经常报道有关佛教和道教神职

人员劣迹和迷信荒唐之举的新闻。比如宁波附近的某些村民密谋在一间寺

庙安排一次“神迹”，然而当其中一人被同伙杀害后，他们的诡计就暴露

了。〈28〉 然而，林乐知似乎特别关注更具理性倾向的文人士子，他引导作

者讨论基督教和儒教之间的差异与相容。

基督教与儒教

早在创办新报之前，林乐知在与一两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归信者共事

中，就尝试选用中文术语来传达基督教信息。〈29〉 杂志第6期刊登了许维

傪（监理会信徒）写的一篇文章，内中提到他从林乐知和蓝柏那里学到两

个基本概念：“无隐”和“广爱”。〈30〉 这两个概念包含的基本圣经教训

是：经悔改以及认识基督和圣灵而得救，从而将人的“自私放纵”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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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帝和爱人。为了有效表达这一观点，许引用了儒家“仁”和“义”的

概念。他在文中写道：“盖广爱者仁之纲也，无隐者义之维也。爱私而好

隐者罪之端也，无隐而广爱者惟道是乐。”虽然不清楚林乐知本人是否有

份于此种观念的形成，但他无疑鼓励许维傪用这种方式写作。

宁波一位名叫周国光的牧师，在新报第7期发表一篇短文，其中提到

“儒道虽正，而耶稣之道尚出于儒道之上”。〈31〉 林乐知注意到这篇短

文，利用一位华人非信徒写给他的长信，就这个主题发起广泛讨论。这封

信发表于该报第9期，对基督教并非完全抱有敌意。作者署名“苏郡劫餘

子”，声称他偶然读到基督教书籍，从而认为西方人的信仰值得中国人善

待。他看到基督教可以在某些地方补儒教之不足，却又主张总体而言，基

督教中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是在儒教中找不到的。“其教（基督教）之大

纲总不逾仁义二字。”作者进而反驳说，基督教的某些信仰实践，要么违

反儒教的规矩，要么达不到儒教标准。他批评基督徒不孝：信徒被禁止参

加祭祖，一些基督徒还和教会一起违逆父母的意愿。劫餘子也发现中国信

徒缺乏文化素养：“偶或提及古时旧典则赧尔茫然。”这位作者乐见教会

学校雇佣生员（通过第一级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人）教儒家经典，指导学

生写八股文，故而建议圣经只需在星期天教读。对于这些有趣的想法，林

乐知写了一条编者按，邀请基督徒回应。〈32〉

接下来的七个月，该报登载了九篇回应劫餘子的文章，其中仅有一

篇出自上海美南浸信会宣教士晏玛太（Matthew T. Yates，1819—1888）

笔下。晏文包括两部分，发表于这位非基督徒批评者的来信见报仅仅两周

之后。这位宣教士指出两种信条的基本差异：儒教完全依赖“人力”实现

道德，而关注永生的基督徒则从“有灵气以感化”来获得道德情感。道德

从基督徒的经历中自然流露出来，这一结果则要归因于上帝的恩典和人的

信心，也就是相信基督的自我牺牲，以及圣灵回应信徒的祈祷而持续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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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之相反，儒家认为道德就是命令，人要独自遵守。人被鼓励陶育其

本性，可是他的本性并不自然而然倾向仁义。“儒者教人率性而难率，教

人明德而难明。”晏氏写道，自孔子以来，诵其诗读其书者不可胜数，然

而“果能修德行义者罕有其人”。〈33〉 

在回复劫餘子的其他八篇文章中，华人作者的立场与晏玛太近似。

南京的朱杏舟和汉口的朱师堂，使用“天道”一词描述基督教，与儒教的

“人道”相对。居住在上海的文人基督徒王光启声称，儒家经典《大学》

美南浸信会宣教士晏玛太（Matthew T. Yates，1819—1888）。
图片来自https://www.ncpedia.org/biography/yates-matthew-t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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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段话就已暗示属灵之物的存在：“物有本末。”正是宋儒朱熹误

将“本”等同于人自己努力“明德”，也就是说，理解和发展他自己的本

性。〈34〉 其他回应劫餘子的中国人哲理性稍逊，他们更为关注对方针对基

督徒的具体批评。尽管这些作者的观点未必深刻，然而他们都站在坚定的

基督教立场，反对他们所谓的儒家道德文化贫乏的形式主义。

所有回应劫餘子的中国作者都认为，对于基督徒来说，顺服上帝是最

重要的，其重要性超过“具文”。他们捍卫基督教禁止祭祖，解释说基督

教并不反对孝道本身，“孝敬父母”毕竟是圣经的诫命。〈35〉 可是，真正

的孝亲之情必须在双亲活着的时候表现出来，向死者献祭（祭祖）不仅是

偶像崇拜，也是虚伪的。周国光写道：“即宁波一处之从事于祭祀者，不

知其几千万人而孝子有几人耶？苟以祭祀为真可孝，则华人尽孝子矣。嗟

乎！而何以目前竟未遇一孝子也耶？”〈36〉 劫餘子声称，祖先崇拜源于人

之本性，也就是“报恩”的自然倾向。博学多识的基督徒王光启则拿出训

诂证据，表明在古代周朝，正如圣经记载的时代那样，献祭的对象不是死

者，而是神明，尽管有时候采用活人献祭。〈37〉 这位作者劝勉读者说，真

正有价值的献祭正在于日常间对在世父母的关心。

此外，父母并非人之终极效忠对象。撰文回应劫餘子的作者们赞同此

举，即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人加入教会前，应先和父母商量。但在要得到父

母的同意显然很困难的情形下，就必须遵守信仰的命令。南京布道者朱杏

舟使用类比说，皇帝的命令比父母的意愿更重要，这一优先秩序在晚清中

国被普遍接受。朱认为甚至君主的意愿也必须遵从上帝的意愿。〈38〉 宁波

牧师周国光声称，“故我等平生专以一心事之（上帝），下则以孝双亲，

泛爱众。”然而他强调优先秩序：“夫父母之言原当听从矣。天地间一大

父，即独一真神，其命令更当听从。”一位居住在汉口的匿名信徒，引

用了一节包含命令的经文：“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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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北京英国长老会的陈松庐发出警告，若有人听从父亲或兄长，

“背灵魂大父”，将步入危险。〈39〉

如果说孝顺的义务必须服从于更为重要的考量，那么文学修养也如

是。后者要么是起修饰作用的，要么仅仅是达致世俗目的的工具。所有回

应劫餘子的作者，都对他的这一暗示感到气愤，也即基督徒缺乏教养，言

语粗俗。汉口的朱师堂写道：“吾道以质胜文为美，非美虚空之文字。”

陈松庐补充说，“救其灵魂为要事，不恃学问之力，乃恃诚实之意与圣神

之能。”周国光和张鼎，这两位作者发现基督徒精通中国文献有益，只要

他们信仰坚固。周写道：“博雅与粗鄙均须圣灵之感化而后可。”所有作

者都拒绝这项建议，即教会学校应该只在星期天教圣经。周国光观察到，

除了教圣经，一些教会学校实际上开设的课程包括儒家经典、天文学、数

学、地理学和自然史。无论是周还是张鼎，都不反对学校聘请生员或应试

士子。其他人则持反对意见。汉口这位匿名信徒评论道：“诗书文艺等，

钓名之饵，未足重轻。”朱师堂不反对基督教学校教儒家经典，但坚持认

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如何读写，不为“功名”。〈40〉 

基督教伦理与中国文化

中国基督徒对劫餘子的批评，想必会让林乐知感到满意。然而林仍

继续寻找传播基督教的更有效的方法。在其创刊当年下半年的出刊中，新

报继续刊登科普文章和强调科技进步与中西关系的新闻，不过选材方面的

另一个重点显而易见。甚至在其创刊最初半年，新报就已刊登反映福音派

社会关怀的新闻评论，猛烈抨击上海的妓院和赌场，就如抨击佛教和道教

节日期间上演的偶像崇拜那样。中国官员偶尔的慈善之举，比如上海道台

应宝时（1821—1890）捐款救济老人，得到该报称赞。〈41〉 其中有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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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描述了吸食鸦片的罪恶，提供戒掉烟瘾的草药配方。然而，自1869年

4月开始，关于人道主义事业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加了。虽说有关医院的描

述出现较早，但现在也出现了对差会赞助下的大量慈善机构的报道，比如

禁烟社、盲人院、“义塾”。新报也以自身的名义呼吁收容乞丐，救济平

民。〈42〉 接下来几个月发刊的文章中，这类内容大为增加，同时杂志也登

文进一步讨论基督教和儒教各自的优点。

这次讨论延续了之前对劫餘子的回应，只是将焦点转到儒教本身的缺

点。中国基督徒在对劫餘子来信的评论中，主张人应首先对上帝忠诚，但

他们并没有暗地里攻击儒家的忠诚。事实上，几位作者此时敦促读者诚实

履行“五伦”规定的义务，特别是孝道。〈43〉 不过，新报的投稿者仍然坚

持攻击儒家行为中的形式主义和假冒伪善。儒生文士没能达到他们声称的

标准，有两个原因：与儒教有关的文化培育沉闷且有害，而理学正统的形

而上学体系则被认为灵性败坏。

尽管不少新报的作者写古文和骈句，其中大部分可能出自教会学校

教师们的手笔，其他人则反对鼓励这种文学形式的文化。福州牧师张鼎不

反对基督徒学习中国传统经典文献，但他认为科举考试所要求的过多文学

训练，会给学生带来有害影响：“（为了写八股文而从儒家经典中）寻章

摘句何补身心？”此外，每个学生从小就要练习的死记硬背会伤害学生的

才能，好比“萌蘖之生，能不斧伤斤伐？”张鼎看出文学训练和儒生的傲

慢虚伪之间有明确的关联。“或恃己见而遏人能，或衔己长而攻人短。”

而且，最有文化之人通常最为残酷不仁。“外貌虽慈祥，徒巧言而矜语，

中情多忿狠，好潜贼而阴谋，诸此愆尤岂循道义？问平日讲孝弟忠信，岂

其然乎？”署名为“劝善子”的中国基督徒认同张鼎的观点。他进一步说

道，自将孔孟之书定为考试取材的标准，儒家经典就已沦为士子追求个人

显达的工具。“读书识字专务功名，博古通今希求利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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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鼎和劝善子攻击科举制支撑的精英文化，而其他作者则站在基督教

立场批评理学的形而上学信条⸺�只是未作详细考察，然而却代表某种情

绪。在他们看来，宋儒程颐（1033—1107）、朱熹（1130—1200）阐述

的“理”和“气”，被用来支持迷信，这些迷信败坏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

为。汉口的“辨正子”（笔名）惊呼：“吁！吾不意理气之为说其流害至

于斯极也！”他谴责理学窒息人的思想，导致官僚士大夫玩忽职守，百姓

因此遭殃。“哀哉！锢蔽痛哉！”个中原因要追溯到以人为本因而也是以

自我为中心的哲学。“子臣弟友、修齐治平，徒托空言，难副盛名。”芝

罘浸信会信徒郑雨人解释道，对于朱熹而言，理气和阴阳这两种宇宙力量

相关联。这位受人敬仰的圣人有言：“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

郑从中看出“自相矛盾”，因为“若以阴阳之气断作鬼神之灵，则阴阳乃

鬼神之别名，鬼神即阴阳之本体。”〈45〉 这样一来，理学概念为一种错误

的宇宙论提供支持，剥夺了人真正的灵性资源。

中国基督徒坚称，这种灵性资源存在于基督教的教训中，特别是存

在于爱（英王钦定本圣经作charity）这一观念中。儒家思想和文化实际

上鼓励自我追求，基督教伦理则基于一种明确的灵性热望，试图超越自

我。1869年2月到11月，新报刊登了七篇以基督徒的爱为主题的文章，其

中四篇出自林乐知带领归信的许维傪。这些文章用圣经语言和中文习语给

“爱”下定义。

在新报创办不久的某一期中，许维傪就使用“无隐”和“广爱”来

总结基督教教义。〈46〉 在发表于1869年2月的两篇文章中，许对“爱”的

来源和运作做了解释。“人心素昧义，力素弱，是必爰求保惠师来开化护

卫。”上帝的爱借着基督被钉十字架而传递开来。因此，那些悔改的人必

须“邀圣灵感化，去我邪思······循主诫，尚和平，自卑广爱”。爱要充满

人的言行。“既充实于爱，则悟于灵，达于言返于信，致于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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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儒家文化而言，基督教的爱要除去儒家文人事业目标中的自私野

心，因为基督教的爱对人类，尤其是对人的灵魂和普遍幸福有更广泛的关

怀。登州长老会的林青山认为，每个得救的人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爱

主者必爱主之人矣。主以我罪为己任，我以主道为谁任乎？罪身既被主

赎，此身将谓谁之身乎？既为主身，将为谁之用乎？”因此，自我要降服

于主，而主的命令是服侍其他人、服侍主。一位来自芝罘的基督徒，署名

“知罪子”撰文详论“爱人如己”这一诫命。作者解释说，“爱主者必先

爱人”。〈48〉 许维傪再次加入这场讨论，补充说爱人是在喜悦中对上帝之

爱的某种偿还。“爱人是人不得不做的事情”；这种情感“发自内心”。

许解释说，基督教的爱不排除“爱己”，因为这里唯一的问题是重生的自

己，这是耶稣复活之后重新获得的自己。基督教并不教导佛教那样的涅槃

消除自我，它对牺牲的看法也不同于许归诸古代哲学家墨子所主张的“无

我”。基督徒不消除自我，而是寻求自我的重生，然而一种宽广的爱自然

由重生发出。许借用儒家的术语，将基督教的爱描述为“公”（重视公共

利益），反对“私”（自私自利）。〈49〉

（原文见Adrian A. Bennett and Kwang-Ching Liu, “Christianity in 

the Chinese Idiom: Young J. Allen and the Early Chiao-hui hsin-pao, 1868-

1870,” in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15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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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复兴与基督徒聚会处的发轫

文 / 刘阳

戴继宗先生 2017年在港九培灵会上提到，在中国教会史上曾有一次复

兴，兴起了六位传道人，人称“福州六君子”，即王载、倪柝声、王连俊、陆

忠信、缪绍训、王峙。他特别说道：“我想我们当中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我想这也是一种遗憾，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特别看到神奇妙的作为。”〈1〉 他

所说的就是 1923年福州的复兴。

这批年轻人均受过良好的中西教育，资质优异，原本对基督信仰充满抵

触和轻视，后来经历重生和复兴，蒙召传道。他们所处的时代，各种社会运

动和新思潮泛滥，基督教受新神学和社会福音冲击，但他们选择“唯独信心，

唯独圣经”的事奉和教会之路，对中国基督教影响深远。

查时杰先生说到这次福州的复兴，不仅兴起一批“信道笃诚并有热心传

道的心志”的年轻人，更是“他们所成立的基督徒聚会处，从近代中国教会

历史上来看，很有他的历史地位，该基督徒聚会处可说是国内走上自立、自传、

自养教会的先锋，丝毫没有西方差会的背景在内。”〈2〉

由于福州复兴在基督徒聚会处历史上的重要性，不少研究文章都有提

及，其来源多引自各种传记和回忆文章，史实及时序有模糊甚至矛盾之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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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离福州复兴已过百年，本文根据搜集散落各处的当事人见证，综合不

同角度的叙述，尝试将中国教会史上这一历史事件原貌呈现出来，以供研

究者参考。福州复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福州基督徒聚会处的开始。目

前学界通常以倪柝声与王载夫妇第一次擘饼为聚会处之始，〈4〉 本文对此也

提出商榷意见。

福州复兴主要人物共七位，除南京的李渊如外，福州的六位可分为

两条线，一条是三一学校学生，一条是海军军官。倪柝声，陆忠信和缪绍

训是三一学校同学。王载和王连俊是烟台海军学校同学，〈5〉 曾在海军服役。

王峙是王载的弟弟，肄业广东海军学校，后又入三一学校修习英文，与倪

福州复兴期间的布道团。从左至右为 ：王峙、陈景磐、倪柝声、不详、缪受训。
图片来自王峙编，《王载见证录》，台北 ：中信印务部，1980 年。



792023 夏

柝声等成为同窗。福州复兴主要人物的生平大事列表如下：

姓名（别名） 生卒日期 受浸日期 蒙召日期
李渊如（如愚） 1894—1969 1925.7.2 1920.3

王载（历人） 1898.3.26—1975.12.13 1920.1.19 1921.2.19

倪述祖（柝声） 1903.11.4—1972.5.30 1921.3.28 1920.4.29

王连俊（约翰） 1923 1923

陆守规（忠信） 1901—1973？ 1923夏
缪绍训（受训） 1903—？ 1923.4.2 1924.4.22

王峙（畏三） 1903—1998 1921.8.18 1924.8.1

李渊如、王载和倪柝声是福州复兴的三位主要人物。我们先从这三位

在福州复兴前的经历讲起。

一、王载

王载的生平，可参阅查时杰先生的《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此处根

据的早期资料，主要是 1922年 3月王载在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所作见证（汪

佩真记录），以及王载妻潘少容和同学王福曜 1922年在《灵光报》上的见

证和其他材料，补充厘清一些细节。

王载的出生家庭和成长环境均无基督教背景。他幼年聪颖精怪，曾

将人送给他父亲的圣经拿来做集邮册子。1911年王载从上海南洋公学小

学毕业，〈6〉 1912年入烟台海军学校，1915年入吴淞海军军官学校深造，〈7〉 

1916年 12月毕业。他从烟台海校毕业后，人生开始陷入迷茫，遂狂饮浪遊，

放浪形骸。期间王载与潘少容订婚。潘少容是福建南平人，〈8〉 在福州华南

女校读书期间，听安汝慈（Ruth Paxton，1876—1949）布道后信主。她

写信将此事告诉王载，王载大怒，回信反驳。潘少容便开始为王载迫切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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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王载回福州，勉强与潘少容按教会礼仪举行婚礼，但内心并不以

为然。

婚后王载在潘少容影响下开始接触基督教。他因要练习英文而参加查

经，也勉强作礼拜，但心不在焉，不过是一个佩服耶稣人格的慕道友而已。

“一日读马太第五章八福篇，有一句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

必得见神。我就惭愧，觉得自己的心不清洁，又深觉耶稣实蕴超人的人格，

实能作我的模范，于是立志研究此道。少容也劝我，我于是勉强作了一个

学习友。”〈9〉

1917年春，王载入南京海军军官学校。〈10〉 他的行为有所改变，也发

生一点宗教的热心。夏天王载家眷搬到南京，在家中设查经班，专请海军

同学查经，并请些名牧来解经。烟台海校的同学王连俊也到南京，他已是

基督徒，遂加入王载的查经班。王载与同学在学校组织青年会。1917年圣

诞他在教堂受洗，但灵性未有进步，他虽戒了饮酒赌博，但并不爱读经祈祷。

“曾记某日一林先生，他问我：‘你每日读圣经么？’ 我那时大难为情，

回家一看圣经，可怜已是霉了！ 1918年 11月 11日夜间，我心十分痛苦，

自思我作教友一年多了，毕竟得救了么？果耶稣复临者，我能坦然相见么？

想到此，知非根本解决不可。”〈11〉

王载自述当晚的经历：

“圣灵来了，使我自己责备自己，我便觉得我的罪高过我头，如同重担，

担当不起。那时主耶稣钉十架的功劳，向我显明，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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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我就放下我的重担，仰望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向主认罪，求

主赦免，把我的身心献于主……我的心里得了平安喜乐，就赞美那救我出

死入生的救主。”〈12〉

他经历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志如《使徒行传》17章 11节所说，“天

天考查圣经”。他以“熟能生巧，巧则贯通”和“水滴石穿”来劝人勤读圣经，

并且实行清早读经祈祷。他的名言“未读圣经，不吃早饭”，现已广为人知。

按《教务杂志》记，王载曾带十位海军学校同学归主。〈13〉 因读圣经，

他看见合乎圣经的洗礼乃是浸礼。

“1919 年，我派在应瑞军舰，船泊厦门。我得闲便到各处传道……主

使我明白浸礼的表明，借着浸礼，归入主的死，和主一同埋葬，也在这浸

礼与主一同复活，遂遵主旨，于 1920年 1月 19日，受浸礼于厦门鼓浪屿

海边，时正严冬，虽全身浸入海中，而身体无恙。”〈14〉

1920年夏初，王载在应瑞通济练习舰练习完毕，代理江贞舰副驾驶，〈15〉 

随舰来到福州。此前美以美会请余慈度（1873—1933）来福州复兴佈道，

倪柝声及其母亲都因听余慈度传道得救。美以美会遂在倪家开办查经班。

王载也来了，在此结识了比他小六岁，还是三一学校学生的倪柝声。根据

倪柝声的回忆：

“当我得救的头一年（1920），在我们家里，每礼拜四有一个查经班。

来查经的，年长年老的居多，我好像是个小孩子，好像找不着同我年岁差

不多的谈谈。两三礼拜后，王载弟兄来了，我看见他，年纪和我差不多，

比较可以同他亲密些，从此我就同他有些来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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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王载面临择业，当时他已入海军九年。他的同班同学欧阳格，

后来成为海军名人。但主呼召他，要他放下海军前途。

“一日读以赛亚 52 章 11—12 节……心知为主指示，只是我仍有我的

难处。我在海军九年，受国家栽培，一旦言去，谈何容易……然而那离开

吧离开吧的声浪，催促我十分的紧急，我瞻望主耶稣的十字架，主替我舍

身流血，我就是撇下一切还算得什么呢？遂立志离开海军，终身专心以祈

祷传道为事。”〈17〉

2月，王载离开海军，专心祈祷传道，有教会欲请他任职，但他一概

推辞，此时贾玉铭（1880—1964）也勉他自由传道，他明确自己要走自立

自传的信心之路。王载辞海军职后，先短暂去安徽，然后回福州开始佈道

工作。他在福州的工作，大致从 1921年 2月底或 3月初开始。

“在 1921 年 2 月 19 日，我辞海军职往安徽省芜湖传道。几天后我回

福州开始我露天及家庭佈道的工作。”〈18〉

在福州期间，他在街头摇铃执旗遊行佈道，旗上写“信耶稣得救”、“耶

稣快再来”，或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携带圣经与福音单张，随走随

传，因此得了“摇铃先生”的外号。

他继续参加倪家的查经班。1921年 3月底，倪柝声按照圣经的教导去

受浸后，第一时间将此事告诉王载，结果两人经历不谋而合。据倪柝声回忆：

“我受了浸，第二天就去告诉他说，我昨天到阳歧受了浸。他说，顶好，

顶好。从前我也是在南京受了滴水礼，后来我到厦门，碰见一位弟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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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的真理告诉我，所以我在鼓浪屿也受浸了。我们两人真是欢喜，因为

我们有了同样的亮光。”〈19〉

1921年夏，王载给南京美南长老会教士毕来思（P. F. Price）的信中，

说到他在福州佈道的情况：

“自回家以来一直很忙……我天天传道。我在福州女子学院讲道两次，

上周一早向女校学生传道，明晚要在她们的女青年会聚会里再传道……我

家族亲戚中已有十二人（我母亲、祖母、姊妹、兄弟）接受基督作救主。

他们现在本地美以美会的入会审核中。”〈20〉

王载蒙召，也使潘少容热心复燃，蒙召传道，夫妇二人同负一轭。王

载的同班同学王福曜在 1922年 4月的《灵光报》中，提到他在福州家中

的聚会：

“他现在住福州，他的家便是一个小教会，有礼拜，有讲道，甚至也

有冷淡的弟兄，特地到他那里去，为要接触一点热力。”〈21〉

王福曜还特别提到，王载虽英语娴熟，且多与西国友人往来，但他并

不多接触西方的宗教著作，并且他仰慕华产的复兴家李叔青（1875—1908）：

“不要看他英语很娴熟，常有西国朋友们来往，外面似乎很新的人物，

然而其实呢，他是一个完全信圣经信耶稣再来的信徒，不肯稍稍社会化的

人呵！他的特性，非但不读一切不关宗教无益的书籍，便是不合他个人的

信仰，崭新的宗教著作，他也绝对的不入目呵！……他最近对我说：‘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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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李叔青先生。’ 但以我的考察，我也早说他的信心行止言论，与李先生

也确相仿佛。”〈22〉

王载在南京期间，除与贾玉铭、高师竹等人有不少属灵交通外，也结

识了李渊如和汪佩真。1921年夏王载去杭州传道，会后被汪佩真请到家中

传福音，汪佩真的庶祖母受感信主，后来家人也相继信主。〈23〉 1922年 3月，

王载在南京户部街沛恩堂领复兴会，李渊如汪佩真在场，并将复兴会情形

记录刊登在《灵光报》上。〈24〉

二、李渊如

李渊如早年经历，主要参考她在《灵光报》上的两篇见证文字，分别

写于 1918年和 1920年，另一篇写于 1930年，收录于《福音见证》。这里

仅勾勒一些李渊如经历的重点，以及她在福州复兴前的预备。

李渊如生于湖北沔阳的偏僻乡下，从小喜爱读书，1908年入武昌省立

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虽教授西学，但对基督教充满藐视，李渊如也不例外。

“余初入校时，有二生为基督徒，同学莫不加以白眼，余尤耻与之为伍。

未几，二生不堪其苦，乃退学。余乐甚，以为余校无信教之人矣。……因

稍读物理化学之书，即以为人力可以胜天……后读西史，至宗教之争，某

教师谓耶佛回三教，名虽不同，其旨则一，莫非欲救世道人心耳。余极然

其言，且思宗教之设，必一二忧国之士，借口神道以范围人心，使人知所

畏惧，而不敢作罪犯科耳，岂真有地狱天堂哉？我之行为如何，冥冥中焉

有为我主宰者！”〈25〉



852023 夏

毕业后，李渊如去保定官立女子小学任教，半年后辞职去天津，在官

立女子高等小学和亲戚所开私立学校任教。她寄居在亲戚家，对人世抱悲

观态度，一度想遁入空门。她的舅舅是基督徒，几次劝她，都被她笑为迷信。

她课余找了一位美以美会教士学英文，但因教士用耶稣故事作教材，愤而

退学。一位女同事热心请她去听道，她不仅推辞，甚至想将此同事从学校

排挤走。当时她所作的宣告是无论如何，决不入教。1917年秋，江苏省立

女子师范的校长请她去作学监。当时苏省女师因音乐老师蔡苏娟影响，多

人信主，几乎成教会学校，这令李渊如犹豫不决。后来她为免失信，抱着“合

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赴南京就职。恰好蔡苏娟离开女师，让她如释重负。

1918年南京发生鼠疫，李渊如与同事护送学生回家，身心俱疲，路

上看两岸景色，心觉必有一位大智大能的造物者。经镇江到上海，李渊如

独宅旅舍，穷愁抑郁之极。同事中一位信主的音乐教员郑君向她再传福音，

这一次她感触颇深，从此愿意听道读经。回南京后，她结识了明德女校的

李美琳教士（Mary A. Leaman），〈26〉 并照李教士所嘱，开始天天读经。李

渊如原本对圣经中的神迹半信半疑，但她经过祷告得着了信心：

“一天读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履海一段故事，使我惊得几乎出汗。

因为耶稣对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为甚么疑惑呢？’ 好像这话正是对我

说的……我就跪下说：若是真有神，若是这本圣经是真的，就求你使我能

信这本圣经。真的，一起来，我就能信了。从那天到今天，我对圣经有不

懂的，却没有不信的。”〈27〉

李渊如重生的经历发生在 1918年 6月，那天她关在房间里第一次学

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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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记得那天的光景，好像唱‘前有一日，我意立定，信靠耶稣，

救我灵魂’ 这一句时……心是很坚定的说：我今天立定了主意，信靠耶稣，

救我灵魂！唱到副歌的‘耶稣洗净我全罪孽’ 这一句话，我真快乐，好像

神对我说：耶稣已经洗净我的全部罪孽了。……我是关在房间里信了主耶

稣的，我实在是在那一天得救的。”〈28〉

9月，李渊如辞学监职，入教会学校明德女校服事。12月她在教堂接

受洗礼。她自述受洗之后，灵性渐落，又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思想摇摆不定：

“我受洗以后，对于祈祷查经礼拜等事，起初很是热心，岂知四五个

月后，虽有形式的仪文，却少心灵的诚意，为许多事思虑烦扰，给魔鬼留

了地步。后因青岛问题发生，爱国潮流，激动全国，不觉受了外界种种刺激，

更改变平日为信徒的态度。”〈29〉

1919年秋，她仍在明德服务，但注重学问而轻忽灵命。这时她大病一场，

数月之久卧床不起。

“当病重的时候，不免愁苦悲酸。感谢主，他使我在此时得明白他的

旨意与教训了。有一首赞美诗，大大激动我，就是：‘主若今日，接我灵魂，

我能坦然见他否……未领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府？’ 扪心自问，

情至不堪……又想到林前三章十三节……我就心里难过，我的工程是什么，

我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么？……病中不能看书，床头但有圣经一册，

就靠着这纯净的灵奶，滋养我的灵性……得了主潜移默化的恩典，铲除我

好高骛远的心，叫我知道卑微顺服，洗净我信仰不纯的心，叫我知道真道

永存，并且叫我知道主再来是极大的喜乐与盼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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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如在病中灵性得着复兴，也蒙召以祈祷传道为事。1920年 3月，

她离开明德女校，放下教职，与长老会教士黎美璞（Mabel L. Lee）同工。〈31〉 

1921年李渊如受贾玉铭之邀，任《灵光报》编辑。

李渊如早在 1919年，就听闻了王载夫妇的见证。到 1920年，终于在

南京见到王载。1922年 3月，王载去南京领复兴会，他的见证由汪佩真记

录，登在《灵光报》上。〈32〉 李渊如与倪柝声只有文字之交，从未谋面，直

到 1923年在福州才第一次相见。

三、倪柝声

倪柝声得救和蒙召的见证，主要参考《讲经记录》中“往事的述说”

以及魏光禧《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分别讲于 1932年 12月和

1936年 10月，因其见证为人熟知，在此仅作简单勾画。

倪柝声是第三代基督徒，祖父是福州美部会按立的铺前顶救主堂牧

师。〈33〉 父亲多年在海关任职，辛亥革命后曾任闽海关委员，也曾担任福州

青年会董事和基督教福建孤儿院董事，母亲热衷社会活动，但父母都是美

以美会有名无实的教友。倪柝声 1916年入三一学校英文部（旧称圣马可书

院）学习，他虽然随父母挂名在美以美会，但并未得救。

1920年 4月，余慈度到福州领复兴会，倪母重生得救使倪柝声大受震

动，亲自去听余慈度讲道，结果也得救了。得救之后，倪柝声在家中的查

经班受教导，凡事要以圣经为准。他在圣经中看见受浸的实行，便于 1921

年 3月 28日去和受恩（M. E. Barber，1866—1930）处受浸，之后又与

王载夫妇按照圣经实行擘饼。后来他又看到宗派不合圣经，便与父母脱离

美以美会。此外，他也在属灵生命上得到和受恩和刘教士（E. R. Groves）

帮助，学习认罪、祷告、与主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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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2月，他经过痛苦挣扎，最终顺服，放下他所爱的人，将自

己完全奉献。从此，他的生活改变，脱下心爱华袍，穿上简朴长衫，在学

校作见证，带多人信主。

“到第二个礼拜就开始有人得救了……我本来是很讲究服装的，我穿

有红点的绸缎长袍，那一天我就脱下讲究的衣履，而穿上老旧俭朴的衣履。

我跑到厨房里，煮浆糊，拿了一大束的福音标语到街上张贴墙上，并分发

福音单张；这在那时的福建福州，尚是首创之举。”〈34〉

当时王载受邀去各处领复兴会，1922年 3月他正在南京，否则在福

州街头将会看到一个摇铃先生，一个贴标语学生奔走传福音的奇景。一班

年轻人在王载仓山子园的家开始聚会，主要是三一学校的学生。王峙回忆道：

“在子园每主日亦开始聚会，人数不多，先兄讲道，倪弟兄与我担任

请人来参加。先兄如出外领会，倪弟兄就讲道，我就负责邀人，邀来的人

多是我们三一学校的同学。”〈35〉

1922年秋冬，王载去长江各省佈道，10月在湖南湖北，11月在安徽

芜湖，之后又到上海，倪柝声负责子园聚会的讲道，王峙邀同学。1922年

底，得救的人多了，倪柝声有负担办一份《复兴报》，文章大多译自宾路易

师母的《得胜报》。这期间倪柝声自己的文字，刊登在《圣经报》上有“重

生精义”和“今日的讲台”。〈36〉 他在文中对新神学和社会福音提出严厉批评。

他在见证中提到，当时中国各地不约而同兴起一班年轻人传讲恩典的福音。

“当 1921年，主的工作在中国数地开始兴起时……一般基督徒在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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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真理的认识不够深，亦不够丰富；但对恩典的福音却比较有清楚的认识，

因为那时王明道先生在德州，汪佩真、李渊如两位小姐在南京，我和一班

的同工在福州，都对恩典的福音传得相当的清楚。”〈37〉

他发表在《灵光报》上的“我之灵程”，以经文讲述自己的属灵经历，

必定给编辑李渊如留下了深刻印象。〈38〉

以下我们详述福州复兴的过程。虽有王峙和倪柝声的见证，但所述并

不完全吻合，幸得李渊如 1923年在《灵光报》上文章“灵工中的灵历”，

左起为倪柝声和王峙（1922 年 5 月 7 日）。
图片来自王峙编，《王载见证录》，台北 ：中信印务部，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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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述她去福州领复兴会过程，我们得以将此历史准确呈现出来。福州复兴

始于子园，兴于三一学校，归于十二间排聚会。李渊如福州行程及子园聚

会时间如下：

1月 30号李渊如到福州

1月 31号祈祷预备

2月 1-3号在女职员修养会讲道

2月 4号主日正式开始在子园复兴佈道

2月 4-6号讲道四次，景况平平

2月 7-10号复兴开始，每日两次祈祷，两次佈道

2月 11号离闽，返沪前到马江拜访和受恩，复兴继续

四、缘起与行程

福州复兴会的缘起，众说纷纭。按李渊如记，她早在 1922年 5月就

收到福州的邀请，但一直到年底才决定赴会。

“当 1922年 5月，福州有一团爱主信徒，来信邀我前往，以期彼此获

灵性之益。彼时以未得主指示未果行。然于祈祷时，则无日或忘也。至圣

诞节时，知已蒙主应许，乃有 1923年 1月下旬到福州之决定。”〈39〉

据倪柝声回忆，是潘少容和倪母林和平发出邀请：

“王载弟兄有意请李渊如姊妹到福州开一个会。我起先想，何必这么

远请她来呢。后来，到底由王师母和家母请她来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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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邀请李渊如来福州领会是提早计划好的。事实上，李渊如

与福州交通甚密，此前《灵光报》不仅有王峙、王载、潘少容、倪柝声等

人的见证，还有王载的文章。从李渊如发表的文章也可看出，她极注重祈

祷和复兴的工作。〈41〉 在记录王载南京复兴会的见证中，她特别提出复兴不

同于一般所谓奋兴，不在用猛力，乃在乎倚靠圣灵。

“记者不欢喜说奋兴，因为奋兴仿佛是一时用猛剂治人灵性疾病，复

兴乃是倚靠圣灵的大能，叫人灵性苏醒呢。”〈42〉

她一直在学此功课，甚至一路上的经历，都是如此。从南京去福州，

必须从上海坐船。李渊如于 1月 20日与金陵女子神学院教师、宣道会教士

班马利（M. F. Parmenter）同车赴沪，班教士也去福州领退休会。在沪

上，李渊如因等候船期，耽搁一周之久，期间学习忍耐等候功课。27日晚，

终于登上海晏轮，这是李渊如初次航海，她一路读经祷告，平安度过两日。

30号早晨，船到马江口。

“海行二日，读圣经外，即阅慕翟戴德生诸名人传，得益不少。初次航海，

颇畏晕呕，乃切切求主之保护，同舱之女仆小儿，都曾呕吐，我独无恙，岂

非主恩乎？ 29日午后五时，船已抵马江口外，以候潮。翌晨七时始入口。”〈43〉

五、到福州，复兴会前

李渊如到马江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也不知何人来接。她曾电

报通知福州，但未收回电，事后才知电报因地址不对被退回，借此她学了

信心的功课。最后来接她的，是她认识的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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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抵马江内岸，须易小火轮至福州，亦有乘舢板船去者。此时两耳

所闻者多闽语……已有多人下舢板，而接我者仍迟迟未至……此时似已立

绝望中，然仍信必有人来接，以曾托人拍电通知也。惟思某也有翻译事，

某也有家务，某也从未谋面，是都不能来接。忽忆及泊马江海容军舰中有

信徒王某，必此人来接。因求主使我易识其面，且使彼一来，即彼此相见……

乃不住的求主。赞美主耶稣！他行了奇事。当我于无意间，支百叶窗门，

举目向外一望，适有一小火轮行将靠近我所立处，船头立一人，即信徒王

某来接我者。”〈44〉

李渊如到王载家后，见到福州诸位，觉得他们灵性都高过自己，她只

有祷告求主赐能力。

“乘小火轮至福州，为时约二小时……船既靠岸，主已预备一人为我

搬行李，遂同至仓前山子园……所见诸位信徒，灵性程度，都高于我，自

忖灵性幼稚软弱，此来何益于人？……我此时虽有软弱，但有一法，可慰

此心，即祈祷主，靠主赐我能力，胆又为之一壮矣。”〈45〉

次日与众人早祷，颇有火热复兴迹象，但晚祷时，却只有三人，各人

或有事，或忽患重病，祷告会一变而成温热，李渊如也觉受压。

子园复兴会开始前，李渊如受班教士之邀，到女职员休养会讲道三天。

她第一天讲道觉枯涩无力，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神要借此炼净她。

“二月二三两日，仍在女职员修养会讲道……常念及此来工作若失败，

影响于复兴环同人者必不少，是不惟无益，而又害之，能不令我惴惴？感

谢主！使我在此期间，十分明白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长，虽然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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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安慰更多，与主交谈益密，深信主于此时，熬炼我，除去我之渣滓，

修理我，使我能以干净。”〈46〉

有了这些铺垫，子园复兴会 2月 4号正式开始。

六、子园复兴会，福州复兴的起头

倪柝声回忆，当时聚会的地方在子园的亭子里，设施相当简陋：

“1923 年 1 月，李小姐到了福州，我们就预备开会佈道。我们每主日

本来是在王弟兄家的客堂聚会。现在要开会，没有地方，没有凳子，又怕

没有人来。我们就这样作：在王弟兄家一个亭子里聚会，现凑些凳子，到

附近的地方请些人来。”〈47〉

每天早上，王载倪柝声等几人在仓前山街道遊行传福音：

“每日上午八时，有几位弟兄执旗摇钤，遊行分散劝世文于附近四处，

在不信者，必目之为有神经病，在我则深佩彼等之不以福音为耻也。”〈48〉

李渊如事先预备了讲题，她讲道时，有一人在祈祷室内专一祈祷。头

三天李渊如讲道四次，景况平平。6号午饭时，忽有一题目反复出现在李

渊如心里，即“现在是拯救的日子”，这并非她原定的讲题。晚上祷告后，

她还是就此题目作了一些查考备用。但次日早晨，气氛就转变了。

“2月 7日晨六时，同工者团聚祈祷，有如开始第一日，感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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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开通了我等灵耳，复兴了我等心意，都受了一位圣灵的感动，奉了一

位圣灵的分派，如某也主席，某也招待，某也请客，某也专心祈祷，并吩

咐我当讲昨夜所预备之题，且有一种多人起立认主的预兆……至九时许，

不但素日聚会之处，座已满人，即相连之旁屋，亦已满人。此日工作……

果使我等唱得胜歌也！一连四日，每日有两次祈祷会，两次佈道会。”〈49〉

如此持续到 10号，因南京农历新年有佈道会，李渊如不能久留，乃

于 2月 11号晨离去。

“我离闽后，此复兴还继续工作，直至 2月 25日。据最近报告，每主

日约有二百余人听道，有十九位预备受浸礼……余居闽凡十二日，真复兴

之工作，仅有四日，且此四日，不过复兴之初步耳，真效果则由以后继续

之十余日得之。”〈50〉

七、三一学校的复兴

李渊如离开时，复兴才刚刚开始，倪柝声本想请和受恩来带领，但和

受恩未答应，王载又生病，于是就写信叫已放假回家的同学陆忠信和缪受

训回来，聚会就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本来顶盼望在阴历正月初作点工，但是，李小姐因南京有工作，

必须就离开福州。我们只好送她动身。我本来去请在马江的和教士来帮忙，

但是……她不能来。我同王弟兄商量，会到底停不停。王弟兄那时伤风，

我又把已经放假回家陆忠信弟兄、缪受训弟兄用快信请来了。我们只好定

规继续下去。”〈51〉



952023 夏

缪受训见证，他新年刚过，就收到倪柝声寄来的明信片，要他马上赶

回福州。他一回来，就看见圣灵奇妙的工作，许多人悔改得救，复兴一直

持续到春天。

“寒假我返回家乡过年。新年刚过，我突然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

着‘特急’，要我马上前往福州。我到了以后大吃一惊，看见一群男女学生（大

部分都是我的同学）真实向神悔改，信入了主耶稣，他们成了在基督里的

新人，天天聚在一处，然后出去露天传道。他们向主的心就像一团火。这

一神奇的光景，使我深受触动，心里也烧起来了。这次奇妙的复兴从旧历

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春天，这在福州城是前所未有的，真是主眷顾了他

的百姓。”〈52〉

王峙也见证当时许多青年人如火炬，汇成大火，气氛热烈和谐，见证

新鲜有力。

“李姊妹不久回南京，继着，有王连俊弟兄来福州……见福州那时的

工作，正如圣火焚烧，蔓延迅速，遂亦决心参加……于是在福州子园讲道

有三人，即先兄，倪柝声弟兄与王连俊弟兄。在这样温暖的气氛，和热烈

而和谐的情绪中，新鲜而有力的见证，配合神奇妙大能的彰显，许许多多

之青年学生的心灵，被点起生命的圣火，为一枝一枝火炬，集合而成一相

当大的十字军。”〈53〉

这次复兴的主要表现，就是以倪柝声为首三一学校学生的复兴，这群

年轻人包括陆忠信、缪绍训、王峙等人。倪柝声回忆说，他们天天游行，

请人来听福音。亭子满了人，厨房也满了人，客厅也坐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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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人的法子，颇有效力。我们弟兄们每人在胸前背后挂上白布。

前面写的是‘你要死’，后面写的是‘信耶稣得救’。还有其他类似的单句。

手里拿着旗子，口里唱着诗，这样游行各处。看见的人真希奇。就是这样

就把许多人带到聚会的地方来了。天天都是这样游行，天天都有人来听福音。

在亭子的外面，在厨房里，在客堂里，都坐满了人。” 〈54〉

聚会用的凳子租期到了，众人就自带凳子来聚会。那一天，仓前山都

是搬凳子的人，这是怎样的情景。

“我们租了些凳子聚会……现在日子满了，钱也没有了，聚会停止不

停止呢？……我就报告说，以后凡是要来聚会的，都要自己带凳子来。这

一天下午，整山（仓前山）只见人搬凳子。年老的也有，年轻的也有，男

学生也有，女学生也有。警察见了，都有点希奇……这样每天三次聚会，

都是各人自己带凳子。”〈55〉

王峙也说，当时三一学生用午休时间祷告，放学后开佈道会，主日去

周围乡村传道，暑假时到处分发福音单张，张贴福音广告，在各处写福音

标语，并且无论何时何地，身披福音布罩，随走随传，晚上则在街头露天

佈道。

“当时这班的青年信徒，心情非常热烈，学校中午停课吃午餐，至下午

再上课，中间约有半点钟的时间，必会集在学校之大礼拜堂中祈祷，每天

午后散课后，便开布道会，邀请同学听道，主日下午则相率到福州近郊乡

村布道，暑假时则到处分送福音单张，张贴福音广告，又在许多墙壁上用

油漆写各种福音标语，晚间则到大街头聚众听讲，大声疾呼，唤人从速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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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但有团体之布道，还有个人之布道，我们备有福音布，上写福音

经文，每逢出外，无论做事，造访，买物，常披在背上，作福音之活广告，

在路上遇着迎面而来的人，也常喊一声标语，如‘信耶稣得救’ 或‘信耶稣

上天堂’等等，人视为痴狂可笑，但这样行动，若非主爱所感动，谁能做到！”〈56〉

缪受训也见证，三一学生中福音的火一直继续到暑假。

“那时弟兄们都极其火热的传福音。每天放学后，我们请同学来晚上

的福音聚会听福音。暑假期间，我们每晚在大街小巷开露天聚会，请大群

人来听福音，还在南城墙上张帖福音广告。

有一次我们出外到一个村子，借他们的教堂来住宿。我们自己煮饭，

自己洗衣，拖地，并且特别分一间房间作祷告室，两三班轮流，昼夜‘不

住祷告’。晚饭后我们结队出去，请村民来听福音。这些都是倪弟兄来安排的。

在回到三一学校后，我们每天有两次祷告会，一次在午饭后，另一次

在就寝前。主日下午我们就出到邻近乡村去传福音。倪弟兄在学校是带领者，

他除了每周讲道，也在暑假的特会里讲道，帮助那些有属灵追求的人。”〈57〉

整个三一学校属灵空气焕然一新，不仅多人得救，校园里也弥漫着祷

告和读经的气氛。倪柝声称之为一生中所见最大的复兴。

“我一生没有看见有一次复兴胜过那次复兴的！那次天天都有得救的

人。好像无论什么人，碰一碰就得救了。每天早起五点钟，我一到学校，

就看见无论在哪里，都有人拿着一本圣经在那里看。总有一百多人在那里

读经……我们的学校一共有八班，每班有正副班长各一人。顶希奇的，差

不多每一班的班长都得救了。所有出名的运动家也得救了。我们的校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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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所作的我都佩服，只是你们对圣公会的态度，是我所悲伤的。这是因

校长是圣公会的教友，我们却不肯属于宗派之下。

天天背着旗子游行的有六十几人。福州不过有十几万的人。我们天天

这样背旗游行，天天有几十人出去分单张，整个福州城都震动了。”〈58〉

三一学校校长来必翰（W.P.W. Williams，1877—1957）在 1923年

年报中说：

“今年在学生中发生了一场惊人的复兴，表现为学生们极其热切投入

查经和祷告，甚至多少忽略了正常的学习。他们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

是强调水浸。有十二位男生重新接受了水浸，其中七位已经是安立甘会常

规会员。另外还有五位也接受了水浸，总共有十七位。” 〈59〉

圣公会福州传道会 1923年年报中也特别提到三一学校的复兴：

“南台学校的学生中出现了一场复兴，一些男女学生自己组成福音队，

在假日外出佈道。学期中，他们有查经和祷告会。他们见证信仰的勇气和品行，

感动了许多人，从前冷淡的，现在都成了热忱的基督徒，我们实在为此感谢神。

只是可惜在浸礼的事上，他们受了罗星塔教士〈60〉的影响。有些已经受过点水

礼，甚至已被纳入教会的学生，又头脑发热重新接受了水浸。” 〈61〉

缪受训见证当时的光景是“在地如同在天”。

“那时弟兄们真是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见证新鲜而满有

能力，神的大能和神迹奇事也随着……从那时起，天天都有福音聚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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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班年轻人披着福音布，摇着铃，唱着诗，结队出去散发福音单张，请

人来听福音。我只能用‘在地如同在天’ 来描述当时欢乐的光景。”〈62〉

这一次复兴，得救的人有数百之多，仓前山子园已不敷使用，兼以子

园家主王载要搬去离福州十里的阳岐乡开荒佈道，于是众人开始寻找新的

聚会地方。

“旋因子园聚会地方太小，兼以先兄欲迁往离福州十里外之阳岐乡，

即名士严复的故里，住下开荒布道，子园之聚会遂移于十二间排继续举行。

十二间排乃何肃朝弟兄家之产业，愿以较低的房租租给我们。”〈63〉

何肃朝也是三一学校学生，比倪柝声低一级。聚会移到十二间排后，

主要由倪柝声和王连俊负责。

“1923年头，有四五百人得救，在那里有了复兴。关于我与王载的工作，

我专管福州及文字；王载则对外。”〈64〉

八、十二间排聚会

倪柝声回忆，福州复兴后在十二间排开始聚会，这可说是基督徒聚会

处的开始。

“聚会差不多聚了一个月。我们中间就有一班少年的弟兄说，从今以

后，该有一聚会的地方。那时我们缺乏钱，租房子有点作不到。我回到学

校里去……和陆忠信弟兄、缪受训弟兄、王畏三弟兄等商量，我们看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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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对学生的工作。我第一次去租何姓的房子。这家里的人都得了救。他们说，

只认定租给我，每月房租是九元。我回去和几位弟兄一同祷告，求神给我

们钱，因为一进去，就要出三个月的房租。

我每礼拜六，都要到马江去听和教士个人讲道。我去了，她就对我说，

‘在这里有二十七元，是一位朋友叫我送给你们为作工之用。’ ……我一回去，

就很大方的先交三个月。后来又是祷告主，主又有了供给。这是在福州作

工的起头。”〈65〉

提到何家，还有一段故事。据李渊如见证，她在上海因等候商船赴闽，

不得不耽搁一周，期间结识一闽籍何小姐，对家人得救甚有负担。李渊如

到闽之后，遂邀请何家来听道，结果何家在此复兴中蒙主大恩。

“在此数日之内，得识一福州籍何守瑛小姐，彼知我将赴闽，乃以其

家人灵魂事相托，此事诚与他日福州之工作至有关焉。

余来闽后，颇记念何守瑛小姐之家人，但无暇往访。谢主恩！当开会

之前夕，何之姊妹二人来询余，曾为其乃姊带物来闽否。余因请彼等每日

来此听道。彼等勉强许可，及时果来，先是三四位来，至后竟有十三位逐

日来。据最近消息，何氏一家蒙主恩最深。”〈66〉

十二间排即何家的房产，何家遂乐意将十二间排低价租出，作为福州

第一处正式的聚会处。王峙记录最初聚会的光景：

“因为一排有十二间的屋子，所以名为十二间排。我们先租其中的一

间为会所，名为‘基督徒会堂’，后续租二间，三间。会所中只有没靠背的

椅条，上面一块木板，下面四条椅脚，可坐三人至五人，以供听众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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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一茶几为讲台……楼上供王连俊弟兄及过路的工人或弟兄住宿，除了

主日在此擘饼及传道之外，亦时常开特别聚会，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同工；

没有聚会之前，许多人聚集迫切祈祷，有时轮流整天祈祷；还有人列队出

去遊行，摇铃喊口号，引人进入会所；及开会，座无空席，唱诗时，无人

不唱，唱不合调，亦不管。”〈67〉

设施虽简陋，聚会虽无章程，但满有圣灵的同在，福音大有能力。王

峙回忆，甚至吸引了洋教士和从南洋慕名而来者。

“我记得有一位美以美会的女教员，才从美国来福州……因慕十二间

排的名字，随人来看看……大受感动，接受主耶稣为救主。

又有一位姓黄的姊妹，是马来亚怡保富翁媳妇，福州人，亲眼见其先

翁死时的痛苦，渴慕救恩的喜乐，于是向附近一间福音堂的西教士查考得

救之道……他无论如何反复传说，或解释福音的真理，都无法叫这位姊妹

明白救恩；正焦急的时候，听说福州十二间排的大复兴，就不惜买棹回乡，

寻找真理。第一次到会堂，一听就明白怎样可以成为得救的人，她的喜乐，

真难形容。”〈68〉

九、复兴的结果，蒙召事奉主

福州复兴中一批年轻人将自己完全奉献。他们蒙召过程惊人的相似，

即抛弃属世前途，不顾家人拦阻，不靠组织和人的接济，凭信而行。这一

批人后称“福州六君子”。王峙说：

“于 1923年及 1924年，缪绍训、陆忠信、王峙相继蒙召，出来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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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间排的工人，就增至六人，即王连俊，王载、陆忠信、倪柝声、缪绍训、

王峙（按年龄分先后）。”〈69〉

王载虽已蒙召献身传道，也被复兴烈火焚烧。缪受训在见证中提到他

见到王载把自己的海军文凭付之一炬，断了退路：

“那时天天聚会，上午受造就，下午传福音。神的同在笼罩我们，圣

灵的烈火炽热蔓延。一天我见王载弟兄，走到厨房，静悄悄地将几张白纸

投入火中。原来他是把他的三张海军毕业文凭付之一炬，以示一生矢志事主，

破釜沉舟，永不反顾。”〈70〉

王峙提到作海军军官的王连俊，在李渊如离开后随舰到福州，经历复

兴的火而辞职出海军，奉献传道。

“李姊妹不久回南京，继着，有王连俊弟兄来福州。他原是海军军官，

早已有意辞海军作传道，适他的军艇经过福州，特来探望先兄，见福州那

时的工作，正如圣火焚烧，蔓延迅速，遂亦决心参加。由我舅父代他写辞

职书，呈海军部，辞去艇上职务。”〈71〉

在下渡的福建孤儿院长大的陆忠信，身上寄托着寡母和家人的希望。

他不负众望，成绩优异，拿到奖学金，1923年毕业后即准备入读上海圣约

翰大学。但这次复兴，叫他不能不撇下前途来跟从主。倪柝声曾特别提到

他的见证。

“我有一位同学，是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他真聪明，他读书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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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一个教友，却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盼望是要学问深高，名誉卓著，

好赚大钱。到他毕业那年，有个教士要帮助他到美国留学，叫他先往上海

圣约翰大学读完所差的两年课程。学校里替他预备奖学金优待他。

但是他在前几个月得救了，并且听见神呼召他，要他专心事奉祂……

他真不愿意负神所给他的轭。他想逃脱。所以他就答应校长去升学。

一天我特意去找他……顶直的对他说，你拣选错的路……你到圣约翰

去会染了新神学的毒，怕你连根本的信仰都要推翻，你我不能同走一路了。

再见罢！

我去后，他在球场上走一趟，心里非常难过，没有平安。后来他到学

校礼堂里，跪下祷告……至终他知道神的旨意要顺服，就在神前面应许放

弃升学机会，出去传道。他这样顺服后，祷告完起来，心里非常平安，满

了喜乐。立刻去见校长，述说改变的情由，把奖学金辞掉，又把那西人助

他留学费也拒绝了，立时搬行李离校。他说，那一夜是他一生中最喜乐的

一夜。”〈72〉

福州复兴开始后，缪受训被从家乡召来，圣灵的火也烧到他身上，催

促他将一切奉献给主。缪受训家境贫寒，家人对他寄予厚望，但他也放弃

前途。1924年 4月 22日，他离开学校，去福州阳岐乡随王载学习事奉，

在乡下开荒佈道。〈73〉

“在 1923年那次的复兴会，主的灵在我里面作工，叫我奉献自己和一

切与主。那时正想顺服，而又踌躇……因为我顶怕做传道，从少时我就轻

看传道的人。我也曾决心永不做传道者……后来自己却想，无论怎样，总

要奉献，奉献是我所当行的，主即或叫我做传道，我也愿意。我就敬敬虔

虔的把我的灵，魂，体，和一生的光阴，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而告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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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乐意奉献给你，今后全是属你的。’

 我于 1923年 4月 2号，顺服主受浸礼于福州阳岐江滨；庄庄严严的

把旧人，世界，都掩埋了，而后怀着与主同活的盼望和信心从水里上来。

数月后，主要我传福音，专心服事他……便写信商之先父，先父以家

庭贫寒，亲友属望甚殷，断难赞同；以一面传道，一面谋生为助。我为此切祷，

后来主允所祈，使先父慨然许我。便于 1924年 4月 22日，离学校而出任

圣工。”〈74〉

王峙在广东海军学校求学，怀着建功立业的远大梦想。但事与愿违，

1921年底海军学校因经费困难停办，王峙返回福州，入三一学校英文部。

复兴临到，他的人生也改变了。1924年王峙从三一学校毕业，以第一名的

成绩可保送入圣约翰大学，但经过心中交战，最终在 8月 1号，决定放下

前途来跟从主。

“余于 1921年归主，1924年夏，毕业于三一学校。以升学之念甚切，

不敢祈祷以寻求主旨；因知主欲余传道，而余又不肯立即顺服也。交战良久，

终不得安。幸主胜我，乃于 8 月 1 日，应主圣召，献身与主，专心以祈祷

传道为事。”〈75〉

王峙的父亲作见证说：

“三儿王峙，又毕业于广东黄埔海军学校，旋就福州三一学校补习英文。

三一学校章例，凡毕业第一名者，以公费送往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而吾

三儿王峙谢之，愿随其兄为主作工。”〈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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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峙自己见证当时挣扎和顺服的过程：

“我因为成绩优异，可以免费升到大学。所以唯一的目标，就是继续

求学。父亲又要我到盐务局内干事，每月薪金很好。但主的旨意，是什么呢？

于是心中失了平安，到自己房中读经祷告。在跪下的时候，心内与上

帝辩驳说：‘神啊！读书不是罪，’ 但主却回复一个细声‘我不叫你读书！’

我心中非常明白，主要我作传道去，因为以前我已决意跟从主，将自己献主。

最后，我靠主得胜，立刻写信给校长，说明传道的志愿，不升学了。”〈77〉

至于倪柝声，就是三一学校复兴的领袖，在 1924年福建圣公传道会

的会议记录里提到他：

“这个学年有四位男生完成课业，拿到了毕业证书，其中三位要去圣

约翰大学继续深造，另一位，就是去年报告中提到学校复兴的领袖，他正

准备去海外读神学。”〈78〉

倪柝声在登于《灵光报》的“负架吟语”中提到，1922年就有人请他赴美，

就读于慕迪圣经学校，但主未许可，此后这一想法又数次令他心动。

“去年有机会至，请余赴美留学，读于穆迪圣经学校，投夙好也。因

主不许，故未果。（主旨最好。）今年七月间，与陆、缪二友同旅行，谈及

侪辈之在美国者，不觉心动。该晚见一美女教士，又请余赴美留学。”〈79〉

这是 1923年夏秋的事，但倪柝声已经定了心意，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就在他心动之时，他的祷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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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现在一切都是你的。你所要我的，我就去作。不要的，我

就不作。生是为你，死也为你。今手既已扶犁，安敢再回首一顾世间耶？

主啊！我仰望你，单单寻求你。”〈80〉

十、基督徒聚会处的肇始

基督徒聚会处创立的时间，普遍是从倪柝声与王载夫妇第一次擘饼算起。

那一次擘饼的经历，在倪柝声的记忆中非常深刻，但在他的回忆里，似乎并

未将此作为福州聚会处的开始，而是信徒顺服圣经的行为。1932年，因《通

问报》在教会新闻里称上海的聚会处为“小群”，倪柝声特别以“往事的述说”

为题，澄清聚会处的历史，其中他明确将福州工作的开始，定格在十二间排

聚会上。〈81〉若照此，福州基督徒聚会处创立时间应在 1923年 3月间。

前面提到，倪柝声得救之后，美以美会在倪家办一查经班。倪柝声在

此查经班中，受教导凡事要照圣经而行。1921年 3月，当他照圣经教导受

浸，将此事告诉牧师时，发现在关乎教会的真理上，人对圣经的顺服并不

绝对，因此定意不再依赖人的权威，而要自己好好读圣经。大约从此时起，

倪柝声开始在圣经中查考教会的真理，他看见一点亮光，例如教会只应包

括得救的人，圣经并无公会和牧师制度，聚会应照圣经原则进行，但他并

不完全清楚。

“就在这一年中，我到圣经里去查考些问题……圣经里是说，教会里

只有得救的人……圣经里没有美以美会，也没有长老会，或者什么别的

会……我也看见，牧师的制度是不合圣经的。更有一件事，就是聚会，应

当按着圣经的原则而行。这些事，在当初，我不过都只有一点的亮光……

看是有点看见了，不过还不大清楚。”〈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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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擘饼的问题来到倪柝声眼前，当时福州各公会的作法，一年大约

有四次领圣餐聚会，由牧师主领。倪柝声看到连未得救的人也去领圣餐，

他就避而不去。

若按照圣经实行擘饼，是否必须牧师主领？倪柝声经详细查考，认为

圣经无此规定。他将此看见告诉王载，不料王载竟不约而同有同样看见。

“有一个礼拜四下午的查经班完了，我就找我的朋友王载弟兄谈一谈。

我对他说……在公会里，有的明明不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人，我不能和他

们一同擘饼。但是，有一难题，他们说，非牧师不能擘饼……这个时候，

王弟兄就拉着我的手说，神所引导的，正是一样的……我祷告、查考的结

果，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受了按立的牧师才能擘饼。我听了，真是感谢主，

因为祂所引导的是一样的。”〈83〉

由此可见，倪柝声和王载是寻求按照圣经原则擘饼，并非以此为设立

教会之举，所以他们才遇到牧师主持的问题。清楚圣经原则后，他们就立

刻付诸实行。

“我们既看清楚了圣经里聚会的原则，我就说，拣日不如当日，就是

这一个主日起首擘饼罢……到了主日晚上……我们三人（王弟兄夫妇和我），

在一间小房子里，一同擘饼，一同喝杯了。”〈84〉

倪柝声回忆这一次擘饼，让他真正知道什么是敬拜，什么是记念主。

倪柝声从小对公会礼拜仪式司空见惯，或许因此他受到的冲击更为强烈。

“那天，天真是离地近！我们三人都不禁流泪了！那天才知道擘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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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主有什么意义……我们第一次才学习什么叫敬拜，什么叫记念主。我们

没有别的话可说，我们只有赞美，只有感恩！”〈85〉

倪柝声自己见证，他看见宗派问题是在第一次擘饼之后，〈86〉 所以第一

次擘饼时他仍属美以美会。这也指明这次擘饼的主要意义并非涉及教会行

政。倪柝声在一次谈话记录中，也提到记念主的擘饼可行，但如果涉及教会，

就要慎重。

“如果在一处作客，暂时居住，彼此聚集擘饼记念主，这是可以的。

但如果有接纳人时，这事就关系到教会职事（church ministry）的问题，

我们要小心，不要轻率行事。”〈87〉

王载则一直注重祈祷传道，作复兴的工作，对教会并无特别负担。有

文章提到，王载与倪柝声差不多同期脱离公会，〈88〉 所以第一次擘饼时，他

也仍属公会，这次擘饼也非建立教会，而是顺服圣经教导。王载在回忆中，

罕有提及基督徒聚会处时，也是以十二间排作为开端。

“……在仓前山十二间排租了房子，成立了‘基督徒聚会处’，有倪柝

声，舍弟王峙，小吕宋的缪绍训，星加坡的陆忠信，和台湾的王连俊等加入。

这成为中国一次极有力的福音运动的发源地。”〈89〉

由此可见，在王载心目中，十二间排的聚会更像是为福音而兴起的差

会，如宣道会。1924年王载接受宣道会教士伍约翰按立，似乎也印证此

观点。还有，租用十二间排起因是王载离福州去阳岐佈道，他的负担明显

不在教会方面。李少明先生认为，王载 1921年回到福州作工，已有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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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学思想，并开始擘饼聚会以创立基督徒聚会处，〈90〉 从上述史料来看恐

有值得商榷之处。

最后，从倪柝声和王峙等人的叙述可知，正式挂牌创立教会也是从

十二间排聚会开始。

福州复兴不靠大奋兴家，也不是靠讲员，而是一群青年人带进来的。

李渊如 1925年回顾福州复兴时，自认只作了开始的工夫，后续的工作才是

重点所在。

“1923 年冬，福州仓前山基督徒的复兴会，领会者只作了几日开始的

工夫；因有多位弟兄姊妹极热切虔诚的，不顾性命的继续作工，所以能直

到今日。”〈91〉

福州复兴场地简陋，聚会形态朴素，圣灵工作深刻真实。这些青年人

虽未受正规神学教育，但凭信心，顺服圣经，走出一条自传自养之路。他

们虽保持与西教士的属灵交通，但并不依附于任何差会或公会。倪柝声受

弟兄会运动影响，建立基督徒聚会处，在教会层面作出重要尝试。李渊如、

陆忠信和缪受训，后来都成为聚会处同工。王载受宣道会影响，创立华人

海外布道团。他们的风格和作工方式仍在影响今日的中国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港九培灵会网页 https://www.hkbibleconference.org/ses-

sion-message/view/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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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出版社，1983 年，第 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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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硕士论文，2002 年 7 月，第 20—24 页。



110 κόσμος  

〈4〉 参李少明，“对基督徒聚会处若干问题的考证和考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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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Josef Pieper, 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Dru (New York and Toronto: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3)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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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失落的“闲暇”传统
文 / 刘贺

引言

“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那么试问，在闲暇的时刻，

我们将何所作为？”〈1〉 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其西方政治学开山之作⸺�《政治

学》一书中所发出的问题。但以目前处境而言，要谈论这一主题似乎不合

时宜，我们每天忙于工作、服侍，何来闲暇时刻？事实上，即便有这样的

时刻，“闲暇”也成为了单纯的娱乐，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其著名的《娱

乐至死》一书中所预言的现实，即“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

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

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 现代人似乎把闲暇完全等同于玩

耍、娱乐和消遣，“闲暇”这一概念落入了与工作对立的状态之中。

基督徒似乎同样持类似的观点，笔者观察到很多在职场工作的基督徒

时常会抱怨自己无法兼顾工作、服侍以及家庭的需要，他们认为自己没有

闲暇时刻，即便有这样的时刻，他们也认为自己需要通过娱乐的方式来放松。

可问题的关键真是因为没有闲暇吗？我们对于闲暇的理解就仅限于一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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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间吗？闲暇和工作、学习难道是完全对立的吗？事实上，“闲暇”一词

原始的含义早已失落，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困境。那么我们该如何走出这

种困境呢？借用 C.S.路易斯的表达：“当我们迷路时，找到出路的最快方

法是先回家。”〈3〉 所以本文要回到起初，来察看“闲暇”一词在不同时代的

含义变迁，从而重新寻回失落的“闲暇”传统。

一、“闲暇”思想的历史演变

“闲暇”一词相对应的英文单词是“Leisure”，但该词来源于拉丁文

“licere”，意指“工作和职业以外获得许可的行为”。〈4〉 古希腊语中的“闲暇”

一词为 σχολη，根据罗念生、水建馥编著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σχολη

的中文释义为：

“a ：1.空闲时间、闲暇、悠闲；2.摆脱出来，停止；3.闲散，懒散。

b：1.悠闲的讨论，讲学；2.讲学的地方、学园、学校。其作为副词时，

表示悠闲地，从容不迫地，缓慢地。”

该词的拉丁文写法为“Schole”，并由此引申出英文“school”（学校）

和“scholar”(学者 )两个词语。〈5〉

当我们看到学校一词是由“闲暇”演变而来，这的确是一种莫大的讽

刺，因为今日的学校早已丧失了这一优良传统。故此本章将主要追溯“闲暇”

观念的原始含义及其演变，从而帮助理解该词的现代处境。主要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探究古希罗传统中的“闲暇”观念，其次是通过历代教父的观点来

探究基督教对“闲暇”观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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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罗传统中的“闲暇”思想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闲暇”观念起源于古希腊的传统，进入古罗马

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变，“闲暇”观念也得以演进。因此本节将分别从

这两个时期来探究“闲暇”观念，鉴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

治学》两部著作中对“闲暇”有相对系统的论述，本节的第一部分以讨论

亚里士多德的“闲暇”思想为主。第二部分则通过两位主要的古罗马思想

家⸺�西塞罗和塞内卡的学说来探究“闲暇”思想的演变。

1．古希腊时期——“闲暇”观念的起源

事实上，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没有直接给出“闲暇”的定

义，而是在讨论“何为善”、“何为幸福”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构建了“闲

暇”的内涵。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详细讨论什么

是“闲暇”，该词集中出现在其讨论幸福与沉思之间关系的时候，亚氏认为

幸福的关键在于沉思，并且给出六个理由，〈6〉 其中最后一条是“幸福还似

乎包含着闲暇，我们忙碌是为获得闲暇”。〈7〉 他接着说战争和政治都没有

闲暇，因为他们都指向某种其他目的，不是因其自身之缘故而被欲求。亚

氏认为“沉思，即严肃又除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并且有其本身的快乐。

所以，如果人可以获得的自足、闲暇、无劳顿以及享福祉的人的其他特性

都可在沉思之中找到，人的完善的幸福就在于此种活动。”〈8〉 在这里，我们

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把沉思等同于“闲暇”，因其是以自身为目的，是

一种自足的实现活动。也就是说，只有当人处于沉思的生活时，才是一种“闲

暇”，而不是我们现代语义通常所理解的“只有具备闲暇的时间，才有可能

进行沉思的活动。”

这种观点同样体现在其另一本著作《政治学》之中，“闲暇自有其内

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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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如果一生勤劳，他就永远不能体会这样的快乐。”〈9〉 在该书中亚里士多

德曾屡次表达人生具有勤劳和闲暇、战争与和平之分，同时其还把人类的

行为分为实用而必需的作为和达到善业（高贵）的作为，恰恰分别对应了

勤劳与战争以及闲暇与和平。〈10〉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勤劳与战争属于那种

实用而必需的作为，是一种实践理性，〈11〉 这和人类具体的生活事务相关；

闲暇与和平则是高贵的作为，对应沉思理性，这和人类对于本原事物的思

考相关。前者是获取后者的一种手段，因此城邦的公民必须更擅长闲暇与

和平的生活。因此“正好可以推论出其在《论灵魂》中的说法，即实践的

努斯以沉思的努斯为目的。也就是说，灵魂的沉思理性处于最高位置。”〈12〉 

所以亚氏所理解的“闲暇”并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固然我们在紧张而辛

苦的工作之后需要娱乐用来消除疲劳，〈13〉 也不是简单的指“空闲时间”，而

是某种“自由生活”、“非实用生活”，这种生活仅存在于真正的自由人之间，

因为真正的自由人不需要服从于生活必需品之需要，其所从事的活动是自

足的，仅仅是为了幸福而追求的。按照沈文钦博士的观点，真正的自由人

应该拥有闲暇，“不从事任何工匠的贱技是高尚的，因为不仰人鼻息的生活

才是自由人的生活”，他们是“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14〉 正是

基于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在设计教育方案时需要有某些课目专以教授

和学习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因此他特别列入了音乐，〈15〉 因为唯有音乐是

一门严格的既非必需也非实用的课程，即“适用于自由人的科学”。有学者

甚至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理想城邦中推行音乐教育，就是为了引导公

民们学会如何胜任闲暇，而闲暇时需要的德性乃是爱智慧，即哲学。因此，

音乐教育或许是为了把哲学迂回地送入城邦的一种手段。〈16〉

由此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笔下的“闲暇”并非一段需要在休闲中打

发的时间，与之相反，“闲暇”是一种哲学生活，其本身即是目的，是一种

在沉思中的幸福，是一种为最佳政制树立典范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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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罗马时期——“闲暇”观念的演变

古罗马时期〈17〉虽然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但是在后期越来

越显出不同于古希腊哲学的特质，即强调对个体的关注。如果说古希腊哲

学是以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那么进入古罗马时期，“哲学的范式则转移

为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伦理论证是所有哲学论证 (包括自然哲学、逻辑

哲学和形而上学等知识论证 ) 的目的并构成哲学探究的动力。与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传统以理论理性 (理论知识 ) 为目的指向

不同，希腊化哲学的伦理论证指向心灵的治疗，其目的是建立自我之道，

保持自我恬静不动心 , 不为外部事物驱动 ,不受恶的主宰。”〈18〉 因此，在古

罗马时期“闲暇”也关乎到如何实现个人的安宁幸福，这种从个体出发对

幸福生活的判断让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生活的

三种分类：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的生活，它们分别对应的人群为城

邦普通公民（不包含奴隶）、政治家和哲学家。〈19〉。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

的古希腊时期，闲暇的实现主要在于自由人所过的一种沉思的生活，这种

生活是为了构建理想的城邦，从而实现完全的幸福。但是到了古罗马时期，

因为个体性生存成为哲学性生活方式的新问题，“闲暇”也就变成了个体性

生存问题，〈20〉 因此其内涵也就与古希腊有所不同了。

这一变化也体现在语言的变迁中，在古罗马的通用语言拉丁文中，

用来表达“闲暇”一词的是 Otium，而这一词语才是整个现代西方闲暇

概念的核心来源，〈21〉 但其仅表示有“空闲时间”的意思，其反义词则为

Negotium，表示事务、商业和劳动。在此时期，闲暇有其外在目的，如体

育运动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以为投入战争做准备；澡堂、露天剧场和竞

技场都是了让广大民众受益而建造的。〈22〉 可见，“闲暇”所表达的意思不

再仅仅是沉思，而是包括了更多日常生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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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ium曾作为一个核心政治话题出现在西塞罗的著作中，其表达了私

人和公共两个方面的含义。在私人领域，一个人的空闲时间可能意味着休

闲和摆脱事务，但也可能意味着闲散和懒惰。在这方面，Otium从未享受

过 scholê在希腊文化中的大部分积极地位。罗马人事实上常对其产生怀疑，

并对它产生的诱惑保持警惕。甚至有观点认为，汉尼拔之所以在第二次布

匿战争中失利是因为他的军队驻扎在卡普亚的时候沉溺于 Otium，受到腐

蚀，从而失去战斗力。在其公共含义方面，Otium描述了一种没有内战威

胁的和平与安全状态。〈23〉 西塞罗更加关注的是如何为罗马共和国带来胜利

与和平，从而达到 Otium，以及其作为罗马政治家该如何利用他个人的闲

暇为公众服务，他称这种生活为“cum dignitate Otium，即有荣誉的政治

安宁。”〈24〉 西塞罗事实上把闲暇构想为一种静修，一种工作之后的休息，一

种更好地应对城邦生活所作的准备，这种准备是以哲学沉思为主要内容，

但是其最终仍然要回到为城邦服务的宗旨中。〈25〉 因此，西塞罗寻求闲暇并

不是因其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希望借助闲暇更好来为城邦服务。

塞内卡是晚期斯多亚学派的重要代表，早年积极投身政治事务，并且

从公元 49年开始担任未来皇帝尼禄的主要教育者和顾问，在尼禄登基之后，

甚至成为罗马的执政官。然而在公元 62年，塞内卡因政治斗争而选择隐退，

三年之后，尼禄怀疑他参与兵变的阴谋，赐塞内卡自尽。从其人生经历来

看，塞内卡应该深切体会到两种生活方式⸺�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的张力，

这也体现在其作品中。

在塞内卡早期的文章《论生命之短促》（De Breviate Vitae）中，其提

出最有效利用我们时间的方式是寻求以及践行“智慧”（sapientia）,这种

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 Otium，而其他生活方式⸺�无论是投身政治事务、

文学活动还是世俗的宴乐都应该被弃绝，但塞内卡却肯定了这篇文章的题

献人保利努斯所参与的“供粮官”政治生活。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保利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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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经历有可能是塞内卡的自述，已经反映出其对两种生活之间张力的洞

察。而在另一篇文章《论灵魂的宁静》（De Tranquillitate Animi）中，塞内

卡面对题献人塞瑞努斯提出的两难抉择⸺�是应该投身城邦政治生活还是

退隐过闲暇生活的问题上，虽然给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论证，但其仍然不认

同因为政治环境恶劣而立即退入闲暇生活。塞内卡认为有美德的人应该选

择逐渐淡出政治生活，即便被完全禁止，也应该在有限的范围内履行自己

的义务，最好的生活应该是“义务”与“闲暇”相结合的生活。在其关于

这一主题最重要的文章《论闲暇》（De Otio）中，塞内卡则极力呼吁读者

从各种实践事务中抽身而退，去过闲暇生活，这与斯多亚学派所倡导的“哲

人应该投身政治生活”并不冲突，他认为通过闲暇中的“沉思”可以培养

自身美德，从而可以帮助他人，沉思本身也就包含了行动。〈26〉 但有研究者

认为这部作品发表的时间约在公元 62年，如前文所说，这一时期正是塞内

卡从政治生活隐退之时，或许这也是《论闲暇》这篇文章产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无论西塞罗还是塞涅卡之所以呼喊哲人们应该去过“闲暇”

生活，主要是因为其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生活中遇到困难，因此闲暇事实上

成为了一种逃避的选择，而更多意味着停止工作，从而失去了其本身崇高

的地位。“闲暇”从以自身为目的，也即是其本身就包含幸福，变成了达成

幸福的一种途径，另外“闲暇”也开始被赋予一种负面的休闲涵义。

（二）基督教传统中的“闲暇”思想

古希腊时期，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把“闲暇”视为崇高的目的，

他们认为“闲暇”包含了沉思和德性的实践活动，借着“自由教育”可以

实现城邦的“闲暇”，从而最终达到幸福。到古罗马时期，“闲暇”已经不

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的，它开始具有更丰富的含义，虽仍然包含沉思和德

性的实践活动，但也包含了各样的娱乐活动。从罗马帝国晚期，即 3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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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归主之后，基督教的神学开始在罗马的思想和文化领域占主

导地位。但基督教并没有完全否认古希腊和罗马的传统文化，而是过滤和

吸收其精华部分，在其中“闲暇”传统就被上帝的圣道所更新。古希腊时

代在沉思中所寻找的至善不再是模糊不清的，而是指向三位一体的上帝。

同时这种更新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安息日传统，二是历代教父们一直在探

索的灵修神学传统，因此本节将分别从这两方面来论述。

1．安息日传统对“闲暇”的更新

“闲暇”如何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成为可能，并且能够证明其正当性？

约瑟夫·皮珀在其经典著作《闲暇：西方文化的基础》一书中给出了答案。

他认为“闲暇”的核心所在是“节日庆典活动”，因为只有在这种活动中，

三个概念性的元素：放松（relaxation）、不费力气（effortlessness）、“闲暇”

的地位高于单纯的“功能”作用，才能合而为一。节日庆典的意义就是以

“别于日常生活的方式去和这个世界共同体验一种和谐”，而要想找出这种

与世界处在最和谐状态的方式，则莫过于“赞美上帝”，即对这个世界创造

者的崇拜。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其中真正感受到一种真实的热烈节庆气

氛。”〈27〉

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样的“节日庆典”显然就是主日崇拜。在圣经中

上帝吩咐旧约的子民六日劳碌作工，七日的最后一日为安息日，守为圣日

（出 20:8―11），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使徒时代以来的教会以七日

的第一日（礼拜天）为圣日（徒 20:7），称为“主日”（启 1:10）。然而即

便身为基督徒，对于这一日的认识和理解也经常出现偏差，正如赫舍尔所

说：“我们领受了这一日的休闲和时间，却又失去了这日子的激励启发，对

这日子的由来及其所蕴含的深意一无所知”。〈28〉 甚至当罗马人发现犹太人

严格遵守安息日的律法时，他们的反应是轻蔑，认为这是犹太人懒惰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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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而当时作为犹太人代表的斐洛（Philo）在捍卫安息日时如此说道：“这

日子的目的，毋宁是要使人们从无休无止的劳动中获得放松，并借由一种

具有减轻劳累之效的规律计日系统，来恢复人们的体力，使人们可以在得

到更新后重新回工作岗位上。”〈29〉

尽管安息日可以达到这样的果效，但斐洛的这段描述并不是上帝将这

一日分别为圣的主要原因。在这里他似乎暗示了劳动是一种不幸，而这也

的确是很多基督徒的误解。在创世之初，上帝吩咐亚当“修理看守”（创

2:15）、给动物命名（创 2:19―20），这表明亚当在堕落之前并非整日闲懒

无所事事，而是从事有益的工作，所以工作本身并不是罪的后果。在亚当

堕落之后，工作与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一同伏在罪的咒诅之下了，我们

的工作就会产生“荆棘和蒺藜”（创 3:17―19），但工作本身并不是咒诅。

被救赎的人，在永世的荣耀中仍要工作。按照赫舍尔的观点，安息日非但

没有贬低工作，反倒将它提升到神圣的尊严。第七日不可工作的禁令，乃

是跟在“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之后，所以守安息日是命令，工作也

是命令。六日工作的责任，就像第七日不可工作的责任一样，皆是上帝与

人类立约的一部分。〈30〉 事实上，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已经把守安息日退化成

为了一项任务，他们为安息日订立了繁琐的禁忌，来实现安息日的不可做工。

但主耶稣的到来更新了安息日的内涵，“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

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可 2:27）。主耶稣基督想表明的

是安息日并不是说不可工作，基督徒在这一天看似也是忙碌的，牧师需要

讲道，同工需要服侍，但关键是在这一日经历神的喜乐⸺�停止自己的工作，

进入神的工作中，由此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了“闲暇”之中。当然，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这一天去工作（除非是那些必需和紧急的公共职务），因

为这一日的含义乃是“某些特定的日子或时间乃是专为上帝而保留。” 〈31〉

上帝设立安息日的主要意义乃是指向人生与历史的永恒问题，按照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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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道博士的观点：“每周借着守安息日，提醒我们人生有永恒的目标，人类

的历史将有终局，这世界将有末期，然后进入永远的安息。”〈32〉 由此可见，

安息日并非为工作日而设立，工作日反而是为安息日设立。安息日也不是

指向一个空间的场所，而是一个时间的圣所。安息日不是生活中的插曲，

而是生活的高峰。“在六日的生活中，我们被呼召要借着与空间之物打交道

来圣化时间，在安息日，我们被吩咐要在时间的中心通向圣洁。即使我们

的灵命枯竭，即使我们紧绷的喉咙吐不出任何祷词，安息日的安宁静谧依

然带领我们通往无尽的平安之境，并使我们开始意识到永恒的意义。”〈33〉

基督徒所持守的安息日的确可以称为“闲暇”，与古希腊文化相似的是，

它们均是以其自身为目的，只不过古希腊人认为通过“闲暇”可以寻求真理，

从而实现完美的幸福生活，而基督徒在安息日的崇拜是为传扬、颂赞上帝

的荣耀，以祂为乐，直到永远。基督教的传统中，幸福是与在敬拜中完全

地仰望上帝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的“荣福直观”（Beatific Vision），

其意味着因注视上帝而被祝福的幸福，它被托马斯·阿奎那理解为人类真

正的目标，不仅意味着今生的目标，也意味着最终的目标。〈34〉 正如皮珀所

说，“在崇拜活动中出现了一种工作世界不能领会的东西，一种给予，一种

不计较的付出”，其中不包含任何功利的因素，“只有在这节庆活动的时刻

里，闲暇的世界才能真正展开并得以全然付诸实现。”〈35〉

2. 默想传统对“闲暇”的更新

基督教所带来的更新除了上述的安息日传统之外，另一方面就是人们

对“闲暇”的认识从一种合乎德性的沉思生活，转变成了基督教在信仰基

础上对上帝的虔诚“默想”，但并不只是包含沉思的生活（contemplative〈36〉），

也包含了行动的生活（Active）。〈37〉 早期基督教教义中有关“沉思生活”

的思想，正是从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念得到启发而建立起来的。〈38〉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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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节将借助四位不同时期的教父：尼撒的格里高利、奥古斯丁、格里高利

一世、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改教家的观点来梳理这一更新。

2.1 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生活在 335―395年，作

为卡帕多西亚三杰的一员，他为重申三位一体教义和最终否定阿里乌主

义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本身也以修道生活及此类著作闻名于世。同

时他也为解释“闲暇”这一古希罗的概念提供了新的范式。〈39〉 在他关

于主祷文的五篇演说中，他用世俗事务来指责“schole”一词的反义词

“ascholia”,〈40〉 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不是“schole”，

而是祷告。在其演说中，他以“人必须祷告”这一响亮的命令开始，他说：

“现在的会众需要的不是教导他们必须如何祷告，而是教导他们必须在所

有的情况下祷告。”对于格里高利来说，祷告是基督徒的责任，这样一来

“闲暇”对其来说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闲暇”从来不是一种责任。〈41〉 

换言之，“闲暇”的最高形式是去默想上帝的属性，并且在祷告中去回应

上帝，祷告就是基督教中的“闲暇”。格里高利本人也确实在践行这种生活，

在其妻子去世之后，他就开始过修道生活，虽然后来被迫成为尼西亚派

的主要领袖，以及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的神学顾问，但是他总是认为这令

他远离了默想的生活，从而将其视作一种障碍。而在确保尼西亚的事业

真正胜利之后，尼撒的格里高利重新过上了修道生活，最终，他去世的

日期和详情无人知晓。〈4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尼撒的格里高利为

代表的早期教父来说，并不存在所谓的“行动生活”，即便有，也只是一

种苦修的预备，对他们来说“闲暇”就是用来祷告和思想上帝。

2.2 大格里高利（Sanctus Gregorius PP. I）是第一位成为教皇（590―

604年在位）的修士。他本就出身于贵族家庭，担任过罗马城的总督，但

其担任此职位一年后便转向修道生活，并于 590年被迫成为罗马教皇。他

时常叹息自己被强行拉离沉思的生活，而在他的一生中，修道生活和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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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会领袖参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张力确实很明显。但他自己的情形使他合

理认为，那些担负教牧重任的人实际上是通过定期退入沉思生活而不断获

取力量的。〈43〉 其实格里高利看到了这两种生活之间的某种交替，他把行动

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比作圣经里的两个人物⸺�拉结和利亚，拉结是

“沉思”的生活，比较美；利亚是行动的生活，结的果子多。他认为：“灵

魂常常得益于从沉思的生活回到实践的生活，因而沉思生活激发了思想之

后，实践生活就完全可能变得更为完全。”〈44〉

但大格里高利所说的行动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指向教牧服侍，他所盼望

的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可以同时过修道式的生活，从而借此培养他们具备沉

思的德性。因此相比于尼撒的格里高利，大格里高利的确拓展了“行动生活”

的含义，因其包含了教牧活动，而不只是苦修预备。对他来说，“闲暇”的

确不仅是祷告，而且也包含了教牧服侍类的“行动生活”。

2.3 最初的西方修道院会规其实是由希波的奥古斯丁（354―430年）

制定的。早年的奥古斯丁才华横溢，放荡不羁，19岁时受西塞罗的《荷

尔顿西乌斯》（Hortensius）影响，引发他开始追求智慧和真理，随即接

受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信仰，后来受新柏拉图主义鼻祖普罗提诺之影响而

放弃摩尼教，最终在米兰主教安波罗修以及其母亲莫妮卡的影响下于 387

年在米兰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正如其在自传《忏悔录》中的开篇

之言：“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45〉 同样是在这本伟

大的著作中，奥古斯丁感叹自己读遍许多其他精彩的书籍，也看不到这

样的号召：“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

11:28）〈46〉 自此之后，奥古斯丁回到家乡北非开始过一种隐修生活，在他

看来，修士们已经成功地生活在永恒的团体之内，在那里，所有的人际关

系都由基督之爱的训导所规范。〈47〉 但奥古斯丁并不是想过沙漠修士极端

严格的生活，而是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没有不必要的安逸、全心进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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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研究和默想。〈48〉 直到 391年被迫成为希波城的牧师，奥古斯丁的生

活从“沉思”开始转变为“行动”，对于这两种生活，奥古斯丁在其晚年

的著作《上帝之城》中有所记载。在第十九卷，奥古斯丁记载了马库斯·瓦

罗对哲学派别的分类，〈49〉 以及抵达至善的三种生活：沉思的生活、行动

的生活、二者相结合的生活。〈50〉 但奥古斯丁并没有直接判断哪一种生活

更加完美，而是认为在没有损害信仰的前提下，基督徒可以过其中任何一

种生活，但也需要顾及到热爱真理和履行仁慈的义务。“因为没有人可以

过沉思的生活，以至于在沉思中根本不考虑他的邻人的利益，也没有人可

以过一种行动的生活，以至于感觉不到有沉思上帝的需要”。〈51〉

所以，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沉思”的生活并不是基督徒唯一的选择，

这种生活的确意味着为思想上帝提供了时间条件，同时因着对上帝的信

仰和热爱去学习知识和追求真理，但“沉思”生活也应考虑邻舍的利益；

而行动的生活应当是按照上帝的意志以及在爱的推动下去从事。奥古斯丁

从一位隐士到教士、再到主教的生平经历也正是体现了他在寻求的两种生

活：爱上帝即“沉思的生活”和爱人即“行动的生活”。事实上，相比于

尼撒的格里高利将“闲暇”仅视为“祷告”，大格里高利仅把教牧活动视

为“行动生活”，奥古斯丁扩展了“闲暇”的内涵，当“沉思的生活”和“行

动的生活”都是在上帝之爱的推动下去进行的时候，它们都属于“闲暇”。

2.4 托马斯·阿奎那继续借助格里高利一世曾经所说的圣经中利亚和

拉结（创 29），以及马大和马利亚（路 10）的例子，〈52〉 回应了亚里士多

德和奥古斯丁对生活的三分法，认为分成两种生活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

足够的。〈53〉

同时阿奎那还在其经典著作《神学大全》中对这两种生活进行了正

反详细的论证，〈54〉 他认为“沉思的生活”比“行动的生活”更好，〈55〉 而

且因着沉思是直接属于爱上帝的事，所以其更有功劳。不过阿奎那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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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人可能以行动生活的工作所立下的功劳，比以沉思生活的工作

所立下的更多；比如说，由于他的热切爱主之情，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

宁愿暂时忍受失去沉思上帝的甜蜜，这样去荣耀上帝。”〈56〉 在关于“行动

生活”会妨碍“沉思生活”的问题上，阿奎那同样给出了答案，从某种

角度来说，确实会妨碍，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从事外面的工作，而又专

心沉思上帝之事。但他同时借助格里高利一世的话来说明行动生活有时

可以帮助沉思：“那些愿意固守静思的堡垒者，必须先在战场上，用工作

的操练来考验自己，以便仔细知道，自己是否未曾损害过近人，自己是

否安心忍受了近人的侵害 ; 是否未因拥有暂世的财富而满心欢喜，是否

未因财物的丧失而过于悲伤。后来当他收心敛神，探究属于精神的东西时，

还要反身自问，是否没有拖带什么形体东西的踪影。如果偶然有所拖带，

是否曾用辨别是非的手，加以清除。”〈57〉

综上所述，阿奎那虽然认为沉思的生活更美好，甚至说“为了人类

社会能够更完美，我们当中需要有些人过“无用的”沉思生活。”〈58〉 但他

并没有否定“行动生活”，对于两种生活优先次序的问题，也没有给出确

定的答案，因为按照产生的次序，是从行动生活到沉思生活，可是按照

指导的路径，沉思生活指导行动生活。阿奎那赞同奥古斯丁的观点，即

当一个人从“沉思的生活”被召转向“行动的生活”时，不是以否定前

者的方式，而是以叠加后者的方式。“对真理的热爱而寻找神圣的闲暇，

而在爱的推动下，我们从事公义的事业”，也就是行动生活的工作。“如

果后一种责任没有落在我们肩上，我们就应当把我们的自由献给对真理

的沉思和探索。但若是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我们就要在爱的推动下加

以承担，但此时追求真理的快乐仍不应完全抛弃。如果这种快乐完全离

开我们，那么我们的责任就太沉重了。”〈59〉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以尼撒的格里高利为代表的初代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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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教父，通常把“闲暇”视为一种“沉思”或者祷告的生活，但奥古斯

丁、格里高利、阿奎那等教父扩展了“闲暇”的内涵，使其包含了两个层

面：“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而且后者在某些方面更有助于前者，

他们常以马大和马利亚两姐妹的故事来喻指行动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间的区

别。但实际上早期教会包括东正教会一向认为，马利亚和马大代表的是人

内在生命的两种倾向，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生活。〈60〉 但正如阿奎那所说：“任

何两者组成的东西之内，都是由一个占据优势。”〈61〉 中世纪修道院式基督

教〈62〉的天平完全向“沉思生活”倾斜了，罗马天主教会形成了以鄙视的眼

光来看待世界以及在其中营营役役的人，在他们看来，生活在日常世界中

被认为是一个次等的选择，真正的基督徒会离开世界，进入一所修道院的

属灵保障中。〈63〉

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家基于神学的考虑，则拒绝了这

种抽离世界的修道式运动，在麦格拉思看来主要是两方面的教义：一是改

教家们重新强调上帝创造和救赎的教义，世界虽然是堕落的，但并不邪恶，

“抛弃世界就是抛弃奇妙地创造它的上帝”，“委身于世界是活出基督徒救

赎教义的重要层面。”〈64〉 二是，改教家们重新发现基督徒“召命”（beruf）

的概念 ,这是对教会圣职的呼召，但现在也开始用于俗世的责任，这其实

与“信徒皆祭司”〈65〉的教义息息相关，改教家们否定了中世纪的圣俗二分

法，他们认为：“上帝并不关心要做的工作是否无足轻重，却注目于在工

作中服侍他的心灵。这是真的，即使每日工作是洗餐具或挤牛奶。”〈66〉 他

们由衷地肯定了工作在敬虔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自然的照料要如

同花园一般。

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改教家们认为理想的基督徒生活并不是离开世

界进入修道院沉思默想，相反，所有对建造公义社会有益处的工作都是

属灵的天职。改教家们虽然重视悔改、圣洁生活，以及服务邻舍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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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但是他们也强调，研读圣经、静心祷告等沉思的生活，不仅对在

修道院中静思默想的修士重要，事实上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必不可少的。

换言之，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情和工作情况，操练这两方面

的生活。〈67〉 基督徒通过行动生活想要达到的目标是通过遏制欲望〈68〉、爱

邻舍等行为，让神的恩典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功效来，但是要达到这

些目标必然需要沉思的操练。所以在行动的和沉思的灵命生活之间，并

没有绝对的分野，二者都需要有默想上的操练，两者的主要不同其实在

于各自朝向的目标不同，认信者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

指出：“通过诫命，主让遵行的人脱离罪性欲念的辖制；通过神圣的教义，

主把认识神的光赐给那些沉思默想的人。”〈69〉 也就是说，在灵修的“行

动生活”中，我们通过效法神的行动，心思意念集中于顺服基督的教导，

胜过那些拦阻我们顺服的思想欲念，从而我们可以更加爱神。而在“沉

思”默想生活中，则集中于基督信仰的教义，因为它们能照亮我们的心思，

让我们认识神，借此加添我们对神的爱，随之就是对邻舍的爱。

总结以上论述，基督教对于“闲暇”这一思想的更新主要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安息日传统作为一种“节日庆典”把人从工作世界中引开，

在崇拜的仪式中，灵魂经历与上帝的同在，从而处在“闲暇”的状态。另

一方面基督教的灵修神学传统事实上拓宽了“闲暇”的广度和深度，其不

仅仅是“沉思的生活”，即默想上帝的话语和属性，以及祷告的生活，也包

含了“行动的生活”。这种行动生活不仅包含传统上“修士的教导、传讲和

社会服务工作”，〈70〉 以及我们在生活中各样操练培养美德和爱邻舍的行为，

而且在改教家进一步的更新之后，也包含了普通信徒在日常世界中因着讨

上帝喜悦而去做普通工作的行为。



130 κόσμος  

二、何为“闲暇”？

在对“闲暇”思想的起源、演变以及基督教对其所作的更新有所了

解之后，本章试图对“闲暇”的内涵和特征做出总结。但在这之前，因

为现代语义变迁的缘故，人们常会把闲暇和懒惰等同，在认知方式上重

视理性，而忽视理智。所以，笔者首先要澄清与此相关的两组概念，即“闲

暇”与“懒惰”，以及“理性”（ratio）与“理智”（intellectus）之间的

区别。

（一）闲暇与懒惰

现代工作者或许认为闲暇是一种全然遥不可及的东西，甚至将其与无

所事事或者懒惰等同。但是中世纪时期对此的理解则全然相反：“人之所以

沦于懒惰或无所事事，正是由于缺少闲暇，没有能力获得闲暇；不眠不休

地为工作而工作，其真正导因不是别的理由，惟懒惰而已。”〈71〉

   “懒惰”一词在拉丁文里叫做 acedia，在天主教传统中被认为七

宗罪之一。事实上我们今日对于懒惰这个词语的理解与古人大为不同，

现代人常常用“懒散”（laziness）来定义“懒惰”（idleness），但是这并

未表达出懒惰的本质。多罗西·塞耶斯认为，懒惰是指单靠成本效益分

析来计算“于我何益”的人生。“无所信，无所爱，无所恨，无所追寻，

生无所求，仍旧活着的原因是因为死亦无所求。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只

是或许尚未意识到它也是重罪。”〈72〉 这也确实符合以古代的行为观念来看

懒惰的含义：人放弃了随着其自身尊严而来的责任，他不想成为上帝要

他成为的样子，也就是他不想成为自己本来的样子。克尔凯郭尔曾经说，

懒惰是“一种软弱的绝望”，意思就是“一个人绝望地不想做他自己。”〈73〉 

在《当灵修遇见神学》的作者迪亚伦看来，懒惰是“一种倒向绝望的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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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与冷漠状态”。约瑟夫·皮珀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懒惰是指人不肯和

他自己的存在相符，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一切努力活动背后，想脱离自己，

无法与自己认同，如同中世纪的说法，哀伤取代了活在他内心的神圣良

善位置，这种哀伤正是《圣经》上所说的“俗世的哀伤”(sadness of the 

world）。〈74〉 

我们也可以从 acedia这个字眼的反面意思来理解懒惰。事实上，它

的反面意思并不是我们现代人通常所理解的勤劳，而是一个人对他自己

存在的肯定，以及对整体世界、上帝和爱的默认，进而由此产生崭新不

同的行为。托马斯·阿奎那甚至把 acedia视为违反十诫中第四诫命〈75〉的

罪，他并非把懒惰视为工作的反面，而是将其理解为违背安息日的诫命

以及灵魂安息在上帝中。〈76〉 也就是说懒惰的人外在表现并不一定是无所

事事，与之相反，这类人通常十分活跃，他们狂热追逐自我需要、安逸

和利益。懒惰实际上是“空虚灵魂之罪”，“在世上它自诩为宽容，在地

狱它叫做绝望”。〈77〉

由此可见，闲暇和懒惰可以说泾渭分明。事实上，闲暇正是对懒惰

的否定，是它的反义词。闲暇并不是一种外在因素的结果，它不是某种

休闲时刻、周末或假期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灵魂的状态”。如约瑟夫·皮

珀所说：“我们对许多伟大的真知灼见的获得，往往正是处在闲暇之时。

在我们的灵魂静静开放的此时此刻，就在这短暂的片刻之中，我们掌握

了理解整个世界及其最深邃之本质的契机。这样的时刻稍纵即逝，这之

后如想重现寻回这个美妙时刻，恐怕有待付出努力的工作了。”〈78〉

（二）理性（ratio）与理智（intellectus）

中世纪时代把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理性（ratio），

另一种叫做理智（intellectus），一切的认知活动都无法离开此二者。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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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应着推理活动而有的名称，它沿袭的是希腊哲学的“逻各斯”（logos）

传统；理智是对应着理解活动而有的名称，它沿袭的是希腊哲学的“努斯”

（nous）传统。〈79〉 它们之间的区别如下表所示〈80〉：

Ratio 理性 Intellectus理智

Reaching hand 抓取的手 Open hand 敞开的手

Search、collect调查、收集 Gaze、Seeing凝视、注目

Abstract 摘要 Receive 接收

Refine 提炼 Ponder、Wonder 思考、惊奇

Conclude推论 Savor、Linger 欣赏、徘徊

Analysis、Classify分析、分类 Contemplate、Relish沉思、享受

理性指向的是一种推论性和逻辑性的思考能力，是一种主动的能

力，很多时候它需要付出努力才能获得。但理智是指向一种“简单观看”

（Simply Looking）的能力，真理就好比风景一般，展现在眼睛面前，一

览无遗，常与永恒中的“此时此刻”（always now）相比较。它是一种被

动的能力，或者说是接受性的，它是心灵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心灵思

考它所见到的事物，并非依赖于我们人性本身而存在，它是超越人性之

上而存在的。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如果说沉思生活是人类生活的

一种至高形式，那么，这种生活并不仅属人性，因为这已大大超越了人

性的范围。”〈81〉

理性（Ratio）的运行及其推论思考的过程正是一种艰难的工作，但

理智（intellectus）所执行的凝视和观看，则是一种“知性直观”的力量。

这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积极主动和被动领受的对立，事实上，二者中

一个可看成是劳累和压力，另一个则可看成是不劳累和轻松拥有。康德正

是对“知性直观”的观念感到怀疑，认为这并未让人花费任何代价，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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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期待能够从中得到知识，故此在哲学上，康德强调人只有通过劳动

才能获得财产。而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必然需要由认

知过程有否付出努力来决定吗？约瑟夫·皮珀在其《闲暇：文化的基础》

一书中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认知的最高形式的确需要努力的思考和充足的

准备才能达到，但这只是必要条件，认知的本质并非取决于努力和劳累，

也就是理性的推论和思考，而是在于能够掌握事物的本质并在其中发现真

理。“认知的最伟大形式往往是那种灵光乍现般的真知灼见，一种真正的默

观，这毋宁是一种馈赠，不必经过努力，而且亦无任何困难。”〈82〉 皮珀认为

当人过分强调努力的重要性时，就不会愿意去相信一切不经努力而得来的

东西，并认定他们所拥有的善良和美德一定是他们自己经过痛苦努力而得

来，所以他们也就无法接受基督教“借信称义”的教义，因为这仅需要“理

智”的工作，只需要伸开双手（open hand）来接受。

“闲暇”的获得正是需要“理智”的认知能力，因其是一种超出人性

的状况，是一种灵魂的状态。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并非依赖于极端的努力，

而是需要某种“引开”的行为。〈83〉 因此，若想获得“闲暇”，就需要借用“理

智”，去敞开双手，注目凝视，接受光照。

（三）“闲暇”之内涵

在对“闲暇”的思想进行溯源之后，以及对“闲暇”与“懒惰”，“理性”

与“理智”这两组概念有一定了解之后，本节将在此基础上试图总结“闲暇”

这一词语所涵盖的内容。

1、空闲时间

莫提默·艾德勒在其名著《大观念》中把人类的时间分为五部分，包

括睡觉、工作、玩乐、休闲和休息。这里的休息指向的就是基督教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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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传统，睡觉就是人类维持生命的一种静态生理活动，玩乐又可分为

娱乐（amusement）和消遣（recreation），娱乐只是单纯为了获得快感，

而消遣则是从疲倦中恢复体能，是一种有益的玩乐。工作则是一种生存需要，

是为了得到一定的报偿，是一种目的性的行为，是由我们义务去做的事情

组成的，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通常没有自由。他把休闲定义为：“人们可以在

道德、智力和精神上获得成长的所有那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人们能实现

人格的完善、履行其道德和政治义务。”〈84〉 也就是休闲是由我们希望得到自

我发展，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构成的。艾德勒认为休闲事实上类似于工作

和玩乐，介于两者之间，因为很多休闲活动比如阅读和思考是我们有道德

义务一定要做的，但是其又不像某些工作，而是像玩乐，因在其中我们还

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睡觉之外的时间都称为空闲时间，因为睡觉是

维持人生命的一种必要活动，这也是古希腊自由人所过的一种生活。但

是他们的空闲时间，按照前文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则是一种“闲暇”，主

要用来沉思，是自为目的；古罗马时期，闲暇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包

含了玩乐在其中；而基督教则有进一步的更新，闲暇指向了安息日传统

以及灵修神学传统，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们明确认为在工作中同

样可以享受与上帝的同在，并且极大扩展了“行动生活”的范围，于是

工作也可以成为“闲暇”。艾德勒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在你

的生活中，分不清工作日和休闲时间，几乎不存在界线，那么，你的工

作就接近休闲了。一旦工作和休闲密不可分，我的全部时间就都成了空

闲时间。”〈85〉 他也认为自己做一名教师是何等的幸运，因为他的工作完全

就是他的“闲暇”活动。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闲暇”的第一个内涵就是：空闲时间，但在经

过基督教对其进行更新之后，它不再像古希腊那样与工作（主要是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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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二元对立，而是包含适当状态和目标下的工作（即便是物质性

的工作），因为“闲暇并不在于时间的多少，而是关乎心灵的品质”，〈86〉 它

更加强调的是一种灵魂状态。

2、惊奇

“闲暇”通常始于惊奇，因为当人处于惊奇的状态时，就会有一种求

知的欲望，就会开始陷入沉思或一种闲暇的状态。托马斯·阿奎那在《神

学大全》一书中把惊奇定义为“一种求知的愿望”。〈87〉 如果惊奇伴有这

种对知识的欲求，则会引发一种惊悦。这也正是 C.S.路易斯一生不断经

历和追求的，即“一种没有获得满足的欲望，而这欲望本身却比任何欲

望的满足都更加让人心神往之。”〈88〉事实上，惊奇常和无知联系在一起，

通常当我们感受到惊奇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此物不理解或者尚未掌握，

但这种不理解并非意味放弃。按照约瑟夫·皮珀的观点，“人一旦感受到

了惊奇，一趟旅程便展开了，沿着惊奇不断向前摸索，他也许会中断片时，

会沉默不语，但他会持续前进探索。”“惊奇的感觉会挑起我们对这个世

界更深刻和更宽广的视野，大大超越我们日常生活习以为常观看事物的

角度。”〈89〉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开篇就明确地总结了这一点，他

意识到所有人都有一种诗性的求知冲动，并且这种体验被称之为“惊奇”，

它是学习的起点。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惊奇，所以人最初开始进行哲学思考；他们起初

对这些明显的困难感到好奇，然后一点一点地前进，在更大的问题上陈述

困难……一个困惑和惊奇的人会自感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热爱神

话诗歌的人也会热爱智慧，因为神话是由各种奇迹构成的 )……因为正如我

们说过的，所有人生来都对事物的本来面目感到好奇。”〈90〉

所以说，正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更为深层的一面，而不是被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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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在日常生活的需要中，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凝视这个世界令人惊奇的意

象，从而进入到一种“闲暇”的状态之中。但惊奇并不是需要一种“不寻

常的刺激”，而是要在这个看似寻常的世界中去发现不平凡之处，这就需要

“理智”的认知能力，借由对平凡事物的沉浸、享受和徘徊，引起惊奇，进

入“闲暇”。另外当闲暇是作为空闲时间之含义时，其反过来也为惊奇提供

了基础，因为当我们处于一种忙碌状态时，我们很难停下脚步去思考和观察，

也就不再有惊奇。

3、沉思

正如前文所述，从古希腊时期开始，“闲暇”所指向的就是一种

沉思的生活，对于基督徒来说，指向的是一种默想的生活。但沉思并

不是现代人所说的冥想，也不是一种哑然无声的状态。沉思所指向的

是所爱之物，没有爱就没有沉思（Without love there would be no 

contemplation）。〈91〉 实际上，沉思（contemplation）一词来源于希腊

语 theoria，指向的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纯然领受的姿态。约瑟夫·皮珀总

结了沉思的三个特征：第一，沉思的全部精力是用于揭示、澄清和彰显

已经看到的现实，其目标是真理，而不是其他。沉思是对现实的一种无

声感知（silent perception of reality）。第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沉

思不是 Ratio,而是 Intellectus。也就是说沉思不是思考推理，而是一种

注视和观察，是一种“简单直观”（Simple intuition）。第三，沉思伴随

着惊奇，在沉思中不可避免地闯入了对另一种无限深刻的、不可理解的、

永恒的无声召唤。〈92〉

综上，笔者试图总结何为“闲暇”。首先，进入“闲暇”需要借助空闲时间，

但如前文所述，“闲暇”和“懒惰”具有泾渭分明的区别，所以“闲暇”不

是无所事事，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而且在基督教的更新之后，神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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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时的崇拜，以及那些被称为“行动生活”的行为⸺�服侍甚至是世俗的

工作，这些表面看来并没有空闲时间，但在这过程中你的灵魂经历并感受

到上帝的同在，也可以被称为“闲暇”，因其所指向的是一种灵魂状态。其

次，进入“闲暇”实际上需要 “理智”的认识方式，它需要敞开双手去接

受（Receive），引发惊奇，进入沉思，渴望智慧，引向敬拜。最后，“闲暇”

在认识对象上指向的是真善美的事物，古希腊时代指向的是某种“至善”，

基督教更新之后指向的是在祷告、服侍、工作中经历三位一体的上帝之爱。

此外也包括那些优美的诗歌、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世界

等真善美之物。

三、结语

以上简要追溯了“闲暇”思想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起源和演进。在

古希腊的语境中，“闲暇”区别于“卑贱”的物质生产活动，它更多的指向

自由人所过的一种“沉思的生活”，并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寻求至善。在基督

教的更新之中，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但其明确指出了“闲暇”所经历的对

象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正是基于此，基督徒的祷告生活、服侍甚至是世俗

的工作都可以被称为“闲暇”。笔者也尝试总结何为“闲暇”，并简要区分

了两组在现代语境下易被误解的概念，即“闲暇”和“懒惰”的区别，以

及“理性（Ratio）”和“理智（Intellectus）”两种认知能力的异同，其中“理

智”的认知能力和“闲暇”息息相关，可以说，如果要重寻失落的“闲暇”

传统，必须要恢复“理智”的认知方式。

最后，笔者仍然需要澄清的是，很多时候这种“闲暇”会因着“人心

比万物都诡诈”的缘故，演变为一种“安逸”，如下表所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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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

积极 闲暇

Frantic work 疯狂的工作 Life of Ease 安逸的生活

Overwork 过度劳累 Idleness 怠惰

Master Life through Work and Study 
通过不断的工作和学习来掌控生活

Self-centered pleasure-seeking 
自我中心的寻欢作乐

Wealth, Achievement, Fame 
财富，成就和名声 Consumption消费主义

Rivalry, Greed 
竞争和贪婪

Love of pleasure, Sloth 
热爱娱乐，闲散

对“积极生活”的扭曲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工作和学习来掌控自己的生

活，从而获取财富和名声，这会导致一种竞争和贪婪。换句话说，他的生

活就失去了秩序，成为一种无序的爱，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征。但是

我们也能扭曲“沉思生活”，它可能变成一种安逸的生活。即只需要坐在那里，

以沉思为借口，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而不积极地做任何事情，不与

任何人或文本互动，这很有可能会导致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和消费主义的行

为，由此而逐渐演变成闲散和怠惰。

唯有在沉思的对象指向的是那位慈爱又公义的上帝时，我们才能脱离

各样的怠惰和安逸，进入“闲暇”之中，我们的爱与怕才会汇聚在一起形

成敬虔的生命。

（作者现为某主内学堂老师。本文改编自作者 2022年的基督教古典教

育硕士论文：《重寻失落的‘闲暇’传统，及其对古典教育的应用》[指导老师：

苏炳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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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Peter J. Leithart, Delivered From The Elements Of The Worl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6)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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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堕落现实的
奴役性“元素”（之一）：肉体

文 /戴永富

“这些 stoicheia（现实的元素）是物质、社会与属灵现实的积木式元件。

它们先于我们，超越我们，比我们更长久……（也）决定并塑造我们……

我们是生于这个已经奉它们若神明的世界上。”

——Walter Wink

一、堕落现实的威胁及其相应的人生哲学

正如神完成了创造大工后很满意地说“一切都很好”而进入他的安息

那样，人也要完成以智慧和爱心管理自然的使命，获得神的好评（“一切都

很好”）而进入创造者的安息（VanDrunen 2014, ch.1）。但始祖不忠于所

托而堕落；他们中了恶者的诱骗，既有非分的欲望，也怀疑神，觉得神威

胁自己的发展，因此为了保护和肯定自己而拒绝顺服。属灵争战从伊甸园

已经开始了，但第一轮的争战是以人的惨败告终。那么，正如耶稣以后所

说的，不遵守神的命令等于不愿留在神里面，故始祖这么做无异于离弃了

与神的相爱关系。离开了神，人无法完成君王和祭司的使命而堵截了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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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循环，使之无法畅通。人做不了自然的好管家后，自然也不能做人生

的好环境，因堕落的人倾向于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利用、破坏自然。人若

不能成为自然的好管家，他们也无法体现神自己的慈爱，并不能代表其他

受造物荣耀神；这样，他们便不能很好扮演祭司的角色了。自然不能成为

人生的好环境。人不但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本来已经朝着目的地的方向走

的受造物现在也倒退了：创造前那些代表虚空或缺乏神的同在的现象（空虚、

混沌、黑暗）侵蚀自然，地也出了荆棘和蒺藜（创 3:18）。所以日光之下，

万物都在呻吟（罗 8:22），而这呻吟所传达的信息是：“我不该这样存在！”

人无法从自己或受造物身上清楚看到神的荣耀之日，无非是人与自然

走向灭亡之时。受造物体现出神的荣耀，意味着他们彰显出那源于神的生

命与智慧，故当神的荣耀逐渐远离他们，维持自己存在的生命力与智慧也

越加脆弱了。受造物的生命本是从神那里借来的，故来自神的生命力是他

们得以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智慧是关系到神给受造物设计的发展条件，

所以不遵循神所定的发展之道，意味着受造物是过反本性或反自然的生存。

那么，神的荣耀所带来的生命与智慧，只在神与受造物的相爱关系中才能

被注入到受造物里面。相爱是成全创造工作的条件，因为通过那把神与受

造物联在一起的相爱，神的祝福才能充满受造物，使之能发挥其潜能而达

到其存在目的。但真正的相爱是以理性与意志为必要条件的，故没有理性

和意志的受造物无法进入与创造者的相爱里。如此，受造物只能透过有理

性和意志的人才能进到与神的相爱中。如同圣子一样，人在此扮演着创造

者与受造物的中保（也就是祭司职能的体现）；若无人，从创造者到受造物

的祝福管道和从受造物到造物主的赞美渠道都被切断了。只要神与人的相

爱关系尚未得到恢复，受造物仍在虚空和败坏的奴役之下（罗 8:19—20）：

它们的荣美转瞬即逝、破坏累累，而终于无法充分荣耀神。

 其实，神与人的相爱关系不但给自然分享恩惠，也给他人带来祝福。



1472023 夏

若所有人都与神享有相爱关系，每人将成为神祝福他人的管道。非但如此，

人与其创造者的相爱也给人自己带来祝福，因为人本性上无法与自己的存

在根基分家。所以，对于人，神是否存在不单单关系到现实中是否有更多

一个事物，乃是关涉到人的本性是否能够得以成全。人的本性是关系性的，

所以远离神无非是否定自己的本性。文革时，在严重的洗脑和怂恿下，很

多年青人愿意批斗和羞辱自己的父母。但这些孩子心理很矛盾，有些也自

杀了，因为父母及他们的大爱其实是自己的存在根基。攻击自己无辜的父

母就像否定自己似的。基督教神学一贯强调，人的本性与需求都见证着神

的存在。因此，不认识神，人也无法认识自己。照此，拒绝进入与神相爱

的关系中是反本性或反创造的，同时也是反生命的。

由此可见，堕落的后果是神与人隔绝、自然与人分裂、人与人（含自己）

不和。这一切不自然的矛盾形成了一个对人基本上不友善的现实。这种混

乱的现实（包括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与神所设计的创造秩序相悖。

先说自然。堕落前，神所设计的自然会满足人的理性、意志和身体的

需要，因而会帮助人成全其本性。故自然适合人居住，且给人带来幸福。再者，

由于人的本性之成全离不开人的管理使命的完成，说自然成全人性意味着

只要人充满智慧与爱心，自然是适于受人管理的。堕落后则不然。人造成

了自然的无数破坏，也令自然破坏人生。没有受祝福的自然也不能充分祝

福人。一方面，人对自然的管理沦为剥削，另一方面，本要受人管理的自

然成为支配人的主子。说自然支配人有两种含义：其一，由于人与神隔绝，

所以自然的诸多力量和现象带来痛苦和死亡；其二，人不能做好管家而破

坏自然，但最后，遭破坏的自然反而给人带来灾难。社会现实也差不多一样：

人间相爱沦为相互利用、彼此事奉的关系被弱肉强食取代、本要成为发展

人性的团契蜕化为扼杀潜能的囚牢，等等。堕落后的现实变成黑暗的深渊，

而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就好比从深渊里出来的各样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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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残局证明，忽略神所定的秩序是自我毁灭的行为。创造的秩序是

出于神的爱和智慧，非来自神强加于受造物的任意决定。如今，现实不会

很明显地彰显神的爱与智慧，因为它基本上拦阻了所有受造物成全他们的

本性而获得幸福。那么，堕落现实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是什么？这现实怎样

支配人？撒旦又如何利用现实来控制人而攻击教会？

二、何谓现实的元素？

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都认为，人生被现实中巨大的势力（自然定律、

社会规则、经济规律等等）支配。人的智慧是在于承认这一事实，并尽可

能利用这些势力维持生命，尽管哲学和宗教有关人最终能否战胜这些势力

持不同看法。无论如何，人生哲学无法与讲现实的态度分家，因为现实是

人生的大环境，它规定也限制了人的所有行为。因此，人一般不能忽视自

然定律或随意挑战社会习俗，否则会自讨苦吃甚至自取灭亡。

基本上，谈现实就得谈两件事：能力与规律。也就是说，对现实的最

基本的认识主要是对影响和约束人的能力与规律的认识。规律是能力的表

现；它对人生提供规范和限定。例如地球的引力是一种力量，而这力量在

人生中的表现或对人的支配之一是人不能不遵从的一系列规律（诸如不可

坠楼、小心走路等等）。这些规律构成人的行为范围，而人对引力的表面超

越（如飞行）并非对引力的对抗，而是对它及自然其他现象和定律的利用。

对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更要紧的是人的社会现实，但对它的认识也离不

开力量和规律这两种概念。

圣经（西 2:8；加 4:3）用于描述现实的力量和规律的词语很有意思，

但也很难被准确翻译。这词语的希腊文是 ta stoicheia tou kosmou。中文圣

经的“世上的小学”（和合本）或“世上的言论”（新译本）等翻译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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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正确。从语义的分析看，“stoicheion（stoicheia的单数词）与希腊文的

stoichos 有关……而 stoichos有‘排’ 或‘系列’ 的意义，所以 stoicheion是

指那在一排或系列里面被发现的事物”（Reid 1993a），故含有“最基本的

事物”的意义。本着这种基本意义，stoicheia后来有了这些含义：“构成宇

宙万物的要素”、“一个事物的基本成分”、“一门学科的基本原理”（Bauer 

et. al. 1979）。Stoicheia于是也含有最重要或最终极的事物的意思，因为一

个事物的“基本性”常常是指最能决定那个事物的一切的原因或条件。对

很多宗教和哲学，要知道现实的能力就务必明白现实最基本的成分，而它

们是人维持存在的决定性因素。

总而言之，新约里的 ta stoicheia tou kosmou似乎都离不开这三种含义：

“一、宗教信仰的基本原则或教义，如律法；二、宇宙的最基本元素，如土、水、

空气和火；三、现实里有位格的属灵存在，如邪灵、天使和星宿的神明”（Reid 

1993a, 229）。无论我们怎样定义，现实的元素“是强有力且不可或缺的……

它们是存在的根本条件。我们要么与他们合作，要么受它们的‘审判’”（Wink 

1986, 131）。笔者认为，对 ta stoicheia tou kosmou最合适的翻译是（被造）

现实的元素，〈1〉 即那种既构成宇宙又能决定人的命运的基本因素（Delling 

1977；也可以说是现实中决定自然和人间所有现象的要素）。我们会发现，

对现实的元素的这种定义可以涵盖 stoicheia的其他含义。

保罗书信中的“现实的元素”，有可能也是指星座或星座所代表的神明，

以及根据占星术推导出来的各种趋吉避凶的规律。占星术盛行于新约教会

的周遭文化（罗马、希腊、波斯等等），因为人对自己的未来和祸福总是感

到忧惧。当时人相信，星座决定人的命运，因为每个人的出生时日扮演着

她的生命的元素。你的命运是取决于你的“料”，也就是你的出生时间及其

所代表的星座。保罗的会友好像尚未完全脱离占星术的影响，对星宿决定

命运的力量还是感到惧怕（Arnold 1992, 52）。这么说，现实的元素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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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阴阳五行及与之相应的天干地支相似。中国古人相信，五行既

然关系到天地万物的本原，人命也受到它们的支配（如五行的相生相克或

人的出生时间对人的祸福的决定）。中国民间宗教也借此发展了生辰八字和

易经算命等推断吉凶的方法。科学时代的人对这类“迷信”还有不可告人

的兴趣，因为人在不确定的现实中很想预测将来，也要利用命运的规律给

自己带来益处。由此看来，更要紧的不是现实的元素本身，乃是从元素上

可以被推导出来并加以利用的一套规律。这就是为何 stoicheia tou kosmou

也可以被翻译为基本的教义（Osborne 2016, 69）或现实给人的最基本的

规律和原则。〈2〉

虽然类似占星术的现象目前颇为多见，但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最重要的

不是现实元素在某种文化中的个别实例，而是它对所有人，包括那些不信

占星术或无宗教信仰之人的神学意义。故我们要问的不是在我们的社会文

化中，有什么宗教实践类似于占星术或生辰八字，而是对来自不同文化和

信仰的人来说，有什么基本现实既构成人的身体与心灵又能决定人生的祸

福？我们会发现，堕落之后，起码有三种东西扮演着现实元素的角色而奴

役人类，即肉体、偶像崇拜和社会结构。这三个元素的背后有堕落的属灵

存在反叛神和危害人类的计谋。据此，所谓属灵争战，也就是关于神如何

通过基督挫败现实元素而解放人类脱离撒旦的统治。

三、现实元素的第一个含义：属肉体的人生哲学

1．尘土与肉体的神学涵义

由于被造现实已堕落而远离生命之泉，现实就濒临灭亡而越来越软弱。

保罗说，现实的元素是“软弱贫乏的”（加 4:9）。堕落后，一股虚空的力

量被人的罪释放了；若无神的恩典，它将以破竹之势吞没一切，使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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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倒退，直至回到空虚混沌的状态为止。

圣经用“尘土”、“地”等词来表达堕落现实的特性。在圣经中，地是

尘土的近义词（创 2:7，林前 15:47；Bauer et. al. 1979），所以它们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尘土可以说是构成人性也是会决定人的命运的现实元

素，因为圣经说，亚当及其后裔都是属于土的（林前 15:47）。由此，堕落

人生的支配性规律可以从尘土这一元素推导出来。当然，尘土或地在此并

非科学概念，也与中国的五行观不同，因为它是一个能解释所有人的基本

现实的神学概念。圣经说，神一开始用尘土创造人（创 2:7），所以尘土本

来是好的，也不能说人犯罪是因为神用以造人的质料低劣。但圣经说人来

自尘土，这很可能是为了表示人的有限性或脆弱性，以及人与其他受造物

的共同之处（即人的受造性）。这种理解并无贬义，因为它要强调的是人虽

是世上万物之最，但仍然是有限而绝对需要神的受造之物。也可以说，人

的受造性或有限性本身是好的，因为这些特性是人倚靠神、领受神的祝福

的原因或推动因素，也是人与神联合的出发点。始祖犯罪之后，“尘土”和

“地”等词便开始带有贬义。为何呢？其一，堕落后，人的一些软弱和遭遇

（死亡、劳累等等）是罪恶的惩罚，是人远离神的自然后果；其二，由于人

的罪性，尘土所代表的脆弱性和短暂性引起了人的不信和逃避自己的软弱

与受造性的态度。

由此，堕落后，“尘土”或“地”也是指人的短暂性与罪性（Lincoln 

2004, 126；创 3:19；腓 3:19；西 3:2,5）。换言之，尘土或土地现在都

可用于描写神对罪人的诅咒或惩罚（创 3:17；诗 90:3），而这惩罚的主要

表现是人的必死性（因为人远离了身为生命之源的神）和罪性（因为人与

圣洁之神隔绝）。因此，从圣经的启秘思想看，地代表了堕落秩序或充满

软弱与罪恶的领域（O’Brien 1982, 164），而天代表神自己的范围，也是

神在地上要实现的新秩序。起初，神与人在伊甸园同在，故天和地没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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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但人被驱逐离开伊甸后，地与天隔绝了。照此，神与黑暗势力的属灵

交战关系到天如何再与地合一，而《启示录》告诉我们，天堂到地上的降

临是这场宇宙性争战的胜利之结果。但神实现最终的胜利之前，地或土还

是代表人的短暂性和罪性，也是指“伊甸之外”，即缺乏神的同在的状态。

所以圣经说，代表罪人的亚当“出于地，乃属土”（林前 15:47），即处于

“伊甸之外”的亚当及其后裔的生活质量与方式，都是短暂而有罪的（Fee 

2014, 877）。

那么，在新约里，尤其在保罗书信中，属地和属天的对照等于属肉体

与属灵的对比（比较西 3:2与罗 8:5，西 3:5与罗 8:13；Pao 2012, 212）。

这样看来，地或尘土和肉体在神学涵义上相近，在功能上相同。“神用尘土

造人”与“肉体是人的质料”〈3〉 这两种说法相似。与尘土相同的是，堕落前，

由神自己创造的肉体是好的，而且肉体虽然代表人的有限性或受造性（赛

31:3），但肉体的有限性是人倚靠神、与神联合的出发点。堕落后，肉体就

开始有贬义了：肉体的有限性现在是人与神隔绝的后果（因为堕落后的肉

体有了一个新的特性，即必死性，林前 15:50），也是强调神与人的分离或

人脱离神的“资本”（代下 32:8；耶 17:5）。显然，堕落前，人的肉体是神

与人联合的一个条件，因为神的爱是倾向于把多元的存在联合在一起，但

堕落后，肉体变成了人与神隔绝的表现，因为人只想强调自己的主权，拒

绝与其造物主建立相爱关系。换言之，堕落前，肉体表现出人对神的需要，

而堕落后，肉体传达出人独立于神的倾向。这也是为何，像保罗和雅各在

加 5:19-23与雅 3:15-28所分别指出的，肉体的工作和地上的智慧总带来

分裂与混乱，而圣灵的果子和来自天上的智慧总是产生出合一与和平。

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构成和决定人性的基本现实是尘土或肉体。

堕落前，肉体是指倚靠神的有限性，但堕落后，它是代表与神隔绝的有限性。

但不管是堕落前还是堕落后，尘土和肉体这些概念已经超越了它们的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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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了。那么，说尘土与肉体扮演着现实元素的角色，意思是说远离了神

之后，人的现实的基本特征是短暂（故离不开死亡）、脆弱（故离不开痛苦）

和具有罪性。〈4〉 除了最后这一特征外，其他特征也能解释堕落后的万物的

性质（赛 51:6；罗 8:20-21；彼前 1:24）。总之，肉体所指的是远离神的

同在的堕落状态。所以，肉体也可以指以罪恶、撒旦和死亡为统治者的黑

暗“朝代”（Moo 1996, 489）。但问题是，肉体的脆弱性和短暂性怎么与

罪性连在一起？其实，如上所述，远离神的同在的受造物逐渐被空虚和混

乱侵蚀，故其表现为脆弱和死亡。不过，反之亦然，脆弱性和短暂性本身

也导致人犯罪，为何呢？

2．肉体的人生哲学

肉体可以指人的脆弱性和短暂性，也能指堕落的人生哲学。在堕落的

现实中，肉体的这两种含义难解难分。先谈肉体的脆弱性。人的肉身〈5〉很

柔软，所以人活着容易受伤，也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脆弱性所导致的就

是短暂性。借用释迦牟尼的话，肉体这一元素的定律是：凡有开头的都是

必有终止的，所以，人不管多努力或多有本事，到头来还是事与愿违。聪

明人和愚人、富人与穷人，甚至人和动物的最后遭遇是一样的：“大家都到

一个地方去，都出于尘土，也都归回尘土”（传 3:20）。这一切使人感到矛盾：

人们觉得，成全自己的本性好像没有太大的把握，但压制自我实现的渴望

无异于否定自己。这种矛盾总是伴随着人，故只要人自省，就会发现那隐

蔽于他的心坎上的焦虑和“陌生感”（estrangement：自己对自己、他人和

世界总有“人生地不熟”的感受）。

现在要谈的是肉体的罪性。不幸的是，在原罪中出生之人在焦虑中无

法主动信靠神，而靠自身的能力来解决上述矛盾（Niebuhr 1964）。因此，

焦虑使人急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采用一些自我防卫的措施。〈6〉 比如，面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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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脆弱性，人们总想通过追求快乐来避免痛苦、用成功驱除恐惧等等。那

么，在忽略或不认识神的情况下，人的自我防卫措施不可避免地以自我为中

心。自我中心主义是肉体生活的核心精神，因为它使人的所作所为都受限于

“单单是人”（merely human; Barclay 1988, 206-207）的维度。被局限于这

种维度的人，在防卫和维持自己的生存时不可能把神算进去，故“单单是人”

的维度实质上是“无神”维度。这种目中无神的精神视角，是堕落的天使和

亚当的视角，因为他们在追求幸福时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而拒绝向神虚己并

与神联合。忽略神之人轻易把自己当作实践意义的神，因此自我中心主义导

致或甚至是等于自我崇拜。总之，说现实元素决定人的命运，等于说人生的

最基本状况（脆弱且短暂）让人急于自救而遵从了一系列目中无神、以自我

为中心的防卫性措施（更合适的名称：自我防卫机制或防卫规律），比如“人

若犯我，我必犯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等等。由此可见，“肉身是软弱、有限而短暂的，但顺从肉体活着就是等于

否定软弱、战胜有限性、逃避死亡”（Leithart 2016, 290）。

实际上，上述的防卫性规律与民间的迷信（比如生肖相冲的人不能结

婚等等）差不多一样。原因何在？一是它们都是人在面对可怕的现实时为

了确保自身的平安而采用的自我保护措施。二是它们实质上是人凭自己的

力量向残酷的现实讨价还价、谋求暂时性妥协的方式，亦即人通过听从现

实的运作方式让现实给自己带来益处。因此，无论是“你不仁，我不义”

还是“属狗的不可和属龙的结婚”等规律，既反映出现实的运作逻辑（比

如“在世上，以德报怨者都不会有好下场”、“生肖相冲的夫妇都不会幸福”），

也是指导人适应现实的运作逻辑的规律。保罗把这些规律称为“哲学与虚

空的妄言”。〈7〉 这不意味着保罗禁止基督徒学哲学，乃是说，人生的这些

防卫规律是一种哲学，因为哲学当时是关系到人对基本现实的性质及其所

带来的实用结论的探究。其实，人的一切信仰和人生观都离不开人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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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性质的判断，以及从这判断推导出来的人生哲学。

这就是为何保罗在加 4:9-10告诉加拉太信徒，他们对律法主义式基督

教的接受是叫他们重新受制于现实的元素。很有意思的是，对保罗来说，现

实元素与律法主义及异教的占星术都有关系（Caird 2003, viii）。这大概是

因为，这样说，律法主义还是罪性的表现，因为它的核心精神是自我中心主义：

用否定神却肯定自己的方法（即拒绝信靠神的方式）来满足神的要求而给自

己带来安全感。我们无妨借用马克思哲学的一些术语来解释：许多诸如宗教、

世界观、意识形态等信仰体系是上层建筑，而人的自我防卫机制才是其底层

建筑。所以，以自我为中心的防卫性规律不只是体现于那些明显是不对的原

则（比如“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也会利用那些正确的道理（比如“少年

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先苦后乐”）。人的恐惧与不信会使这些好规律以自

我中心主义为其底层建筑。况且，因为人的自我防卫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人

会不假思索地化信仰上的很多好东西（比如如律法，罗 7:14）为自我防卫规

律，将许多正确道理当作遮盖自身的疑惧和焦虑的上层建筑物。

再者，若属肉体的生活方式是指以自我中心主义为精神的自我防

卫机制，那么自我防卫机制大体上是以自我肯定与膨胀为其基本策略

（Wink,1992, 57）。为了能够在残酷的现实中生存，人会致力于肯定自身

的价值。但人发现他的自我肯定还不能提供可靠的保护，所以他让其自我

膨胀了，即他凭自身的积极表现将自己置于别人之上。由此可知，肉体这

一人生哲学的核心，就是人发现自己的脆弱后所采取的侵略性自我保护

（Leithart 2016, 84）。用鲁迅有名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吃人”的生活方式：

透过不断牺牲他人而拔高自己的价值。自我肯定和膨胀显示，面对现实的

威胁，人要成为一定程度的英雄，即通过一定的成就享有一定程度的荣耀

之人。由是可知，肉体生活也是一种制造英雄或追求永垂不朽的机制。〈8〉 

东西方历史与文学告诉我们，成为英雄许多时候也离不开牺牲和痛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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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教的视角看，若无爱心，这种牺牲和痛苦还是为人的抱负服务。“我

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林

前 13:3）。这不意味着从基督教的角度看，“英雄”必然是有贬义的概念，

但这概念在本文的使用只说明，一切英雄般的业绩或行为，包括那些看似

圣洁的宗教生活，很容易为自我中心主义或肉体的情欲服务。再说，鉴于

自我中心主义这自我防卫机制的精神等于自我崇拜，自我肯定和膨胀本是

自我神化的不同阶段或程度而已。由此，自我崇拜既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表

现，也是自我防卫机制的方针，而所谓英雄主义是自我崇拜的不同名称而已。

由此，人的自我防卫机制与造神机制大致相同。

综上，肉体大概有三种含义：一是堕落所造成的脆弱性和短暂性；二

是人在面对脆弱时急于自救（即神化自我）的人生哲学；三是以第一与第

二为特征的堕落时代。肉体的第二与第三含义才是本文的着眼点。自我防

卫机制、自我中心主义及英雄主义等都是解释肉体生活的几个相互连接的

方面。自我防卫机制是肉体生活的基本性质，它指的是人在面对现实的威

胁时，采用自我肯定和扩展等原则之机制。自我中心主义是肉体生活的核

心精神，而它基本上是自我崇拜，也就是在感到不安或疑惧时封闭自己而

拒绝向神虚己的倾向。最后，英雄主义可以说是肉体生活的目标：肉体是

以自我崇拜开始，旨在把这崇拜彰显出来，叫他者承认自己的价值。总之，

肉体生活的运作方式（防卫机制）、精神（自我中心主义）和目标（英雄主

义）都反映出一个背离神的创造秩序的人生哲学。肉体哲学与符合创造秩

序的人生哲学大相径庭：前者是自我充满而被不断空虚化，后者却是向神

虚己而不断被神充满；前者独立于神却拙劣模仿神，而后者与神联合而效

法三一真神。

由于离开神等于离弃生命（耶 2:13），而肉体指的就是与神隔绝的脆

弱性和短暂性，那么靠着肉体精神行事（哪怕它的表现多虔诚）的自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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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便是灭亡。“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加 6:8）。

在圣经中，神与肉体之间的属灵交战至少包含这两方面：一是神通过他的

话与他的灵入侵肉体的领域，解放被肉体蹂躏的人，使他们进入神的国度

而脱胎换骨，拥有来自神自己的人生哲学。自从始祖堕落之后，防卫机制

是人遗传下来的心灵枷锁，故除了神自己释放人，人不能不顺从肉体的人

生哲学。二是神透过他的道与他的灵帮助所有已经脱离肉体的新人类，使

他们能抗拒肉体的引诱和攻击。因此，肉体指的是尚未得救之人的状态，

而信徒已经不在肉体里面了（罗 8:9；Moo 1996, 486）。但信徒还会采

用肉体的人生哲学，因为基督徒虽然已经进入了神的救恩里面，全面的胜

利尚未实现，而且信徒陈旧的思维及习性，也就是自我防卫机制，还没有

灭绝。正因为如此，属灵争战不仅是神与撒旦的交战，也是基督徒与自己

的罪性交战。

__________________

〈1〉 其实，更字面的翻译是“世界的元素”，但我认为用“现实”
更合适，因为这些元素不只是统治人的社会。

〈2〉 据此，英文圣经 NIV 把 stoicheia 译为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is world （这世界的基本原则）。

〈3〉 说肉体是人的“质料”等于说肉体是解释人的受造性或有限性：
“埃及人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匹是血肉，并不是灵”（赛 
31:3）。

〈4〉 下文我会更多用“肉体”这个词，因为这词符合保罗的用法。
保罗虽然也用“地”或“属地”来解释堕落的现实，但更常用“肉
体”，因为该词似乎更清楚表达出人的短暂性和罪性二者的相
互关联。

〈5〉 下文我称脆弱的身体为“肉身”，“肉体”则专门指被罪恶控
制的人生及其哲学。

〈6〉 一位基督教伦理学家说 , 罪意味着焦急的自私或自私的焦
急（Paul Ramsey, Basic Christian Ethics, 291; 引于 M. Par-
sons, “Being Precedes Act”, 228n48）。许多时候，不信、
焦急和自私难舍难分。

〈7〉 或译为 ：“本身是虚空的妄言的哲学”（Osborne 2016, 69）。
〈8〉 Peter Leithart, Delivered from the Elements of the World 

(Downers Grove: IVP, 2016), 91 ；也 请 参 考 E.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 (NY: Free Press,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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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与中华文化的连接点
——读温伟耀《成圣、成仙、成佛、成人：

正视人的高贵与丑恶》

文 / 孙毅

公元1世纪，基督信仰开始在希腊文化圈中传播的时候，非常得益于《约

翰福音》中所使用的“道”（Logos）这个概念。约翰用这个当时在希腊哲

学中流行的“道”，来表达在永恒中就存在的圣子。这在当时新兴的基督教

与流行的希腊文化之间建立了一个连接点，为之后几个世纪的神学家，在“道

成肉身”的基础上建构适应当时希腊文化的“本土神学”，架设了无可替代

的桥梁。

进入现代，当基督信仰在华语文化圈中传播的时候，是否可以找到

其与中华文化的连接点，好让使用华语的人们，能够用这种语言来思想神

学层面的问题呢？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能够看到的一个线索就是，无论在

“礼仪之争”的时期，还是后来基督新教传入中国，都发生过是否可以用

中国传统的“上帝”一词来指称圣经中的那位神的争论。对于今天的人们

来说，这场争论似乎已经过去。更多的人开始认同用中国本土的“上帝”

一词，来指称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那位上帝。如果这是基督信仰与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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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连接点的话，这对本土化的神学思考意味着

什么？

近来在思想这方面问题的时候，读到温伟耀老师的《成圣、成仙、成佛、

成人：正视人的高贵与丑恶》这本书。单从书名中将成圣、成仙、成佛与

成人并列，就似乎预设了人在基督信仰中所追求的目标，与人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所追求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可比性，这给人带来强烈的兴趣与期待：

或许可以从这本书的视角，借着讨论与评论作者在这本书中的观点，可以

对上述那个大问题稍有一点触及，即来看一下基督信仰在中华文化中的连

接点具体地体现为什么。

一

温伟耀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曾以研究北宋儒学的论文

获得中国哲学的博士学位。他在这本书中说，他多年来的心愿就是“要把

中国文化在人格修养上的贡献和成就，清楚和精彩地陈述出来。”〈1〉 他之所

以格外重视宋以来儒学的工夫论，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精神文化一直以来

的兴趣，主要不是在于外在客观宇宙的探索，而是对于人内心世界的探索，

重心落在人生体验的反思和智慧……中国文化传统的大动脉和成就，并非

在于科学，而是落在人生的智慧和道德实践的探讨。”〈2〉

作者认为，中国精神文化传统对人生智慧的寻求所取得的成就，不只

是体现在儒家对“成圣”的追求上，同时也体现在道家对“成仙”的追求、

佛家对“成佛”的追求上。“这一切的追寻，都是人生最高境界的体验和实

践……是对人性、人生的善良、高贵、优美方面的深度理解、反省和实践。”〈3〉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在对“成圣”、“成仙”、“成佛”分别给予具体阐

释后，得出结论说：“这些对人生体验和修养的深度探索，我们可以说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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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精神文明最正面、或许也是最高度的成就。”〈4〉 相信作者行文中的这几个

“最”字的使用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作者将中国传统中这几种寻求并列起来，不仅给予充分肯定，并且

随后与基督信仰所追求的“成人”加以对照时，背后其实有一个预设，即

无论是儒家所追求的“成圣”、道家所追求的“成仙”、佛家所追求的“成佛”，

还是基督信仰所追求的“成人”，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或者至少具

有可比较的相似处。既然前三者所追求的是人类精神文明最正面及最高度

的成就，自然也应该或可以是基督信仰所追求的目标。

我们可以稍微来思想一下这个预设。这个预设是说，无论是儒家、道

家还是佛教，都从各自的角度，既知道这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同时也有

很强的愿望要去追求这个终极的目标。从儒家的角度来举例，将这个目标

看作具有终极含义，是因为其来自于终极性的“天”、“道”（自然）或者“理”。

天道或者天理既是有目的的，人所领受的天命或追求成圣的境界自然也是

有目的的。在这个方面，赵紫宸先生（1888—1979）在概括中华文化的特

点时，也十分强调这种目的性：“自然自有鹄的，就是要成己成物。天地

实在不是一个死东西；乃是在‘成’ 的历程中，人在其中得以清澈地了解，

尽量地努力，去完成自然的目标，达到自然的鹄的。”〈5〉 用儒家的表述，即“能

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6〉 

这成为人生最终的目标。

如果我们将上述的终极目的用今天更熟悉的概念“善”或者“真理”

来替代，那么站在基督信仰的角度，将人目前乃是生活在亚当堕落之后这

个因素加进来，对于上述的预设，我们似乎就可以提出下述的问题：1）生

活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下，在没有所谓特别启示的光照下，人真有可

能知道那个具有终极性的“善”或“真理”是什么吗？ 2）人真有将这种“善”

或“真理”当作人生的某种终极目的来追求的渴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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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思考上述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在什么层面上来理解上述问

题中的“善”或“真理”。温伟耀老师在本书中没有直接用“终极”或“真

理”这些词，但他确实用了“善”来阐释他想要表达的含义。

在上述预设之下，作者在本书中对于人性做了两点重要肯定。对作者

来说，这两点肯定无疑适用于本书所论及的儒家、道家、佛教与基督教，

因此是人性普遍的特征。

首先，作者认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仍有判断善、恶的能力，

这种能力并没有消失，也不会因此而被质疑。”〈7〉 作者同时肯定人性的这种

判断能力具有普遍性，“善（goodness）和恶（evil）的意识，却肯定在任

何人的身上，或者任何民族之中存在。”〈8〉

其次，作者认为，“第二个对人性积极而正面的肯定是：无论如何，

在道德信念（moral belief）上，我们始终是相信：人应该行善，而不行恶。”〈9〉 

既然是人应该行善，那么善就应该是人所愿意或追求的目标。

这两点肯定，作者在表述上是限定在道德的层面上，不过随后在将这

种善当作是“成圣”、“成仙”与“成佛”的追求目标时，其实是超过了我

们今天所理解的“道德”层面，而具有某种“宗教”层面的含义。在对这

三家之所“成”的目标的阐释中，作者几次使用从道德层面“翻上一层”

的表述，而使其所追求的善的目标，不再停留在我们一般理解的“道德”

层面。比如对儒家来说，“儒家说，从道德的自觉翻上一层，就能知道有天

理运行在自己的内心。”〈10〉 可见，无论是本书作者，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自

身，在道德与宗教，或者道德与更上层的形而上层面，实际具有某种连续性，

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道德”与“宗教”层面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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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对“善”的这种广义理解下，即所说的善同时具有“道德”与

“宗教”含义的理解下，作者将他对人性的这种积极理解，用在了与基督教

的比较中。其中在对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人性观有所肯定的同时，将基督教

中对人性的极端负面的看法，归咎为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我们要承认，

在基督新教的开创者（如路德、加尔文）的神学观点中，都让人看见他们

对人性带有非常悲观、甚至近乎绝望的观点。”〈11〉 在作者看来，这种观点对

后世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深受这种对人性悲观、负面的看法所影响，以

致我们可以看见，在基督新教的传统里，若提到人性可以有行善的能力时，

都会产生一种禁忌式的反应。”〈12〉 本书作者浸润基督信仰多年，相信他所说

的都是出于某种切身的体验。

如果要为改教家们做一点辩护的话，改教家们对此问题的回答有一个

基本前提，就是区分属灵（属天）事物与属世（属地）事物，类似我们今

天所说的“道德”与“宗教”层面。路德在将事物区别为“较低的事情”（the 

lower things）与灵性的事物（spiritual things）的前提下，认为堕落后的

理智只能领会前一类的事情，或者与前一类事情相关的善与真理。〈13〉 加尔

文的做法也一样，“为了清楚发现人在任何事上理解的程度如何，我们必须

在此做区分，即对世俗之事的理解，以及对天上之事的理解。”〈14〉 在此区别

的基础上，加尔文明确说明，人们在这些所谓“世俗之事”或地上的事物，

其中包括政府（政治）、家政、道德、科技、文学与艺术等领域，表现的还

是非常卓越，值得肯定的。〈15〉 在这个层面的行善能力及其结果，用普遍恩

典的观念看，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无疑是被加尔文所肯定的。改教家们所

否定的，只是人因为堕落的原因，所做的善行对于达到终极的善（即与上

帝相关的属灵领域）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这种观点并非来自于改教家自己。无论路德还是加尔文，他们都

是奥古斯丁的追随者。加尔文自己就认为他的这种划分来自奥古斯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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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承认神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奥古斯丁的这个论点，即人的自然秉赋已因罪

而败坏，超自然的恩赐已完全丧失。”〈16〉 其实奥古斯丁自己说的比改教家们

表达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除了犯罪之外，一无用

处。”〈17〉 这样看来，本书对中世纪天主教传统的肯定，对于人性的看法，也

并不只有作者所肯定的阿奎那这一支的传统，同时还存在着更早的奥古斯

丁这一支的传统。对人性及其成圣追求的看法在这两种传统中确实存在着

某种张力。

当然，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原本对人性看法的那种张力在基督新教

中不再存在。我们这些宗教改革家的后裔们，深受上述两个领域之划分的

影响，以致我们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去思考中国先贤所追求的那种可以用

广义的“善”所表达出来的“成圣”目标时，难以作出更为恰当的把握。

这是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基督徒所应该反思的。确实，这种

“善”已经超过了改教家们所做的那种区别，不仅具有“世俗之事”层面上

的道德含义，同时具有“天上之事”层面上的宗教含义。如果拿去改教家

们所做出的这种区别，我们当如何看人对这种广义“善”的认识与追求呢？

三

上述的问题，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更具体地表述出来就是，在没有特殊

启示的光照之下，人是否会对那种终极（属灵层面）的善或真理有所认识

（至少知道这个目标）？人是否有真实的渴望想要去追求这种层面上的善或

真理，将其当作一生追求的成圣目标？

我们就拿作者在书中特别摘文进行批评的加尔文的论述来看这个问

题。其实仔细地看加尔文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可以让后

人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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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将人具有的“上帝形象”置于人有其不朽的灵魂。人堕落后，

理解力与意志作为灵魂的主要官能，在“上帝形象”受损却依然残存的前

提下，两者之官能也就依然存在。对于“天上之事”的属灵领域，加尔文

还是认为，就算是人的理解力在堕落之后已经受到影响而变得残缺不全，

但“理解力是人辨别善恶和明白是非的一种机能，它就不可能完全丧失。”〈18〉 

换言之，其受损的功用并不只限于在“地上之事”发挥功用，在“天上之事”

中也还依然发挥某种程度的功用，这就是人的理性中仍然存在的那丝灵光：

“在人败坏和堕落的本性中仍存有一丝光芒。这光亮证明人是有理性的受造

物，与禽兽有别。”〈19〉 这意味他在表达，堕落后的理性依然在某种程度可以

分辨具有终极含义的善恶。当然对他来说，这种光亮实在有限，“当这光芒

散发时却被极浓厚的愚昧掩盖了，以致无法明亮地照耀。”〈20〉

对于第二个问题，加尔文同样有某种程度的肯定：“在人的本性中有

某种与生俱来寻求真理的欲望，这就表示人曾经尝过真理，否则他根本不

会有这种渴望。”〈21〉 这意味着他在表达，堕落后的意志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有

追求那真理的渴望。他在这里所说人“曾经尝过真理”，并不是在柏拉图回

忆说的意义上这样讲（虽然他很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而是就亚当在堕落

前拥有在上帝看为好的人性，以及与作为真理的上帝有美好的相处来讲的。

不过，同样，加尔文也指出这种渴望的脆弱性，“这种对真理的渴慕在它尚

未发挥之前，就衰残并落入虚妄中。”〈22〉

简言之，对于上面所提到的那两个问题，加尔文基本上都给出了肯定

的回答。这种肯定的回答意味着：无论在哪种文化背景中，就算是把人堕

落的因素加进来，人们依然对那终极的善及真理有某种认识，并且对其有

一种渴望与追求。如果对于生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追

求的人性所“成”之目标，与基督徒所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那么，回到

我们在引言中所提到的那个问题，这种共同性的基础就是，中国远古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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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那位“上帝”，无论后来被用“天”“道”还是“理”所替代，确实可

以指称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那位上帝。〈23〉 换言之，提供了这种共同的善与

真理之目标的那位上帝是同一位上帝。

朋霍费尔（1906—1945）在其未完成的《伦理学》手稿中，反思了基

督新教神学在“自然的”问题上所显出的不足，即对自然世界之有机性或

目的性认识不足。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自然世

界日益失去其与终极实在的关联，而变成人手中可以认识、改造或操控的

对象。虽然这种观念的源头不一定是来自改教家们，但后来处在启蒙运动

处境下的基督新教，难免会受其影响，使得改教家们在两个领域的区分变

成自然世界（世俗层面）与其终极实在（属灵层面）的脱离。

中国传统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其借助于“天”、“道”或“理”所

彰显出的自然世界的有机性及目的性，在朋霍费尔那里一样可以得到说明。

在他看来，在亚当堕落之后，被造的世界变成了自然的世界（包括人及其

精神），即在自然法的意义上拥有了其自身的独立性、规律性与目的性。从

基督信仰的角度，朋霍费尔将这种“自然性”视作亚当堕落后被上帝保存

下来的自然形式：“自然的是上帝替堕落的世界保存的生命形象，这个形象

对准基督带来的称义、解救与更新。”〈24〉 说明这个被上帝保存的自然世界，

一方面具有某种生命机体的特征（生命形象），有其自身的法则和动力机制，

指向某个终极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在耶稣基督没有将这个终极目的向人

们指明之前，自然世界的生命形象所指向的那个终极对象或目的，无论被

称之为善、真理还是别的什么，就只具有“形式”的意义。〈25〉 就像是古老

的修道院墙壁上的一幅图画，因为年久失修，只能让人隐约地看到图画的

轮廓，以及某些局部存留的色彩，无论人走远还是走近来仔细查看，都无

法更清楚地看清图画的内容，直等到真正知道这幅画作内容的那个人来，

才可能将这幅图画修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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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具有消极性及形式化特点的善或真理，或许可以借保罗在亚略巴

古的讲道来帮助我们理解：“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

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徒

17:23）这里所谓“不认识而敬拜的”那个对象或目标，就是这里所说的那

种“形式的”善，或许也是温伟耀老师这本书中所说的古代先贤修身养性

所致力于追求的那个善、那个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

〈1〉 温伟耀，《成圣、成仙、成佛、成人 ：正视人的高贵与丑恶》，
香港 ：明风出版，2015 年，第 33 页。

〈2〉 同上，第 35 页。
〈3〉 同上，第 37 页。
〈4〉 同上，第 87 页。
〈5〉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见林荣洪编，《近代华人神学

文献》，香港 ：天道书楼，1986 年，第 429 页。
〈6〉 《中庸》22 章。
〈7〉 温伟耀，《成圣、成仙、成佛、成人 ：正视人的高贵与丑恶》，

第 6 页。
〈8〉 同上，第 7 页。
〈9〉 同上，第 11 页。
〈10〉 同上，第 42 页。
〈11〉 同上，第 26 页。
〈12〉 同上，第 28 页。
〈13〉 Luther, the sermon on Exodus, 18, W. A. 16, p. 354; the com-

mentary on John I, 8, W. A. 46, p. 587. 
〈14〉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II，2，13。中译文见钱曜诚等译，孙毅、

游冠辉修订，《基督教要义》，北京：三联书店，2010 年（2017
年重印）。除特别标明，本书中《要义》的引文均出自此中文
译本，下面只标出《要义》的卷、章与节数。

〈15〉 《要义》II，2，13。
〈16〉 《要义》II，2，12。参见 Augustine, On Nature and Grace 3. 

3; 19. 21; 20. 22 (MPL 44. 249, 256 f.; tr. NPNF V. 122, 
127 f.)。

〈17〉 Augustine, On 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 5, 译文引自奥尔森，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73 页。

〈18〉 《要义》II，2，12。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如译名之争所论及的，这里只涉及到“神（God）”之名，即《创

世记》14:18 论及麦基洗德时所说的“至高神”，而不涉及到“雅
威（Lord）”之名。

〈24〉 朋霍费尔，《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131 页。
〈25〉 这里的“形式”是相对于“内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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